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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許多方面而言，本書是《現代性的社會學》 (ASociology of 

Modemity)(Wagner, 1994a)一書之延續。此書嘗試釐清一些至今仍

隠晦不明、或是尚未解釋清楚的概念性議題。本書在撰寫的過程

中進展緩慢，而我發現有些之前所寫的文章可資採用，於是我利

用（並參考）了它們，本書的整體論證參考了 Friese and Wagner, 

1999a; 第一章參考了 Wagner, 1995 ;第二章參考了 Wagner, 1998a ; 

第三章參考了 Wagner, 1998b ;以及第五章參考了 Wagner, 1999a 。

埋首創作此書的同時，我也持續進行社會科學在歷史與哲學方面

的研究工作，硏究的成果預計將和此書差不多同時出版(Wagner,

2001) 。

阿納森(Johann Amason) 、弗賴斯(Heidrun Friese) 、喬漢思(Hans

Joas) 、培特蔭(Petr Lorn) 、魏磋克(B」om Wittrock)和雅克（Bernard Yack) 

已審閱過整本手稿，並提供批評指教，對此我銘烕於心。若我在

某些個案中未能採納他們的建議，或是沒能針對他們的批評作出

回應，我希望將來能更充分地回覆他們。我曾與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社會理論研究中心(Social Theory Centre)的博

士班學生討論這些理念，世曾參與該中心的座談會，這些都使我

受益匪淺。對所有已熟知弗賴斯研究的人來說，我在智識上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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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她的程度，已非言語所能形容，尤其本書的第四章中，有許多

反思都源自於我和她所進行的討論。

「無法逃避性」 (inescapability)與「可達致性」 (attainability)二

詞分別取自泰勒(Charles Taylor)和卡维爾(Stanley Cavell) ，在第三章

可找到完整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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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類理性在自身的某個認知面向上，面對著獨特的命 1 

運，它被一些無法擺脫的問題所擾，因為這些問題是由其自身

的本質所展現的，但它卻又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它們超越

了人類理性的一切能力0」。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觀點而

言，這是一個人類必須面對的情況。有些問題是無法逃避的，

即使我們沒辦法找到確定的答案。本書的論點在於，相對而

言，社會理論與社會科學皆旨在規劃一個適合自身的認知範

疇，以使得原則上既沒有無法擺脫的問題，也沒有找不到的答

案。社會科學一直傾向於棄絕有關無法逃避性(inescapability) 

與可達致性(attainability)的議題，並將之視爲敵手而必須加以

對抗＠。

康德於十八世紀晚期撰寫《純粹理性批判》(Cn'tique of Pure 

o ：康德(Kant, 1993 [1781]: 3 [A VII]), 翻譯已修改。
＠：「社會科學」一詞的意義與內涵已隨著歷史而改變，並時帝引起

爭蟻。我的論點仰賴淤社會科學的史料，並藉由它進行運作，這些史料
包括社會研究和社會理論，無法在此完全闡明。若有時看似需要一個更
完整且通旁更明確的解釋，史料中的要素將由 Wagner(2001)提供。為了
避免誤解，撇開所有批判不談，我可能也會補充，我並非必定要將自己
的想法湟淤社會科學的範疇之外。更確切而言，我本人的研究可被理解
為旨在拓亢該詞彙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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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該時期在許多不同層面上被解讀為極度重要的歷史時

刻。他在啓蒙運動遲暮之時寫作，當時知識份子已開始針對那

些對自由與理性的讚譽作出回應，這些讚譽經常被認爲是浮誇

不實的。然而，當時也是政治現代性起步之時，人們經常將此

起點與美國及法國革命的出現連結在一起，這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他正好在一種理性模式崛起之前寫作，而該模式很快就

被認可為社會科學，該學門基本上就如我們今天所認識的那

樣。但是，在他寫作之時，社會科學所關切的議題與論辯方式

一般而言皆尙未脫離哲學的範疇，尤其是政治哲學。

換言之，在十八世紀晚期此一歷史性時段，不但概念及智

識方面發生重大轉變，政治制度也同時歷經重大變遷（參見最

近的作品 Heilbron et al., 1998) 。這兩種轉變的相隨並存，使我

們得以（且往往是順理成章地）將「現代社會」的崛起與社會科

學的出現連結在一起，並視之爲適用於現代性的反思性自我理

解形式。就這點來看，此雙重轉變將標示出現代性在智識與制

度層面上的建立。然而，我將試圖主張，這兩項轉變之間雖然

關係匪淺，但此關係是充滿疑義的。

依據智識轉型的觀點來看，哲學和新興的專門科學在議題

上的分隔，經常被視為是能夠讓知識大幅躍進的一種分化。根

據此種觀點，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各種科學，不僅擺脫了哲學

的監管，也掙脫了限制它們發展的枷鎖。它們的任務與成就，

變成是要系統化地提供有關社會世界的「實證」 (positive)經驗

2 知識。相對而言，我將在下文中主張的觀點是，此區隔已同時

造成社會科學無力處理一些重要議題，而這些議題在社會科學

自身的知識綱領以及對現代性的詮釋上，都具有基本的重要

性。

和哲學劃清界線之後，社會科學家得以展開經驗研究策

略，而將知識論的問題留給知識社會學、社會科學哲學，以及



緒言 圜

科學社會學等次領域。那些次領域內的論辯幾乎都不曾回到社

會科學活動的核心所在。然而，由於社會世界對人類認知所形

成的阻礙，會隨著情況和時間而有所不同，因此有關社會世界

自身知識的性質，以及取得知識的方法等問題，仍必須維持於

社會科學的核心（參見第一章）。

當代學術機構對經驗學門與規範學門之間的明確區隔有

所認知，前者包括社會學與政治科學兩大學門（此二學門彼此

間的關係常是不穩定的），後者則意指政治哲學，此學門大多

伴隨著對政治思想歷史的興趣。然而，以歷史角度而言，社會

科學崛起時所關注的議題，目前已被認爲屬於政治哲學的範

疇。計會科學已藉由不同方法，處理那些有時被稱為社會秩序

問題的議題，但更適切的看法是將那些議題視爲關乎政體的可

行性，然而，社會科學並未將那些方法與政治哲學所採用的方

式重新連結起來。因此，社會科學就令自身失去了某種能力，

無法藉由反身性去理解政治議題（參見第二章）。

直到最近，社會科學才發展出硏究人類自我問題的興趣，

而系統性的發展則是從二十世紀早期才開始。除此之外，社會

科學也大多忽視了人類再現自我的各種方式，這些方式出現在

諸如哲學等其他領域中，但或許更重要的是出現在文學中。於

是，社會科學看待此問題時，傾向於從一個已充分發展、穩定

的個人認同之觀點出發，而非將自我的連續性與連貫性作為開

放議題以供探討。唯有察覺到我們必須假定世界具有本體論的

穩定性，以使社會科學有可能存在，同時也假定人類的取向與

行動是連貫的，並據此預期世界在政治上的穩定，我們才有可

能理解上述社會科學的焦點（參見第三章）。

社會科學在處理知識確定性、政體可行性與自我連續性這

些問題的方式上，有個共同點：時間一直被認為是毫無疑義

的。十九世紀時，社會科學與歷史科學在哲學的庇蔭下同時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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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這兩個新領域共同使用了回顧性的普遍公式，即我們現在

所謂的經驗轉向。然而，非比尋常的是，它們各自發展成不同

領域，具有相異甚至往往相對的議題。社會科學假設當代社會

結構是絕對新穎的，並藉以宣稱自身具有專門性的基礎。在假

定現在與過去之間是斷裂的清況下，社會科學無可避免地採用

過去的概念，以及過去和現在的關係，但卻鮮少闡明自身對過

去可觸性的看法（參見第四章）。

3 關於未來，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至少在十九世紀時，新

興的社會科學家就意識到自己已承襲了各種相互關聯的問

題，尤其是來自宗教和神學方面，同時他們也瞭解到，末世論

的概念是此承襲的一部分。然而，他們宣稱自己有關社會進化

的想法已經日漸取代了早先的智識形式。換言之，即使揚棄了

所謂的歷史哲學思考模式，未來依然是可知的。二十世紀時，

社會科學在直接處理有關未來的議題時，基本上更小心翼翼，

然而仍有些顯著的例外，尤其在一九六O年代之時。雖然如

此，人們對瞭解未來的興趣依舊活絡，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架

構，也將終極目標訂在促使未來持續是一目了然（參見第五

章）。

經由討論這一連串議題，我的首要目標是，指出過去兩百

多年的發展，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的計畫不是將某些問題排除

在外，就是將這些問題貶謫到次領域，而這些問題在早期對於

人類社會世界的反思中持續出現。此宣稱本身並不新奇，但人

們以各種極為不同的方式加以評估，既視之為一種必要的進

展，也認爲它是令人遺憾的損失。雖然我同意這當中涉及了相

當大的損失，但本書並非旨在對於智識歷史提供任何懷舊的詮

釋，而是致力於證明，那些被排除或遭到降格的議題，在既不

明顯也未被闡明的情況下，依然是社會科學和社會理論的組成

要素，而辯明這點即為我的第二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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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我想要指出，此種將社會科

學計畫在歷史上與其他智識議題及形式分隔開來的特殊方

式，和一種將現代性概念化的類似特定方法有關。我們應該將

現存的社會科學，視爲一種詮釋社會歷史經驗的特殊方法，而

非依據一種符合社會政治現實的知識形式觀點，將社會科學連

結到現代性。或者反過來說，經常展現其多樣性的社會科學，

已在理論化現代性的既有可能性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此空間相

當有限。社會科學將某些問題從其關注的名單中排除，這些問

題的答案已透過社會科學的運作模式去證明是不可得的，社會

科學即藉由此種做法，試圖讓現代性帶來的所有問題皆可找到

答案。因此，社會科學致力於更強有力地解讀社會世界，卻使

得經由現代性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自身無法追隨西方

（以及其他）社會的歷史腳步。

壹、現代性的歷史與理論

現代性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以某種固有的張力為特

徵。就一方面而言，社會科學作爲對人類社會世界的反思性知

識，「現代性」是讓其得以出現並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

會科學的目標及任務在於，將「現代性」視爲一種歷史性的社

會形構而將之概念化，並予以分析。就第一種意義來說，「現

代性」指涉的是一種哲學狀況，尤其是知識論的面向；以第二

種意義而言，「現代性」則指涉一種歷史的、經驗的面向。正

是在這些基礎上，社會科學崛起時的脈絡，以及和哲學之間據

稱的分離，在社會科學身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當這些社

會科學旨在處理簡單的「現代性」，將之視為整體的社會群集

時，此印記會變得尤其明顯，而社會科學本身也是該群集的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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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換言之，「現代性」一詞無可避免地帶有雙重意涵；它

總是同時具有哲學性與經驗性，或既有實質性又有暫存性

(Yack, 1997) ，抑或引述一句我個人偏好的術語：它是既有概念

性又有歷史性的。

在下文作出更詳盡的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在此先對現代性

的特點進行初步的描繪，此描繪有別於其他許多的觀點，而承

認上述張力的存在。就概念J:.而言，我通常將現代性理解爲一

種情況，其中充斥著某種雙重想像的表意系統(double imaginary 

signification) 。此表意系統有兩大要素，其一是有關人類自主性

(autonomy)的概念，將人類視為認知與行動的主體，另一則為

有關世界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即世界是可被有原則地加以

理解的；以上兩個要素不僅自身曖昧不明，彼此間也充斥著張

力。簡言之，現代性指涉某種情況，人類在其中不接受任何外

部的保證者，亦即人類本身並不會假定這些保證者能夠肯定他

們知識的確定性、確保他們政治秩序的可行性，或確認他們自

我的延續性。雖然將現代性加以概念化的具體過程極端多樣，

但其中絕大多數都認為現代性的主要特徵，在於人類認為是他

們自己設定了各種規則和法條，從而規範他們與自然的關係、

他們一同生活的清況，以及他們瞭解自己的方式。於是，有關

自主性的假定以及尋求支配權的過程，便構成了現代性的雙重

想像表意系統(Castoriadis, 1990: 17-19; and elsewhere Amason, 

1989; Wagner, 1994a: 第一章）。

社會科學對現代性的特殊承諾（此承諾同時也是社會科學

侷限的來源），使得社會科學經常將現代性的此種雙重表意系

統，轉化爲自身之論證模式毫無疑義的起點。自主性與理性被

當成社會科學的基礎假定，它們被認為是已經達致，或至少原

則上是可達致的，尤其是在追求社會科學自身的探詢之時，更

是如此，而透過追求此種探詢，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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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性變成了這些探詢的前提，而它們自身既不被質疑，也毫

無可質疑之處。社會科學傾向於將現代性的想像表意系統，與

西方的社會生活現實合倂在一起。或是借用韋伯(Max Weber) 

的話，理性化「並非某人對其所處生活環境逐漸增加的一般知

識」，而是他「知道或相信，只要他願意，他總是能夠去了解

它們」 (Weber, 1975 [1919): 17) 。現代性的崛起，就是以後者信

念的強化為特徵；它並不是、或至少並不必然是前者的那種社

會現實，亦即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並不總在增加他們對自己所處

世界的知識。在下文中，我保留「現代主義」 (modernist)一詞，

以代表那些將現代性誤認為上述後者的取徑。就這點而言，社

會科學有極大部分是現代主義而非「現代」 (modern)的。在此

「現代」一詞用以代表支持同一個自主性與支配權之想像表意

系統的態度，但它既有能力，也願意去反思可能出現的各種情

況，以及此現代性理想之侷限所帶來的後果。

這個定義步驟的首要結果，便是創造了一個有關現代性的 5 

論證空間，亦即一種詮釋空間 (interpretative space) ，其中現代主

義的立場只佔據了一部分，這也就是說，現代主義從來不是毫

無疑問地被接受的，即使在社會科學中也一樣。在現代主義社

會科學的全程歷史中，批判的聲浪持續不斷，而其中有三個時

期因特別重要而值得一提。當十八世紀面臨轉向時，社會科學

正處於奠基時期，而當時已被提出的浪漫主義，作爲各種社會

科學內，除現代主義之外的另類選項，迄今仍具有持久不輟的

重要性（參見範例 Rosenblum, 1987; Taylor, 1995a and 1995b) 。其

次，十九世紀末時，關於知識論和方法的著名爭議，標示了批

判性論辯的復興，此復興導向了目前我們所謂的社會科學古典

時期。韋伯本人那些最近被重新發掘的作品，仍被拉扯於政治

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以淵遠流長的說法而言），而明確地定位

於現代主義社會學的奠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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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一九七O年代以來，關於社會科學取向的某種嶄

新、廣泛的論辯就已經展開。此論辯有許多要素，其中包括了

各式各樣的取徑，例如應用在社會科學概念與論述方面的「語

言學轉向」 (linguistic tum) ，另外還包括對於歷史比較

(historical-comparative)研究的更新熱忱、恢復以人類學的觀點

去探討西方社會、性別與後殖民硏究，以及科學知識的社會

學。一九八O年代時，研究者嘗試在後現代主義的總標題之下

總結這些批判。雖然此標籤在許多面向上（一直）具有誤導性，

但它至少有兩大優勢。首先，它標示著一種新批判形式的興

起。若進一步觀察，我們會發現此形式並非全新，因為其思考

方式經常廣泛地牽連到受尼釆所啓發的哲學。然而，它卻有別

於現代主義社會科學的那種批判，該批判所觸及的面向基本上

是從浪漫主義出發，朝著尼釆與韋伯的方向行進。我將在下文

中試著進一步闡明此不同點。

後現代主義一詞的另一項優勢，在於它再度將對「現代性」

的明確關注，引進社會理論和政治哲學之中，儘管擁有此優勢

的代價也許是，現代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都產生了天大的誤

解。可以這麼說，在外放(outgoing)的二十世紀歷史情境中，此

種思考模式基於某些可識別的原因而得勢，稍後我也將回頭探

討此問題。經常被用以暗示現代性已耗盡其權力而奄奄一息的

公理(theorem)' 諷刺地（但非全然無意地）復興了關於現代性境

況的反思。撇開其他不談，後現代性的論辯提醒我們一個事

實，即現代性的議題，遠比哲學中的現代主義，以及社會科學

所願接受的還要來得深遠。在第一種情況下，「後」 (post)這個

前綴詞，暗示了現代性的時間面向，於是焦點再度轉回「現代

性」一詞的雙重意涵上，亦即其難免是概念性與歷史性的。

歷史上，現代性經常直接指涉「西方的歷史」。更具體而

言，它指涉歐洲歷史，並隨著時間推進而涵蓋北美歷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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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綜合各項觀點，則現代性最早起始於十五世紀中葉至末葉之

間，並和文藝復興、發明活字印刷，以及探索航行(voyage of 6 

discovery)同期。若以最晚來看，現代性則可能始於二十世紀早

期，並和藝術及建築的現代主義，以及心理分析所提供之嶄新

的自我省視形式同期。在這兩種說法之間，也有人認爲經濟現

代性，與市場革命及工業革命是同時開始的，而政治現代性則

和美國及法國革命一樣，起步於十八世紀晚期。以現代性為目

標的各種科學與哲學革命，可在這條時間線上以多種方式標示

出來：從笛卡兒的理性主義(Cartesian rationalism)和實驗方法，

到世紀末(fin-de-siecle)對科學與形上學的批判，然後再到相對

論。姑且不論其準確日期為何，現代性的出現總被認為標示著

一種分裂，導致西方在全球性的比較下具有某種特性。但是，

任何此種有關分裂的歷史性描述，對於從概念上去理解現代

性，總是會存有某種張力。即使在那些被引述的事件與過程當

中，確實有些選項比其他的來得適宜，但仍未有任何一個選項

能充分體現有關自主性的假定，或是對支配權的追尋。

同樣地，人們所謂的現代性終結，可能代表兩種相當不

同，但並非全然互不相容的意義。就歷史角度而言，該原理所

指的應是西方特性(specificity)的完結。而這又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此特性之所以流失，是因爲西方形式的肚會生活與

社會組織模式已經遍布全球；第二種則是，那些形式在某種程

度上已被拋棄或轉化，以致於其獨特性已然消失。若沒有進一

步釐清概念，我們將無法對這兩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人如果不

再相信自己能夠設定規則，而是乖乖地順服於體系的要求或全

球的權力結構，這種情況是否就代表了「現代性的終結」？抑

或「現代性的終結」指的是十八世紀末以來，雙重歐洲解放運

動的普遍化？這裡所指的雙重歐洲解放運動，其一就是我們現

在所謂的「民主化」，另一則是市場力量的自由化。一旦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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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走上末路，人類會否終將成為世界真正的主人？又或者他們

會受控於自己一夕釋放的力量，而成爲無力反擊的客體？嘗試

回答這些問題時，必須經由一種社會歷史反思來進行，反思的

對象即為自主性與支配權的雙重現代表意系統，如此一來，便

能將概念性與歷史性的問題結合在一起。

貳、多元性與可能性

然而，極少出現這種以批判精神將問題結合起來的做法。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時，大部分的社會科學都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把特定歷史上對某個問題群(problematique)的詮釋，誤當

成現代性的一般問題群。於是，社會學傾向於將歐洲國族國家

的歷史形式，和政治問題群的解決之道合倂在一起，或常有人

以「社會」的概念去表達，而將政治問題群稱為有關社會秩序

的問題。許多現代及後現代哲學的錯誤在於，它們尋求的是對

問題群的一般性解決方法，這些問題關乎於知識的確定性或政

體的可行性等等；又或許它們的錯誤在於，不應該開始此種注

定徒勞無功的追尋。為了避免這些錯誤，我較早的著作《現代

7 性的社會學》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Wagner, 1994a)一書，本

身就主要以歷史佐證來推展，而非明確的理論化。本書所欲闡

明的社會理論與哲學，即為此種重新描繪的必須條件。然而，

本書並不會脫離歷史形式，轉向理論或哲學形式，而是會試著

重新思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爲了說明這項目標，同時也為了進一步說明對現代性的可

能理解，我們可簡短地探討《現代性的祉會學》之侷限。那本

書已經在概念上，將現代性的理論化與現代性的歷史性連結在

一起。然而，當時此關係不僅仍舊相當隱晦不明，而且它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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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重侷限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以社會歷史角度而言，那本

書聚焦於西歐，並將西歐經驗與美國的現代性作一比對，後者

在大部分情況下都顯得較爲「自由」，此外也將西歐經驗對比

於蘇聯社會主義的現代性，後者一貫地顯得較為「組織化」。

基本上，書中僅限於運用兩個場域進行概念上的分析。首先，

在歷史上介於較「自由」與較「組織化」現代性之間的此種擺

盪不定，指出了個人主義者與集體主義者在詮釋自主性時的張

力。第二個焦點在於詮釋集體規劃時，程序性詮釋與實質性詮

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用以組織歐洲現代性的兩大實質資源間

的張力，此兩大資源即為由文化和語言所界定的國家，以及由

社會所定義的階級。

此侷限使得分析無法完全展露人們對所謂現代性文化的

理解，現代性文化意即人們從多種不同的社會歷史角度，去詮

譯現代性的雙重想像表意系統，以及這些詮釋所利用及動員的

各種資源。例如在西歐的法國和德國之間，或是以範圍更廣的

「西方」來看，即在歐洲與美國之間，那些資源都遠比書中所

顯示的更爲豐富且多樣（參見 Wagner, 1999a; Zimmermann et al., 

1999; 以及第五章）。一旦有人將注意力轉向非西方祉會，豐富

性和多樣性還會大幅提升。在諸如「現代性的多樣性」 (varieties

of modernity)或「多重現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等標題之

下，有一項研究觀點在近期開始發展，目標在於分析現代表意

系統在詮釋上的多元性(Amason, 1998; Eisenstadt, 1998; the 

Daedalus issues of summer 1998 and winter 2000; Friese and Wagner, 

2000) 。根據我們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分析，並撇開所有詳細的

限制條件不談，這點似乎足以回應那些關於「全球化」的普及

論述。正如「全球化」一詞所隱含之意，全球化往往太常假設，

通訊和運輸關係的日益緊密，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全面匯合，而

這種現象將爲個人理性主義式(individualist-rationalist)的社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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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化所記錄，並由新自由主義政策(neo-liberal policy)的規劃所

導致。

對現代性多樣性的歷史經驗性觀察 (historical-empirical

observation) ，可在現代性（甚至是現代性計畫，如果有些讀者偏

好此種強調）基本的開放性上，找到概念上的互補。在現代性

的情境下，總是有一定範圍的可能性存在，即使有些可想像出

8 來的可能性依舊難以實現。但是，若現代性的歷史同時瞭解多

元性與可能性，那麼會否有一種理論化，能夠表述所有現在與

過去的多樣性，同時也表述對未來開放的各種可能性，而它本

身卻無須採納某種模式的多元性和可能性呢？這問題的答案

通常是肯定的。或者，以更強烈的語氣來說，一個單一且穩定

的理論觀點有其必要性，這點已被確立是必需條件，因爲若缺

乏這一點，我們就不可能進行任何穩定的分析或批判。

因此，套用一句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常說的話

(JUrgen 1985) ：現代性的哲學論述長久以來就在尋找一個穩定

可靠的解決方案，以解決上述的基本問題®。也許最重要的

是，似乎有種現代方式可用以確認知識的確定性；同樣地，也

有現代政體與現代自我的存在。這些問題都各有其對應的答

案，這特別是因爲這些答案若不存在，現代計畫自身的可行性

就會遭到質疑。過去二十年是所謂的後現代時期，有一些討論

上的建言持相反意見，認為這些問題原則上可以沒有答案。知

@ ：當哈伯瑪斯(Habermas 1985: 57)敏鋭她描述黑格爾（Hegel), 認為
他是首位「導致現代性變成一個問題」的哲學家時，就已經暗示了哲學
論述的任務，即：解決這個問題。哈伯瑪斯讚捲黑格爾完整地辨誠出並

接受現代性無法避免的分巢，但他批評黑格爾揚棄了一個有望解決問題

的方法，即透過有關傳播及相互主覬性(intersubj ectivity)的理論 0 人們有

可能接受此種理論上的立足點，但同時也主鋹現代性依然是「一個問

題」，因為其主要面向中，有各種各樣無法相互化約的「鮮決方案」。如
果哈伯瑪斯和其批評者之間的論辯之前是聚焦淤以上此種可能性的

話，將會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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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相對主義(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的出現｀告別那些將政

治秩序連繫在一起的「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s) ，以及主體的

去中心化(de-centring) ，這些事件看來都是無法避免的。有些評

論家，其中尤以羅逖(Richard Rorty, 1989)最為突出，認為那些

針對語言、社群和自我之偶然性(contingency)所提出的新興洞

見是毫無疑問會出現的，有問題的反倒是後現代自由主義漸露

端倪的可能性。

相對而言，我的看法是，現代性的歷史性需要詳述並闡明

理論化模式的多元性，此詳述必須足以表達現代性的多樣性，

也足以應付現代情境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問題群。因此，我試

圖在本書中進一步拓展有別於上述看法的另類觀點。此觀點堅

持，問題群向來是、也將一查會是社會政治現代性的一部分。

現代性的特黴是那些持續開放的問題群，而非對既有問題的特

定解決方法。。在這些問題群當中，我們尤其關注下列問題的

存在，即追尋確定的知識及真理、建立可行且良好的政治秩

序、有關行動者連續性的議題，以及在我們所生活的現代時空

下，如何連結到過去與未來。若缺乏對人類自主性的某種假

定，這些問題便不會出現，所謂的人類自主性，即是人類為自

身制定法則的能力。這便是為何他們擁有具現代特徵的基礎。

但這項假定不能自認爲理所當然，同時它也未導向解決方案。

因此，現代性在構想這些問題群時，便過分限制了多樣化可能

性的出現。

這些問題群與現代性同時出現，我們既無法拒絕它們，也

無法藉由找出它們的「現代」解決方案而將它們一網打盡。接

O ：這並不是說，完全沒有任何解決方案存在，也不是說解決方案
沒有優劣之分，隨著論證的行進，這點將變得清楚明確。但是，褚決方
案具有歷史性，因此它們有可能是暫時的。而且那些用以評估它們品噴
妁標準，自身也可能經歷變遷，至少在現代性中的主要社會政治與智識
轉換過程就是如此，此外這些標準也可能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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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代性雙重想像表意系統的社會，注定要追尋這些問題的答

案，並且制定那些答案。因此，暫時穩定的解決方案確實可能

出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及美國的「黃金三十年」

(thirty golden years)就以暫時性穩定的妥協著稱，該妥協針對政

治問題群的答案，在各種可能的組合中取得折衷點。換言之，

我們在詮釋那些構成現代性的問題群時，總是必須將它們具體

的時間性(concrete temporality) ，以及它們所處的特定歷史場域

納入考量。

9 參、無法逃避性和可達致性

我所呼籲的理論化模式多元性，的確以某種方式存在於現

今的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中。然而，由於人們極少將各種立場

放在一起討論，因此該多元性並未被詳述或闡明。將現代性當

前的社會理論化視為具有三個面向的智識場域，確實是相當熟

悉的方式。

首先，且在此場域中最重要的是，若以經常和程序及傳播

觀念有所連結的實踐角度來看，現代性的成就確切地被認為克

服了任何針對實質與特殊基礎的需要，而這些基礎原是社會世

界秩序所需的條件；其成就也在於利用普世主義的推論

(universalist reasoning)取代這些基礎，我們可稱此種看法爲古典

現代觀點(classic modern view) 。其次，在過去二十年來，經常

有人主張，即便是這樣非實質的基礎，也是站不住腳的，且它

們確實包含了隱藏的實質理念。於是，隨之而來的古典現代立

場解構，就導致我們經常稱之為後現代思想的產生。此種所謂

的後現代主義，認為任何類型的基礎都是既沒必要，也無法合

理化的；更適切地說，此主義應被視爲一種現代思想的基進

化，它將自己的原則應用在自己身上。第三，可能也有人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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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否定古典－現代、反基礎主義論

點的效力，並嘗試發展出實質的理念作為某些論述與實踐的基

礎，這些論述與實踐絕非僅是「前現代」 (pre-modern)的，而是

還禁受得起現代經驗的考驗。這類觀點常被標示為對現代性的

批判，它可以相當傳統、並具有較多當代語言的形式呈現。

近期許多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以及社會理論與方

法論之間的爭辯中，一直以來就假定這些立場是清楚有別的。

它們所提供的答案，大多被認為是沒有交集且互不相容的。某

些對上述論辯的狂熱，確實源自於人們感覺到需要將自己（和

別人）完全投入其中一個立場，並將其他觀點視為站不住腳

的，甚至有可能認為其他觀點（在政治上和／或道德上）是不負

責任的。

然而，若重新檢視其中某個立場可能針對另一個而提出的

主要反對意見，我們反而會發現，它們自身就站不住腳了，因

爲這些反對意見明顯具有某種效力，即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法反

駁的。讓我簡短地闡明這點：現代主義的社會哲學認爲，隨著

現代性的來臨，只有傳統的基礎遭受質疑，而真正現代的基礎

能被建立起來以取而代之。但如此一來，對此種解決方案的追

尋，很快就證明是徒勞無功［或是悖論(aporetic)］的，因為那種

真正現代的基礎並不存在，亦即沒有那種毫無爭議的基礎，可

讓我們在其上建立現代社會秩序。於是，後現代主義者的結論

是，一旦基礎遭受質疑，它們就不再被需要，甚至不可能存在。

但肯定的是，每個社會對於諸如知識、政治和自我等事物都有

實際上的理解，儘管這些理解可能具有爭議性，並一再於社會

生活中被動員且成爲鬥爭的原因。因此，最後可能有人假定，

即使在現代性出現之後，拒絕現代「探險」(Lefort, 1986a: 23, 25) 

依然是種可行的選擇。若總是有些實際上有效的理解存在，哲 10

學與社會學就必須擔負起任務，辨識出這些理解的基礎。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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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只要這些基礎遭受質疑，仍然還是無法回到任何類型

的「根源」。

這些反駁的簡短出現，顯示出任一種立場的確可針對另一

種立場，提出有效的抗議，而此過程是不斷循環的，一旦證成

的不同秩序開始運作，關於證成的紛爭便將永無止境（參見

Boltanski and Thevenot, 1991)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回答這

些問題的模式，能夠具體宣稱自身是現代的。不可能給予一個

最優越的答案，問題無可避免地持續存在，這兩點才是現代性

的真正內容。唯有同時將那三種立場納入考量，它們才能開啓

並描繪出詮釋空間，讓現代性的理論化得以在其中進行。我的

論點並不聚焦於這些立場的相異處，而是關注它們意圖回應的

問題之間、以及問題群之間的共同性(commonality) ，同時我也

旨於將這些立場互相連結，但並非將它們合倂。

然而，不論是以歷史悠久的「傳統」（和「保守」）及「現

代」之間的對立形式去理解社會世界，還是以晚近的「現代」

和「後現代」之間的對立形式去理解，上述詮釋空間都未被充

分理解。因此，描繪此空間的第一步，必須是嘗試重新描述那

三種立場。我將試著做到這點，而把該場域的三重結構，重新

詮釋爲一種對現代主義概念的雙重質詢。

上文將社會科學現代主義的特徵描繪成一種思想，此想法

將自主性與支配權的雙重現代表意系統，視爲進行所有推論時

毫無疑義的起點。於是，此種思想認為人們制定了自己的法

律，並且有能力主宰世界。為了要完全達致這兩種特質，人必

須和世界保持距離，走出世界並達致某個優越地位，同時能夠

將世界視為一種既可知又可掌控的對象。這種思想普遍存在於

智識生活的許多領域，它常被視爲一種確切的科學態度（參見

第一章），雖然我們也能根據一種當前流行的做法，即利用一

種無須以脫離世界為基礎的反身性(reflexivity) •去理解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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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保持距離」。在政治哲學中，這種現代主義可在個人

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傳統裡找到，此傳統宣稱自身具有更優越的

洞見，因爲它建立了一個去脈絡化的「原初立場」 (John Rawls, 

1971) ，而人們就是從該立場出發，進入與他人之間的契約關

係（參見第二章）。以自我的角度而言，藉由自身「不受約束的

理性」硨sengaged reason, Charles Taylor, 1989)的力量，而主宰

世界的個人，經常被視爲現代人的完全體現。一般而言，理性

論的個人主義，即目前在社會思想中所謂的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就表達出此種現代主義態度。理性選擇

理論確實是新古典經濟學在智識方面的帝國主義式擴張（我將

在第四和第五章中開始討論此一日益普及的社會理論模式）。

所有這些取徑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具有一個雙重的智識 11

策略。這些取徑首先自大量不可靠的、來自社會＿歷史世界的

感官知覺(sensations)中撤離，以建立那些它們認為少數無庸置

疑的假定，而理論化便能以這些假定爲出發點，安全地行進。

結果，他們以那些極少數的假定為基礎，重新建立了整個世

界。他們的支持者傾向於認爲，第一項行動淨化了理鮮，移除

了任何反覆無常及偶然的面向。他們也認為，第二項行動創造

了世界、科學和／或哲學效力的純淨形象，於是進一步的結

論，包括實際的結論，都可藉此推演出來＠。

原則上，在尙未開始討論第一項策略的優點之前（尤其請

參見第一章），便一查有人提出反對，認爲此種行動並未、也

無法達成目標。理論家選擇了各式各樣截然不同的起點；自主

性與理性的雙重概念，僅是其中一個最有助於分析現代性計畫

的例子。然而，無論選擇什麼樣的概念，它們都不會是純粹的、

® ：無論感官知覺與此形象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協調，都將被視為理
論和經驗覬察之間闊係的次級問題。賞徹此書，我建蟻要重新思考的正

是此種關係，從而建立起現代性的社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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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只是單純具備程序和形式，而缺乏實質內容。結果，它們

無法標示出任何沒有疑義的起點，好讓思考能夠安全地啓程，

同時，任何立基於此基礎上的世界，都可能遭受質疑，也就是

質疑接下來的第二項策略。然而，促使上述想法在一開始時得

以出現的，正是此種質疑。而此處質疑的對象，是世界在不確

定的知識地位下所呈現的繁雜知覺。

相對而言，批判此態度的學者認爲，這種現代主義的疏遠

行動是既沒有保證，也無法達成的。它之所以沒有保證，是因

為「人會依據特定理由提出質疑」 (Wittgenstein, 1969: par. 458' 

較適當的翻譯可能是：「人會因為特定理由而提出質疑」）；總

是會有「超出合理懷疑」的宣稱出現，即使對笛卡兒也是如此，

而知識便會自這樣的宣稱開始行進。它之所以無法達成，是因

爲不受限的質疑，甚至會影響到有關該質疑自身的主張。正如

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par. 456)所言，「因此，如果我懷疑或不

肯定這是不是我的手（無論以何種意義而言），為什麼不能以同

樣方式去懷疑這些文字的意義？」維根斯坦本人觀察到這兩個

論點之間的區別，但也指出讓它們總是維持彼此有別是有困難

的。「在某些情況下，質疑是不合理的，但也可能有其他的情

況，質疑看起來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這兩者之間似乎沒有明

確的界線」 (Wittgenstein, par. 454) 。

本書從頭到尾所關注的是對現代主義概念的此種雙重質

詢，此質詢不僅是知識論辯的特徵，也是一般當前社會哲學結

構的特徵。每種質詢個別處理思想運動的一項特質，而思想運

動正是現代主義的特徵。「現代性」宣稱必須令自身脫離脈絡，

第一項質詢探討的就是這點，它也論及此一嘗試所帶來的負面

結果。第二個質詢則將焦點置於現代性實踐上述作爲的能力，

以及它提升自己到某個位置、讓自己能從「外部」對自身脈絡

產生作用的能力。前者強調的是無可避免的要求或需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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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點在於那些無法逃避的問題。相對而言，後者則強調現代

性的力量，或更精確地說，是現代性力量的缺乏，因此它聚焦

的是答案的可達致性，或更精確地說，即再次關注達致後那些

無法令人在完全滿意的情況下的答案。於是，這兩種反對意見

都提出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其中任一批判皆不能化約至另一 12 

個，因為它們批判的方向並不相同，雖然正如維根斯坦所強調

的，它們也彼此相關，有時我們很難分辨它們。

如果現代性的特徵，在於其早期、「原始」的嘗試，亦即

試圖讓人類自我（基本上即爲知識追尋者和政治性存有）脫離

自身脈絡的話，那麼只要謹慎地將歷史化詞彙引入，就能相當

不證自明地將現代主義論述和現代性的出現連結在一起。在所

謂的早期現代時期中，主要的思想家有笛卡兒(Descartes)和霍

布斯(Hobbes) ，還有一些稍晚期的啓蒙運動思想家（第一章和第

二章有更詳細的資料）。反對這個現代主義觀點的理論化則堅

稱，我們需要實質地、而非單純地在定義或程序上，去達致自

我、知識與政治，並因此堅持這些問題實質上是無法逃避的，

而對於嘗試脫離脈絡時所遭遇的原則侷限，該理論化是針對這

點所提出的第一項智識回應。歷史上，浪漫主義最早完整表達

出此理論化，而這種思想標示了十九世紀時許多關淤現代性可

行性約爭議。相對而言，第.::.項回應可更恰當地理解為智識上

針淤現代性的歷史性成功而作出的回慮，即回應原始脫離

(original distancing)在歷史上的成功。正是在此種意義上，尼釆

成爲此一思考模式的關鍵人物。第二個回應不像第一個那樣為

可達致性的問題提供答案，而是強調該問題有原則且持續的開

放性。如此一來，它重新界定了有關無法逃避性的概念，令之

從一個對答案的需要，轉變爲一個問題群的領域。第二項回應

再次與第一項回應連結在一起，但它無法像第一項回應那樣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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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堅定的實質立場，而這正是第一項回應的特徵＼

肆、現代性的消失點

本書將探討有關知識確定性、政體可行性、自我的延續

性、過去的可企及性，以及未來的透明性之問題，這些問題是

無法逃避的，而持久不變的答案是無法達致的。竭盡所能地辨

識既不能拒絕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並不是一件極有成果的工

作。肯定的是，雖然有人可能認爲，缺乏一個可將那些無法逃

避問題一網打盡的已達致答案，也許會影響我們回答其他問題

的方式，但並非所有社會科學的問題都屬於這個範疇。橫跨哲

學與社會理論歷史之問題群的持續存在，並未試圖推演出各

議題的無法逃避性，而是可能足以作為一項指標。此標準不應

立即被視爲僅是指涉時間上的持久；議題也必然跨越各種概念

化的模式而持續存在。

我提出問題的方式，也許看似特別偏好現代主義的理論

化。但我只是肯定這些問題，而非肯定現代主義式的答案。我

也的確認爲，現代主義的優點之一，就是以一種清楚且基進的

方式將這些問題提出來。這也是為何我較常採用現代主義、而

®：在較早的常試中，我們已將術語形式化，並指涉社會思想的第一、

第..::.與第三種模式(Friese and Wagner, 1999a) 0 我們的用念在淤迴避較為
特定的用語，例如「浪漫主義」和「尼釆主義」，這些用語的內涵傾向

淤順服有關這些思考模式的多餘先入之見，而1l.可能較適用淤將要討論

的某些問題群甚淤其他問題群。然而，此一形式化導致了新的誤褚出

現，若以此覯點來看，該形式化所付出的代價是極高約。因此，在希望

能夠達成以下兩個琭鉅目標的情況下，此呈現過程將避免形式化，而常

試證明(1)有一種社會理論化的詮釋空間存在，其中充斥藩各種無法彼此

化約的模式（對這些模式而言，戰鬥用語是不適當的），並說明(2)這些模

式可藉由展現它們共有的問題群，而和彼此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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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其他模式去闡明問題的原因。若要在其他模式中使問題清晰

可辨，就需要歷史說明和概念轉譯，我將在後續章節中對這兩

者作進一步的說明。另一方面，我認為理論化模式具有無法化 13

約之多元性的此一看法，看來可能會導致對第二項回應的偏

好，這是為了強調可達致性的問題。我確實認爲（只有）第二項

回應開啓了空間，讓我們得以充分反思那些問題的重要性。但

我主張的核心來自於某種理念，即認爲那三種模式必須和彼此

連結以創造有各種可能性存在的空間，而答案將可在該空間內

找到。

因此，我認爲在各種理論化模式的範疇裡，這些問題一般

都可被辨識為重要而基本上無法解決的議題。誠然，無論是從

哪一種立場出發，我們都會傾向於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尋找

答案，但每個特定的答案都會錯失議題的某個相關面向而失

焦。總是有東西從我們眼前逃開。這就是有關消失點的空間隱

喻有用的原因。有關無法逃避性與可達致性的議題，就處於社

會理論化的消失點。它們建構了對世界的觀點，但它們本身無

法被掌握。社會理論化形成一個三角空間，消失線就從這三個

端點出發，朝著那些議題行進。這三種模式中的任何一種都可

用以檢視那些議題，但每種觀點的特徵都有別於彼此。正是它

們對消失點的指涉，將它們連結在一起，也正是它們之間的差

異，才創造了有各種可能性存在的空間。

本書主張重新思考一些此種無法達致卻不可逃避的議

題，而檢視這些議題一直以來是如何被加以處理卻總是一再逃

開。這裡所採用的呈現模式主要並非哲學式的。更確切而言，

對解決方案的尋求將被置於歷史的時空當中。此觀點是關乎於

概念與實踐的一種歷史社會學，即使它有時會延伸至極遠的距

離。就它所處理的議題而言，它同時也在社會學論證的疆界運

作。若它達成某項所欲達成的目標，它便會將人們可能用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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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現代性的理念，連結到研究社會世界的方法上，而在這些方

法中，現代想像表意系統(modern imaginary signification)是極爲

重要的。



知識的確定性
卫

壹、質疑確定性

「生活在危險世界裡的人都被迫尋求安全。」一本於一 15

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在美國出版的書，是這樣起頭的。短短
幾天之後，華爾街股市崩盤。此事件發生後，很快地全世界
便似乎陷入了混亂，並極度缺乏安全。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及其後的好幾年，標示著一

個重新追尋安全的起點，或至少加速了此項追尋。經由內

戰、戰爭與極權主義去實行此追尋之後，所造成的短暫結果

是在西方民主上相對鞏固的「榮耀三十年」 (thirty glorious 

years) ，其中包含以凱因斯(Keynesian)為領航的經濟學、福利

政策的擴增，以及經驗與應用社會科學及經濟科學的蓬勃發

展。我的目標並非在本書或此章中進行制度分析，我真正想

提出的問題是，那些科學發展是否能被理解爲在充滿危險的

世界中，追尋安全時的一部分，又是以哪種方式被加以理解

的。

以上所提的著作是杜威(John Dewey)所寫的《追尋確定性》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其問世的時機就只是碰巧和華爾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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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崩盤連結在一起O 。然而，它確實回應了一個脈絡更廣泛

的危機。在長達好幾十年的時間裡，人們變得愈來愈關注以下

兩者間的關係，一邊是哲學家的真理宣稱，另一邊則是各種科

學不斷生產的某種知識類型；整個十九世紀，科學在生產這些

知識上愈來愈成功。那些科學（包括社會科學）被認為是過度專

門而不完整的，但同時它們在產生新洞見上也極為成功，且成

功透過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去改變世界。雖然它們最初是在哲

學的庇蔭下發展，但它們似乎令哲學有如宗教一樣，變得既多

餘又無以爲繼，因爲在面對日新月異的科學概念與經驗洞識之

時，任何關於事物秩序持續性的本體論或形上學宣稱，以及建

立該秩序的基礎，都無法支撐下去。

一九三0年代時，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970)宣告「歐洲

科學的危機」，而幾乎在同一時間，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都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有計劃性的

方案，建議該如何克服此危機，而這兩場演說各因不同的理由

16 而在之後變得聲名狼藉。一九三一年，霍克海默成為法蘭克福

社會研究學院的主任，他在就職演說中，批評社會科學「混亂

的專門化」 (chaotic specialization)現象(Horkheimer, 1931: 11) ，並

描繪出一個批判性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理念，認

爲應該將社會研究與社會哲學結合起來。短短兩年後，海德格

在就任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校長時，也發表了就

職演說，但當時的政治情況已截然不同。他同樣批評「科學被

壓縮至各學科部門之中」，以及它們「分散至孤立領域和角落」

(Heidegger, 1983a [1933]: 13) ，同時，他也要求它們透過「在人

類歷史—精神世界中心提問的根本性與單純性」 (Heidegger,

o ：此書是在當年春天，淤季佛諶座(Gifford Lectures)舉辦之後，在
愛丁堡趕印出版的，這本書正是以該次講座為綦礎而寫成，趕印出版的

理由則是為了迎接杜威即將在十月..::..十日來臨的七十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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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a: 17) ，並在這兩種特性之中和彼此重新連結起來。雖然這

兩位演說者之間有許多相異之處，但在診斷危機，以及要求更

新哲學和科學之間的關係上，他們卻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此

更新過程也需要他們兩位重新評價哲學，雖然再一次地，他們

使用的方法並不相同。霍克海默訴諸於德國理想主義的傳統，

尤其是黑格爾的思想。海德格則以更為基進的方式提出問題，

回到希臘哲學的範疇，並希望科學再次成為一種「質疑、一種

未受保護的抗拒，而處於存有(Being)整體的不確定性中心」

(Heidegger, 1983a: 14) 。當霍克海默爲該思考模式設下基石，使

之成為後來所謂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時，海德格的研究

則成為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主要參照對象，亦即另

一種當代批判理論化的主要模式，或者在現今的脈絡中，我們

也可稱之爲對現代性的批判。

二十世紀之交，杜威的實用主義(Deweyan pragmatism)常被

認為是一項針對現代情境的批判性探問，它迴避了各種取徑的

陷阱，而那些取徑是由霍克海默與海德格所啓發的。此外，它

有時也被認為是在經歷了一九六八至一九八九年現代社會生

活的轉型之後，唯一存留下來的主義。光是這一點，就已有足

夠理由讓我們在回顧現代性社會理論的脈絡中，保證提出一個

詳細的評價。由於本書的研究無法進行如此廣泛的評價，因此

我在討論有關現代性的知識論問題群時，將以杜威的知識概念

爲核心。

正如人們所知，杜威所採的態度是向哲學道別，而不是藉

由回到原始關注而主張重新評價哲學。「我不認為這頭銜有多

重要，」一九二九年早期，他在授予季佛講座（＠fford Lectures) 

的主辦人頭銜之後，寫信給胡克(Sidney Hook) ，「但以歷史角度

而言，這是一種對哲學的批判，因它試圖獲致理論的確定性」

(Dewey, 1984 [19291: 267) 。在提出結論的講座中，他將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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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發展比作「哥白尼革命」 (Copernican revolution) ，此術語

借用自康德，他的目的在於詳加說明該術語的哲學意涵。

我們已經看到，在知與行、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對立，

是如何在科學探問的實際事業中遭到抛棄的，而認知

(knowing)又是如何藉由行動往前遇進。我們已經看

到，透過純粹心智的方式去追求絕對確定性的認知探

索 (cognitive quest) ，是如何為了尋求安全而遭到放

棄，而透過對各種條件的初步主動管制，安全極有可

能出現。［ ］舊的中心是心靈認知，這是藉由自我

完形的能力來達成的，並且僅在一個同樣自我完形的

先行外在物質上運作。新的中心則為各種含糊不定的

互動過程，它們發生在既不固定世不完整的自然歷程

中，但此歷程能夠透過刻意運作的中介，而導向全新

且截然不同的結果(Dewey, 1984: 231-2) 。

17 如此一來，杜威便將認知與認知者穩穩地置入世界。哲學

所關注的是以知識論為基礎的確定性，而他對於知識的主動、

有效理解，則是置於追尋安全的脈絡之內，此脈絡總是與問題

及情境有關。正如羅逖(Richard Rorty, 1980)和其他人所認知

的，雖然在作品中採取了各種不同的態度，但杜威其實更接近

海德格。羅逖將杜威、海德格與維根斯坦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

的思想家，而如果他是正確的，那麼有關知識論確定性的問題

早就應該平息，知識論也早該勝出(Taylor, 1995a) 。然而，事實

卻遠非如此。《追尋確定性》出版半世紀後，另一個「有關知識

的報告」強調了一項事實，即二十世紀的科學持續毫無根據地

宣稱自身擁有優越的知識。該報告的作者李歐塔(Jean-Fran~ois

Lyotard, 1984 [1979]: 25-7)訴諸於維根斯坦有關語言遊戲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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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這些概念無法化約的多元性，從而解釋爲何此種宣稱

是站不住腳的。因此，他成為其中一位引發知識論新論辯的學

者，如今在關於後現代性的討論脈絡中，經常指涉此種新的論

辯。同樣地，圖明(Stephen Toulmin)在上述報告一九八四年版

本的緒言中，強調《追尋確定性》的一貫重要性，因為它以批

判眼光去檢視「二十世紀的自然科學與哲學」 (Toulmin, 1984: 

xiv) 。如此看來，杜威籲求人們放棄追求確定性的說法，並沒

有獲得聽從。抑或反過來說，若我們考慮到，人們曾針對所謂

後現代對知識論的挑戰，提出憤慨的回應，那麼哲學家與科學

家似乎持續認爲自己正在追尋的是確定性，而非如杜威所言地

追尋安全。

在此脈絡中，本章節回頭探討某個分析，套用我的術語，

此分析應被稱爲對確定性的現代式追尋(modernist quest for cer­

tainty) 。然而，該分析旨於將議題拓寬，而特別考量社會科學

和相關的知識論議題，並探詢二十世紀進一步的歷史是否導致

我們必須回顧杜威的診斷＠，但我們首先將要檢視杜威的建議

本身。

貳、對確定性的現代式追尋

杜威將其中心批判稱為「認知的旁觀者理論」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ing)(Dewey, 1984: 195) ，即認為世界暴露在人的眼

光之下，而正是此種介於認知主體與被認知客體之間的距離，

才導致了某些知識的產生。此理念有時被溯及柏拉圖對於本質

領域與表象領域之間所作出的區別，但這樣的追溯可說是錯誤

＠：圖明(1984: xiii-xiv)大瞻地主張，維根斯坦的（而非直接是杜威的）
相關理念，對淤人類科學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影攀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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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一旦該理念的發展是爲了回應有關世界確定性的基

進質疑時，它就取得了某種特別的現代外觀。就這點而言，該

理念主要的指涉爲笛卡兒的《方法論》 (Discourse on Method)' 

此理論立基於對主觀性的基進設定而揭開了現代式理性主義

(modernist rationalism)的序幕；之後它又指涉康德的《純粹理性

批判》，目標在於總結笛卡兒理性主義(Cartesian rationalism)與

休謨經驗主義(Humean empiricism)之間的爭論。

18 因此，認知的旁觀者理論是以基進的懷疑態度作爲起點

的，對這樣的態度而言，沒有任何事物是理所當然的。正是

爲了回應我們對所經驗世界的質疑，追尋確定性的行動才必

須藉由脫離世界、取得－個從「外部」觀察世界的觀點來進

行。一般認爲，與世界的感官知覺保持距離，是找出那些無

庸置疑之少數假定的先決條件，而唯有以這些假定為基礎，

關於有效知識的宣稱才得以成立。藉由同樣的行動，有關知

識論自身的問題，變得關乎於以下二者間的關係，即一邊是

世界的「真實」，另一邊則為人在哲學及科學中，對於世界的

「再現」過程。誠如杜威所指出的，長久以來，科學哲學就偏

好一種知識論的形式主義(formalism) ，此主義預先假定，認知

者與被認知者之間存有距離。就此，知識的現代式概念於焉而

生。它和隔離出一個社會領域的準社會學(quasi-sociological)理

念合作，在該領域內，對知識的追求有可能獨立於社會生活

的其他關切而存在。

杜威針對此概念提出一個有力的批判，並證明採納此概

念如何在科學哲學中製造了永無止境且徒勞無功的論辯。然

而，正是由於此論點所擁有的力量，才讓人們懷疑，這樣一

個漏洞百出的論點，當初是如何能夠站得住腳的。肯定會有

一些解釋出現，藉由譴責那些抱持該觀點者另有所圖去加以

開展，可能是譴責他們致力於追求如神一般的權力，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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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責專業哲學家成功地與出賣體力的勞工劃清社會界線

(Toulmin, 1984: xiv) 。但是，這些解釋是虛偽的，因爲它們沒

有考量到當事者本人所提出的理由。一旦哲學家和科學研究

者的活動被視爲一種與世界的實際接觸，而非一種有別於其

他活動的先驗行動(a priori) ，我們就有可能找出他們在特定情

況下意圖處理的特別問題群。換言之，杜威的哲學批判必須

與哲學的詮釋歷史相輔相成，尤其是哲學中的那些關鍵時刻

與它們的創造者，這些時刻已被認爲代表現代主義思想重大

的轉折點。

一些有關哲學史與各種科學的晚近著作，的確已或多或少

自覺地探索此種議題。正如我們所見，長久以來笛卡兒就被

指責提倡的是無法達成、且最終有破壞性的研究，此研究將

確定性的基礎置於經驗的特性之外。時至今日，當我們論及

某個同樣具誤導性的嘗試，亦即將政治秩序立基於個別之人

及其理性的某個抽象概念時，霍布斯的《巨靈論》 (Leviathan)

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指涉對象。雖然這些批判都有其合理之

處，但它們仍處於譴責的模式內，無法掌握那些智識硏究的

核心（關於譴責的批判作為一種理論化模式，參見 Boltanski

and Thevenot, 1991) 。更近期時，笛卡兒的方法論被置於脈絡

中解讀，也就是處理當時人類社會生活裡有關「安全」的問

題，那時的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標示著摧毀確定性基礎的一

大步(Toulmin, 1990) 。對於知識在經驗中的基礎，霍布斯與波

以爾(Boyle)之間有個長久以來爲人所忽略的爭論，此爭論同

樣代表了另一種情況，即嘗試重建確定性的狂熱，唯有藉由

激烈的宗教紛爭在作者意識中所造成的衝擊，才有可能得到

解釋(Shapin and Schaffer, 1985; Latour, 1993; Stengers, 1993) 。

以如此一個較取決於脈絡的觀點而言，笛卡兒和霍布斯 19

兩人所做的嘗試，其特性在於高度體認到一種無法逃避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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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困境。就一方面而言，他們在智識上深刻意識到有一種偶

然性、缺乏穩定性和確定性。基進的質疑確實是論證的起點。

就此意義來說，這些事件被正確地視為現代主義思想歷史中

的高潮，它們的確開啓了哲學與政治理論中的現代主義論

述。另一方面，霍布斯與笛卡兒也被一種信念所驅使，相信

人類若缺乏社會及自然生活的某些範疇，就無法生活得很

好，而這些範疇會將自身加諸於每個人之上，同時，唯有當

它們是不容否認地有效、也因為它們是不容否認地有效時，

它們才會將自己施加於人們身上。在毀滅性宗教與政治紛爭

作亂的狀況下，不確定性的情況在經驗上是不證自明的，而

此情況必須訴諸於某種方式以得到解決，根據他們的看法，

該方式只可能存在於此種經驗之外。這兩種明顯互不相容的

信念同時存在，致使他們的作品擁有某種特質，人們可能稱

之為教條式現代主義(dogmatically modernist) :它們基進地拒

絕沒有根據的假定，卻固執地堅稱，有關認知與政治秩序的

一些可界定最低條件(definable minimum conditions)能夠、也必

須被普及地建立起來。抑或套用杜威的話，這就是爲何他們

那種完全合理的、尋求安全的嘗試，最終會演變成一種對優

越理性與真理的訴求，而杜威後來便將該訴求詮釋爲追尋確

定性的一部分，而此追尋是為人所誤解的。

然而，若我們根據杜威的標準，嚴格地將笛卡兒和霍布

斯的著作詮釋爲一種活動，認爲此活動旨於帶給世界新方向

而在世界上運作，那麼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如此一來，作者

們將會在某個既有情境中發現一個問題群，將目標訂在解決

問題上，並會被一種針對特定情況的迫切感所驅使，而不會

將目標訂在提出哲學與政治理論的永恆真理（當然，這是他們

用以描述自己所進行之活動的方式）上。他們的計畫絕對相同

於杜威敦促我們去做的。我建議我們也應該從這樣的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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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解讀哲學史和各種科學＠。如此的取徑將能夠處理兩項

議題，而不論是杜威式的泛化實用主義，還是任何堅持「追尋

確定性」的哲學，都無法處理這兩項議題。

首先，此取徑將化解哲學實用主義批判中的張力，該張力

近似於一種施爲(performative)的自我矛盾。實用主義強調，認

知是世界上的一種活動與運作，而非發生在全然隔離領域內的

任何事物。但是，它似乎完全否定那些著作具有此種世俗地

位，而那些著作創造出某種情況，讓完全隔離的知識領域得以

存在，此情況即爲知識的現代式取徑。若要堅稱認知是在既有

情境下有智慧地解決問題，就必須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境，尤

其是涉及或多或少（被經驗的）安全程度的情況；同時也要考慮

到手邊可用以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案，尤其是用泛化方法以及專

門化方法以產生效果的那些解決方案。如此一來，現代主義將

不再陷入知識尋求(knowledge-seeking)的獨立範疇，而僅是一種

取徑，堅持在以極度不安全為特徵的情境中，泛化方法有必要

存在，同時也因為此種情境之存在，泛化方法才有其必要性。

其次，因爲此種區別之故，這個取徑將會考慮到追尋安全 20 

時的多樣性，而不會一匱滿足於某種根本上的區辨，亦即介乎

於追求「安全」的此種合理慾望，以及致力於追尋「確定性」

的此項不合理慾望之間（由於這個原因，接下來我將揚棄杜威

在術語上的區分，而根據一個較廣義的、對追尋確定性的理

解，去詮釋哲學和科學）。更具體而言，此取徑將促使我們重

新解讀有關「歐洲科學危機」的論辯，將之視爲涉及全世界的

各種方式。此爭論確實以某種論斷著稱，即斷定知識的工具概

念(instrumental concept)將要成爲主流，而該概念將藉由科技手

® ：漢螂·鄂蘭淤《心智生命》 (The Life 。if the Mind, 1978)的第一冊
中，就試圖以某種將思考視為經驗的襯點，重新椿讀哲學的歷史，就我

看來，此種襯點可操及的範圉，在該本書中尚未被充分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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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協助改變世界。然而，在第一種情況下，此取徑端賴於是

否可能在多樣的知識概念間作出區分。就這點來看，如此的重

新解讀，允許我們去考量社會科學在追尋確定性過程中的位

置，這個問題曾在《追尋確定性》一書中被加以探討，但討論

極爲不足（參見第八章的 Dewey, 1984 ;尤其是第一六九頁至一

七四頁）。

至於一般在追尋確定性時，有關追尋過程的多樣性問題，

此處的幾點說明便已足夠。在二十世紀早期，大多數參與論辯

的學者，都以哲學和科學二者間明確的區分而展開論辯。在許

多歐洲文獻中，問題的核心都在於哲學失去了凌駕科學之上的

霸權。有人針對科學的零碎化和分科化進行初步觀察，將之視

爲一種失去哲學庇蔭的後果，之後此種觀點導致一些結論的產

生，例如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霸權

（此霸權並且導致理性在一個更全面、客觀的意義上「黯然失

色」），以及海德格在作品中所提出的，現代科技作爲一種嶄

新的形上學而崛起。這些作者在他們早期作品中所提供的這些

另類想法，指向了重新思考的不同方向，而這些方向是同樣可

行且重要的。對霍克海默而言，這是傾向於將知識歷史化，即

使它依然受制於其黑格爾哲學。同時，這對海德格而言，是一

種對存有(Being)的提問，而它雖然強調時間性，但起初並不允

許任何社會歷史被加以脈絡化，直到後來也只容許一種極具疑

義的脈絡化過程存在。

另一種可能的取徑是，無論哲學是如何地被加以概念化，

都拒絕回歸到哲學之上，而擁護嶄新的科學。維也納學派

(Vienna Circle)的（新）實證主義，以及美國的實用主義正是以不

同方式提倡這一點。以杜威的話來說，實證主義將會把對確定

性的追求（根據其看法，此追求是誤入歧途的），從哲學範疇轉

移至科學範疇。基本上，實證主義是在一種心靈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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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independent)的真實模式下運作，並在認知與行動之間劃

清界線。作為一種科學哲學，實證主義試圖宣稱優越的科學知

識在嶄新形式中具有確定性，這尤其是以邏輯與數學作為基礎

而提出的，但邏輯和數學對杜威而言僅是可能知識的其中一端

而已。正是在此種意義下（也唯有在此種意義下），《追尋確定

性》一書才能如同圖明所言，被解讀為一種對現代科學的批

判。然而，杜威自己卻是擁護科學的，這尤其是因為他見證到，

在海森堡(Heisenberg)發現不確定性的原則(principle of indeter­

minacy)之後，科學經歷了一場在取向上的決定性轉變。根據杜

威的看法，對確定性的追尋，自那以後即被追尋安全所駁斥並

加以取代。科學將不再想要發現先前客體(antecedent ob」ects)的

運動法則（此法則是人類必須順從的），而是轉「以結果知識

(knowledge of consequences)為導向，建構令人愉快的客體」 21 

(Dewey, 1984: 217) 。

重要的結論隨之而來。以第一種情況而言，有人可能認爲

在杜威的作品中，有一條道路傾向分析現代性之中的知識情

況，而這條道路依然是開放的，即使杜威本人並未在其上行

進。在雹克海默與海德格的作品中，工具理性或不受束縛之科

技的統治，是他們的知識哲學與科技哲學所產生的結果，但從

杜威的立場來看，這僅是一種歷史經驗的可能性(historical­

empirical poss血lity) ，在實現之後必須被加以分析（李歐塔在這

兩種立場之間仍舊特別搖擺不定）。然而，在提出工具以分析

社會的知識發展方面，杜威的貢獻極少，更別說在實際上提出

此種分析了。杜威偶爾會有一種非常樂觀的論調，將知識的進

步轉變視爲理所當然的，而這是唯一展現他態度的論調，並經

常（不太公正地）受到批評，其中尤以歐洲讀者特別不滿，認爲

它顯示出某種態度，似乎本人曾親身參與(hands-on)社會變遷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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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杜威之外，在人們愈來愈洞識到其他（宗教和形上學

的）基礎的缺乏後，某種對科學的比較歷史分析，以及在適當

修正下，對社會科學的比較歷史分析則變得必要，以便將那些

實踐視爲追尋確定性的另類方法。根據杜威的觀點，大部分自

所謂的科學革命（以及較早期）以後所進行的科學活動，都可被

解讀為確切是解決問題的活動。正因爲科學需要行動，而非僅

止於觀察，所以科學能夠創造確定性，而不只是提出假設而

已。然而，隨著這些活動的進行，人們往往試圖合理化科學知

識具有特殊效力的此種宣稱，並因此訴諸於各種科學哲學與知

識論，而這些嘗試都將落入杜威的裁決中。在二十世紀初有關

科學危機的論辯中，理解對於科學那兩種解讀間的關係，以及

瞭解其中所涉及的科技，都是懸而未決的課題。

然而，在此我將不繼續深究這個議題。本章接下來的部分

將根據以上問題群，特別解讀社會科學中有關知識宣稱的歷

史。此解讀將由兩種理念來引導。我假設社會科學的歷史大致

可被詮釋爲一種追尋確定性的形式，只是這種追尋在社會科學

中採取了特別的形式。同時，在更具體的面向上，我也將主張

在分析社會科學時，知識形式的史實性(historicity) ，以及其中

所涉及的知識論確定性的各種形式，會變得格外顯而易見。

參、在社會科學中追尋確定性

對於自己所產生的知識，社會學家們的信念時常變動。當

然，社會學家在傳達自己的研究發現時，確定的程度是因人而

異的。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社會學界的風氣也有大幅的改變。

一九六0年代的知識論確定性，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可作為

22 有用的參考點。大約在一九六O年時，許多社會學文本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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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不僅相信概念及方法的效力，也相信社會科學家能確實

充分地分析並解釋社會現象。法國人弗雷斯(Robert Fraisse, 

1981)之前是一位研究行政人員，他回顧自己的經驗，將這種

態度稱爲「知識的樂觀主義」 (epistemic optimism) 。在一九八O

年之前，這種樂觀主義已明顯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刻的

懷疑態度，懷疑是否有可能以社會學的角度去理解社會，這種

態度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樣的觀察導致人們去反思，社會科學

中有關知識論確定性或不確定性的各種情況。

在社會科學的歷史評論中，人們不常將長期的智識轉變與

「現代」社會科學的建立連結在一起；該智識轉變開始於二十

世紀初的「古典」時期，結束於一九六O年代。其中的意涵往

往在於，主要的知識論問題、理論上以及方法論上的問題都已

在該時期內得到解決，因此自那以後，知識的發展將通暢無

阻。雖然這種描述的確充分表達出一項重大改變，但它藉以提

出主張的觀點是，知識的確定性已在這段時期的尾聲充分地建

立起來。社會科學的現代式取徑確實在一九六O年代之前完整

地建立起來，並自此成為主流。然而，我傾向將該取徑（歷經

長期抗爭之後）的崛起，理解為重新界定歷史狀況時的一部

分，而非一種毫無疑義的突破（若需要更詳盡的分析，參見

Wagner, 1990; Wittrock and Wagner, 1992, 1996) 。在這段過程之

初，知識確定性所要求的條件並沒有得到滿足，但經由社會的

轉型，這些條件得以實現，而社會的轉型則關乎於對當時情境

的此種重新界定（有關知識確定性的所需條件，參見 Wagner,

1995) 。將此歷史軌跡簡略地描述成一種智識歷史或一種科學

的歷史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政治社會學的範疇中進行探索。

十九世紀時，社會學家的工作通常和國家關注的議題有直

接聯繫。當時的看法是，社會知識必須以制定政策爲導向。在

尋找一條暢通無阻之路，以便從較早期限制性的自由主義（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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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譬如在德圍的古老政權）中解脫時，這種以圍家爲導向的社

會科學就界定了當時主要的政治議題，而在許多國家中，這些

議題被稱爲「社會問題」或「勞工問題」。雖然國家涉入的範

圍有必要擴大，但在多數人眼中，這並未徹底脫離之前的實

踐。社會菁英僅是必須比之前更快地回應人民的需要，並作出

回應。經驗性社會分析的用意在於展現改革的必要性、反對菁

英抗拒(elite resistance)的心理，同時也在於發展並提出所需方

法的類型。就此目標而言，一開始並不須要正面對抗任何特定

的知識論或本體論議題；廣義地說，對於這種以問題為導向的

社會科學而言，一個嚴肅審慎的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 

似乎已經足夠。於是，十九世紀中葉後，實證主義溫和派在以

政策爲導向的社會學家當中成爲主流，致力於延伸實證知識，

有時甚至會引用孔德(Auguste Comte)之名，但是少了社會實證

科學原始計畫中的那種宗教狂熱。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葉時，歷史情境似乎愈來愈充斥著逐

漸升高的不確定性。較早之前，人們曾強烈聲明要「追尋確定

23 性」，例如宗教戰爭時代（參見第十八頁），或是美國與法國革

命餘波蕩漾的時期（將在第二章討論），而十九世紀末的情況就

和這些時期的狀況類似，因此能用類似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就

此處而言，即爲十九世紀受限的自由現代性，轉變成一種無所

不包的社會形構。十九世紀末以前，人們普遍認爲若沒有發生

重大動亂，這樣的轉變是不可能發生的，許多人認爲這種轉變

絲毫不令人期待，但同樣也有不少人認爲這是無法避免的（參

見 Wagner, 1994a, 第四章）。勞工運動的興起，以及既定菁英對

勞工要求的拒絕，似乎造成往後這兩者的利益永遠無法相容，

也造成階級紛爭持續不斷，而這些都威脅到社會的秩序。所謂

的頹廢派(fin de siecle)文化智識論辯，揭開了對知識秩序一切

基礎的質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來臨，似乎確認了許多晦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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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觀點，蘇聯大革命的來臨，也以不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社會科學家（如舉足輕重的「古典」

社會學家）都非常清楚，有一項重大的社會轉型已經發生，也

瞭解當時爲人所接受的大部分社會知識並不足以用來理解這

種轉變。政治取向的轉變，亦即日益質疑自由主義的可行性，

和知識論取向上的轉變平行發生，而後者即是一種更新的懷疑

論，質疑啓蒙運動傳統的另一主要信條，亦即人類行動與社會

世界的可理解性。從十九世紀邁入二十世紀的那段時期，目前

被認爲在知識上的成就是極豐富的，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

上，甚至可說是一個經典時代，尤其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和經

濟學等範疇。然而，當時有許多作品都是在一種危機感的促使

下完成，對於較早前社會科學在知識論、本體論以及方法論上

的許多假定，人們都備感不足。

在知識論方面，社會科學認為自己被迫大量拋棄一種再現

社會真實的理念，而接受另一種觀點，即認爲概念的建構仰賴

於觀察與理解的方法和形式，同時也有賴於觀察者在社會世界

中的利益。美國實用主義即是此種轉向的最明確例子，但在歐

洲的論辯中也會進行類似的討論，這些討論往往充斥著更多的

張力，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韋伯有關方法論的作品。結果，

概念的形成過程也變得更加充滿疑義。向來被認爲不證自明的

主要概念被攤開來詳細審査，尤其是那些集體用語，例如社

會、國家、人民和宗教，以及那些指涉人類及其持續存在感的

用語，例如個體、行動、自我與心靈。確定這些概念是特別重

要的，因爲它們在某種形式上，對理論化政治秩序而言是不可

或缺的，這是以諸如集體現象與個體人類之間的某種穩定關係

而言。知識論與本體論的質疑在方法論上產生了迴響，例如統

計學方法就往往仰賴於對總體(aggregates)的一些假設（大部分

是國家），以及這些總體的組成分子（大部分是個體或家庭）。若



•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無法確定這些概念，任何研究方法論的基礎也就岌岌可危。

於是，這段時期的取徑和較早前的社會科學相比，不僅較

為質疑有關人類歷史演進的決定論觀點，也較不信服那些藉由

經驗觀察而來、有關社會世界任何法則的直接洞見。首先，此

24 種不確定性應被認為會侷限社會知識在行動目的上的實用

性。較早前的訴求在於追尋更好的「實證」知識，從而導向更

好的行動；根據此一概念，以不確定知識作為基礎的行動，應

該會導致不確定的結果。的確，這段時期的論辯以一種分裂著
稱，一方是嘗試充分呈現這些洞見的社會哲學化思考，另一方

則是不受此種議題所擾而持續存在、甚至擴張的經驗研究。

然而，在二十世紀的前幾十年裡，針對知識與行動兩者間

關係而提出的新穎概念，卻變得比之前更有助於參與制定政策

的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世界政治危機，以及內戰時期的

持續動盪，都給予這些考量一種急迫感，也促使各種論辯聚

焦。正是在這種清況下，《追尋確定性》的出版與華爾街股市

的崩盤碰巧同時發生，在政治智識歷史上取得一席之地O 。社

會政治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是無法克服的，在此種經驗背景之

下，人們提出了知識論上的批判，認為對確定性的追尋已誤入

歧途。相信社會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對這點的信心似乎已不再

被要求，而這是啓蒙運動的遺緒，希望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能

夠做到的。這時的情況反而是，接受不確定性已被認為是追尋

知識的先決條件，此種條件將會引發改變，而非遵從既定的規

則（詳細資料請參閱 Wagner, 1999) 。而這也是杜威對未來在自

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追尋知識的看法和預期。

O ：這兩件事也正好發生在奧格本(William F. Ogburn)受命淤胡佛
總統(President Hoover) ，發表〈最近社會趨勢報告〉 (Recent Social 
Trends)的那一年。這份報告是社會統計學上的重要範例，試圖以某種

賦予政府行動能力的襯點，去理鮮社會發展過程的主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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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追尋確定性的結果：社會事實的論述結構

但是，社會科學的進一步歷史不能以此種說法簡單帶過。

對決定論的批判確實被連結到強調目標導向(goal-directed)政

治行動的可行性，而此連結是透過知識論上基本且關鍵的預設

去進行的，即假定社會世界在重要面向上並非被找到或被發

現，而是被創造且發明的。然而，此種新穎組合只在介於兩次

大戰的社會科學中，造成某個支線的論辯而已。另一個主要的

論辯支線完全脫離了世紀交替時的社會理論，而將社會科學置

於嶄新的基礎之上。對社會科學現代主義而言，後來的這條支

線較為重要。其主要元素是維也納學派的「科學世界觀

(scientific world-view) 」，以及統合的科學運動(unified science 

movement) ，這項運動在實證哲學、社會主義思想與現代祗會

學研究之間創造了一個同樣史無前例的連結，此連結向來也被

稱為孔德、馬克思與行為主義的混合體。在充滿疑慮和不確定

性的智識及政治脈絡中，該混合體的支持者希望重新穩固有關

現代性的社會研究，而再次提議將社會學視為一種在知識論上

與自然科學具有同等地位的科學，因自然科學據稱是較爲先進

的。雖然維也納學派造成的影響仍然有限，但其較廣泛的觀點

卻促成社會科學整體的重新取向。

以統計學歷史和經驗社會研究的歷史為例，在統計學的範 25

疇上，十九世紀末到一九三0年代之間見證了非常激烈的論

辯，爭辯內容是關於一個表面上非常特殊的方法論問題，即如

何藉由研究一部分客體而搜集到的觀察資料，作出有關整體的

論述。此問題的解答是一些統計技巧，這些技巧可以代表性

(represen ta ti vi ty)一詞一言以蔽之。這些技巧在統計專業的內部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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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中，以及有關規劃社會保險的論辯中同時發展。在制度

上、認知上，以及政治上的轉變是緊密連結的，即「社會統計

學的國有化、［……］『代表性方法』 (representative method)和隨

機選擇的傳播、以及［……］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發展的開端」

(Desrosieres, 1991 a: 228) 。當一個在概念上自由的國家轉變成福

利國家時，其中涉及了「以統計學與社會研究的同質語言，取

代權利自相矛盾的語言」 (Donzelot, 1991: 171 :另請參見

Osterberg, 1988) 。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那段時期，數學方法擴及經驗研究的其

他領域，尤其是突然崛起的意見調查、景氣循環研究，以及社

會結構硏究此三種領域。在那段期間，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特別的研究機構成立，目的是提供資料，讓那些技巧得

以派上用場。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到，自一九二0年代晚期之

後，一種經驗實證社會科學(empirical positivist social science)的

輪廓開始顯現，此種科學以實用為導向，在特殊機構裡發展，

且在二次大戰之後的那段時期，它很可能主宰了那些科學的形

象。此社會科學擺脫了「古典時期」的質疑，而在方法論上藉

由（一種特別的）經驗社會研究，規避在大眾社會環境下將個人

連結到社會的問題。關於知識論與概念議題的質疑是無法完全

消除的，但當時假設，只要從人們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要素

開始，就可以處理這些議題，而所謂的最安全要素，就是對於

個體人類的喜好與行爲，所進行的經驗觀察和資料搜集。經由

整合那些資料，人們得出有關較大規模社會與政治的結論；從

尋求「社會控制」的政策需要中，則衍生出一些問題，質詢的

是哪些資料被產生或加以分析。於是，一種「軟性」的行為主

義與一種同樣「軟性」的實用主義並行不悖＠。

@ ：薙斯(Dorothy Ross)在評論 Wagner, 1999b 一書時，向我建蟻此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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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為祗會研究(behavioural social research)將個體人類與

他們的所作所為視為一個方法論上的起點，並且通常拒絕先前

任何關於行為的假設，將其視為「毫無根據 (unfounded) 」的

預設，或者以維也納學派的術語來說，那些預設就是「形上學

的(metaphysical) 」。因此，該研究可說從一個政治現代性的基

本信條（即個人自主性的卓越地位）上，得出一種結論，而此結

論當然並非毫無疑義的。然而，此種個人主義，和自由政治理

論或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假設的那種個人主義迥然不同，在那樣

的個人主義中，個人的理性被認爲是理所當然的。在行為社會

硏究中，唯有透過研究個人的言語或行爲，才能發現社會的規

律性，而非採用衍生的方式。但在辨識出此種規律性之後，它

們有可能藉由更改行動的各種可能性而被重新塑造。

在這樣的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科學在方法 26

論、本體論和知識論領域中是狀似成熟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Wagner, 1994a: 第七章）。在目前脈絡中特別與這點有關的，即

為試圖在知識上達致結論的行動，而許多一九五O和一九六O

年代的社會科學之哲學，追求的就是得出知識結論，該哲學將

社會科學的成就，相對於自然科學所宣稱的標準去加以衡量

（參見範例 Nagel, 1961: 第十三至第十五章）。在此，若我們有

意願的話，就可以看見知識論的「現代式」基礎。該行動是現

代式的，因爲它棄絕了宗教與形上學，但它也提供了一個基

礎，因它根據那些據稱無法避免的方法論和本體論結論，主張

自身擁有優越的知識。這種現代主義社會科學的自我理解，可

能會招致杜威派的批判。然而，還有另一種可能的詮釋。此社

會科學可被視爲一種知識，引導人類行為朝著創造未來契機的

方向前進。如此一來，它便是杜威所設想的那種科學。如果我

們不認爲此種社會科學是從哲學知識論的角度去追求確定性

的，而認爲它是藉由相互關聯的觀察與介入行動，自行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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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的話，就會得出以上的詮釋結果。

在資料產生、統計程序以及分類過程中運作的認知過程，

並非僅是描述性的，因爲上述三種動作都是當代社會科學的特

徵；此認知過程涉及一種努力，致力於將「形式上的投入

(investment in form) 」平等化(Thevenot, 1985: 26) 。投注這份努力

的目的，是在人與人和／或物與物之間建立一種穩定的關係，

藉此減低辨識情境時的不確定性。這份努力通常是暫時的，並

且非常費力。那些根據統計分析而被認定是「窮人」者，各自

的生活渭況可能極爲不同，他們自己也可能完全沒意識到彼此

之間有任何共同性(commonality) 。唯有當人們在「失業」一詞

的用法上已經達成共識之後，「失業」才會是對於個人地位的

一種強烈、毫不含糊的陳述；同樣地，被歸納為失業者的人，

他們的清況在此新團體當中可能是差異極大的。甚至在社會世

界和社會科學裡，已在使用中的詞彙時常可能被重新定義，耳

熟能詳的情況也可能被置於新詞彙的標題之下；此一事實闡釋

了某種特別的社會努力，此努力必須伴隨著概念上的革新

(Stengers, 1993: 113) 。

這種「平等化」的工作，是集體行動的先決條件。從事集

體行動者將會預想自己和別人具有某種共同性，該共同性至少

是和他們的共同活動有所關聯的。正如德羅西雅(Alain Des­

「osieres, 1991b: 200; 以及 1993)所強調的，「附加(addition)（促進

平等）和聯合(coalition)（行動）」之間有種緊密的連結，他分析了

社會科學、統計學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並計劃性地將此分析稱

作「如何創造團結一致的事物」 (How to make things which hold 

together) 。人們必須將截然不同的要素整合成平等的群體，藉

此創造出秩序。

現代主義社會科學中有許多心力，完全投注在建立類目，

以及評量那些類目的方法之上，使得我們論及人類時，能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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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視為秩序良好的團體，擁有先已決定的興趣與抱負，而非

擁有種種不同、各有特質的奮鬥目標®。透過這些方法，社會

科學家拓寬了自身概念的可及範圍，同時得以包含更多的存有

物；這便是他們經常看待自己的方式，以拉查斯菲(Paul

Lazarsfeld)爲例(Pollak, 1979) ，即對廣大社會的需要作出建設性 27

的回應。這些努力在認知上傾向於建立以國家為中心的機構，

以管理並監督人類，即建立一個包羅萬有，階級分明的社會結

構，此結構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干涉型福利國家(interventionist

welfare state) ，或是「有組織的現代性」 (organized moder-

nity)(Wagner, 1994a) 。

如果將現代主義社會科學視為一種轉換性實踐以進行簡

單的分析，這樣的做法站得住腳的話，那它和那種顯然自相矛

盾的觀察又有何關連呢？該項觀察的對象即為各種嘗試，試圖

賦予此社會科學強烈的知識論效力宣稱。只要指出，我們可能

必須作出確定性的宣稱，使得認知成爲一種成功的活動，那麼

以上的矛盾論述就得到解決了。我試圖描述的社會科學軌跡，

在本質上是歷史性的，其中有種雙重的（社會政治及智識）建構

過程正在行進，過程裡其中一項的成功確認了另一項的成功。

社會科學對確定性的追求，是在極度不確定的環境下進行的。

此一對於確定性的追求，得到的回應是一種社會政治的轉變，

該轉變基本上產生了那些打從一開始就在知識論上被假定的

社會關係與結構。社會科學裡概念的嚴密，通常是一種以實踐

為目標的方法，以應付極度不確定的情況。對於確定性的追

求，展現出一種知識論淨化(epistemological purification)的缺

乏。然而，想要追求確定的知識，不外乎是一種想要奠定實踐

基礎的欲望，好讓我們作出合理的呼籲，使每個人都能從相

®：相比之下，對菸促使人類能夠自行集體行動的智識意圖，我們

能夠識別的程度極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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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限而定義明確的前提出發，去追求他們的智識（與政治）

推論，如此一來，就能成功確定其他人的行動。

在二十世紀的衝突時期，社會科學的各種取徑都旨於提供

一種每個人都能同意的、對社會世界最低限度的描述。在那些

取徑之中，我們發現：如前所述，社會統計學家的工作從十九

世紀末便已開始；二十世紀早期的「工作科學化(scientification

of work) 」，以及稍晚的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 ，將

工業關係轉變成－種合作性的正和遊戲(positive sum game, 

Maier, 1970; Thevenot, 1985) ;於兩次大戰之間，有種意見硏究

(opinion research)在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之間提供開明交流的

基礎；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政治科學化

(scientification of politics) 」過程。所有這些努力在現代主義社

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以及為社會行動建構一種共同語言的過程

中，都是極爲重要的里程碑，若沒有共同的語言，社會行動者

便會處於充滿衝突的關係之中。我們可以主張某種語言是、也

應該是共同的，條件是此項主張的概念和論點能夠被指涉爲高

階的知識。現代主義社會科學的知識宣稱，使得此種主張得以

成立。然而，若就此斷言知識論證僅用於合理化政治計畫，則

是錯誤的。這兩種行動同樣都在為實踐尋找共同的基礎；在到

處充斥著異議與衝突的時期，它們尤其更加賣力地進行搜尋。

在上述提及的所有情況中，社會科學的革新並不僅是對社會世

界一種嶄新、「更為充分」的描述，同時也主動參與社會世界，

試圖創造社會行動的連貫性。

28 因此，一九六O年代的知識樂觀主義源自於某種觀念，即

認爲這樣的基礎已經成功地建立起來，且發展出來的語言確實

描述了社會現象，同時社會科學中所產生的「事物」，也都確

實「團結一致」。至此，社會科學家自一九三0年代起，以及

部分自較早期開始（在一些歐洲國家，則是從較晚期開始）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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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構社會事實論述上的心力，看似已得到了回報。

伍、重新思考知識確定性

若我似乎曾經主張，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大多是一種試

圖促使社會事物團結一致的智識技巧，那麼就此主張本身而

論，其中並無譴責的成分。在對於社會生活的論述性自我理解

中，社會科學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當社會科學試圖創造清晰明

瞭的一貫秩序時，這樣的嘗試也不能與其他諸如此類的嘗試分

開。若想將現代主義社會科學所搜尋並在社會上產生的那種確

定性，與任何關於世界真實的「真正(true) 」知識確定性加以區

辨，結果都只是徒勞無功而已。他者的行動在世界真實中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若有人成功指定各種可允許的方

法，用以進行論證與行動，那麼這些規則備受遵循的程度，確

切就是我們得到有關世界之有效知識的程度。

「團結一致」一詞，用以描述圍繞著某種現象而出現的各

種活動，以便該現象被確實建構起來。例如，至少到最近爲止，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關「失業」的概念向來是一致的，這是因

為它由法律上的定義所支撐；同時有種機構判定人們是否屬於

此種狀態，並分配物件以作爲此種地位的證據（身份證與金

錢）；另外還有各種解釋和合理化此種現象的理論，其中有一

部分源自於經濟科學。經常由客體與論述所支撐的已實現實

踐，是使此種概念「站得住腳」的先決條件。若情況真是如此，

人們可能也會同意，它們的確充分地團結一致。要使這種情況

為真，實踐、客體與合理化行動甚至無須完全一致。並非所有

認爲自己失業的人，都需要得到官方機構的認證、接受相關物

品的資助，並符合有關該現象的某種共同理論。然而，一旦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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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失業者的情況不再和賦予該身分幫助（就業優先權和／或各

種利益）的機構有任何聯繫，或是合理化的理論無法繼續證明

領薪的勞動才是常態時，「失業」一詞就會變得十分含糊。此

概念不僅會在「理論上」變得難以為繼；且一旦人們不再以這

個詞彙去描述他們的狀況，該詞就會如同一種經驗性的現象而

消失不見，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個詞彙沒有「意義」 0 。

距今大約三十年以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人們日益質疑社

會科學中的認知規範以及「論證規範」 (conventions of evidence) 

(Friese and Wagner, 1997; Fyfe and Law, 1988; Wagner, 1994a: 第

九章）。我在之前兩個小節中所談論的所有現代主義社會科學

的特徵，都備受質疑。正如上文所述，這些規範自十九世紀末

葉以來，歷經了長期的爭議之後，才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來，同

29 時，它們成為廣被接受之規範的時間也很短，只有介於一九五

0至六O年代的那段時期而已，而且各國的情況也顯然不同。

一九六O年以前，極少有關乎於社會科學知識論的作品，不（明

確地或暗示性地）堅稱社會科學知識具有原則上之優越性的

＠。至一九九O年代時，就一方面而言，批評社會學知識和社

會世界的其他知識沒有區別，是很普遍的事，而另一方面，批

判現代主義社會學扭曲了社會世界（該論辯中並非沒有張力

的），也是常見之事。與此同時，「社會結構」的確實存在，甚

0：反過來說，我們也可以辯稱，在該種概念已被削弱的這個時候，

有關失業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批判（即有些案例並非「眞實的」，而只是

為了取得福利），就得以更為強而有力。

＠：在評估戰後時期社會學妁成果時，布萊．恩特(Christopher Bryant, 
1990:76)提出自一九五0年代以來的三大進展，即「普遍認清綦本赦
義論的問題、近乎普世地承認語言轉向，以及與日俱增比有志淤硏究

社會科學，視之為道德問題。」現在，雖然我完全同意此分析和評估，
但我懷疑是否每一位社會學家都會將這些發展視為進步。對某些社會
學家而言，此學門作為一種實在的、價值中立的、有關社會事實的研

究，其綦礎在大約一九六0年時穩如泰山，時至今日卻頫得搖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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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對人類行動所造成的決定性影響，都備受質疑。在智識實

踐上，廣義的結構社會學，一方面輸給了對獨特歷史和文化的

「厚描(thick descriptions) 」，另一方面也敗給了一種結構個人主

義理論化(a-structural individualist theorizing) 。

社會學中有關後現代主義的論辯，向來最明確顯示出新知

識論的不確定性。後現代所面臨的挑戰，常被認爲是質疑是否

有可能達致有效的知識，這可說是種一般性的哲學論點。正如

許多觀察者主張的，它無可避免地導向相對主義，即導向一種

知識宣稱存在著多元性的情況，但並未提出任何取決宣稱的方

法。。認爲在各種有效性宣稱之間總有一個極度難以抉擇的時

刻，這樣的理念最常和「語言轉向」的大標題連結在一起；它

和語言研究自身結合，成爲社會哲學，並堅稱用以描述社會世

界的語言是相對開放的。因此，它棄絕將某種假定作爲前提，

此假定即爲「社會理論的語言提供了一面恰當反映社會世界的

鏡子」。在較具經驗性的模式中，有種關於科學知識的「新」

社會學研究，自一九七O年代以來便旨於對稱地分析科學實

踐，意即在關於知識宣稱的有效性方面，沒有任何前提假定。

綜合而言，這兩種思想與研究都意味深長地質疑，社會理論化

在進入有關祗會世界的有效論述時，所行經的途徑。這些思想

與研究的支持者隨即被指責開啓了一道門，進入危險的原則性

相對主義，也被譴責完全揚棄了對有效知識的追尋（參見 Fuller,

1998; Outhwaite, 1999 以瞭解晚近在社會理論上，對於此項議題

定，並且瀕臨崩解。

@:在社會科學中，此宣稱招致特別的雙重回應形式。後現代主義
可能會針對社會世界的可理解性提出質疑，這或許是因為社會科學哲
學的某些特定特色［例如雙重詮釋學(double hermeneutics)］，或是因為
社會世界的晚近變化，使得社會世界和之前相比，變得較艱以理解。

因此，我們可從當代知識論論辯中一個相當具經驗性的成分，區辨出
某個相當具理論哲學性的後現代主義(theoretical-philosophical post­
modernism)（參見 Wagner, 1992) 。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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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性評估）。

就一方面而言，此論辯反映出社會實踐日益不連貫，而這

裡所謂的連貫是由現代主義者所界定的：許多實踐傾向於極大

程度的分散(Wagner, 1996) 。另一方面，此論辯正好對兩種現象

作出回應，其一是現代主義社會科學所作出的某種知識論宣

稱，此種宣稱目前已被認爲是不合理的，其次則是概念成形

(concept-formation)的模式，目前被看作是涉及物化(reification)

的。有關後現代性的論述，批評現代主義社會科學將基礎設於

先驗(a priori)的概念之上，這些概念包括社會世界的可理解

性、社會實踐的連貫性，以及行動的理性。該批評最終促使問

題群徹底重建，並時而導向某些立場，而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社

會科學，都難以從這些立場去加以構想。如前所述，羅逖對偶

然性的頌揚(Rorty, 1989)是此種推論的主要範例；而它之所以

在我們的脈絡中關係重大，並不僅是因為作者本人贊成實用主

義的傳統。

30 針對所有試圖建立哲學與社會科學基本概念的嘗試而提

出的批判，促使羅逖作出了一般性結論，即我們必須從偶然性

的假設出發。他藉由在語言、自我與社群的偶然性面向上討論

此三者，有效地削弱了社會科學所處的基礎，然而這也僅是突

顯了另外兩個概念，即殘酷與團結，或更精確地說，是面臨殘

酷事實的團結。此主張有兩種解讀方法。我們可以不去理會其

作者所有的否定，而將之詮釋為古典類的哲學論述。如此一

來，它便重申了杜威、海德格與維根斯坦作品中的主題，但其

偶然性教條主義(dogmatism of contingency)無法為團結社會學

(sociology of solidarity) 提供任何洞見 (Friese and Wagner, 

1999b) 。或者，我們可將之解讀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哲

學。這樣一來，它強調的是晚近頗爲基進的社會世界重建工

作，此重建導致社會科學的許多主要類目瓦解，其中包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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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被認為不可或缺的類目，即個體人類（「自我」）與社會（「社

群」）。就箇中含意而言，社會科學的語言展現出一種偶然的

性質，而非在知識論上具有優越性。

若以後者的方法解讀，則羅逖將會要求我們反思自己的語

言，以及社群和自我的概念與形式，將它們視爲社會科學的永

久任務，尤其是（但不僅是）在有如現今此種充滿嚴肅質疑的情

境之下。後者的條件是非常重要的。杜威(1984: 195)為某種哲

學保留了有力的定論，該哲學始終堅持對確定性的追尋：

任何哲學如果在追尋確定性的過程中，忽視自然行進

過程中不璀定性的真實 (the reality of the uncertain) ，就

是否定了自己産生時的情況。試園在理論上確定的穩

固理解中，去滇括一切充滿疑義的觀點，此種做法所

訴諸的是不其誠與逃避，而且最終將會背上內在矛盾

的污名。

根據我們之前的考量，這個論述可被解讀為對現代主義社

會科學的控訴。這些社會科學依賴的是假定社會世界是確定

的，而這也確是它們的失策之處，一旦自然被證實遠比預期中

來得不確定，就證明了它們不但自相矛盾且訴諸逃避，有時還

是不真誠的。

然而，對於「不確定性之真實」的指涉，包含了一個重要

的開放性。它促使人們提出有關確定性程度的問題，該確定性

在不同的真實情況中是有可能達致的。社會科學與其欣然接受

偶然性，可能還不如致力於理解可達致的確定性在社會歷史上

不斷改變的程度。一般而言，社會學向來在「兩種限制性定義

的其中一種之下運作［……］，這兩種定義假定秩序具有保障的

功能，並拒絕處理疑義：（l）行為上的一致性或相同性，受制於

璽



國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共同的物質約束，或是為共有理念（信念、表述）徹底控制；（2)

行動的多樣性，藉由系統性的構連（功能、角色分配）而成為一

體」 (Thevenot, 1993: 276; 有關下文的論點另請參見 Wagner,

1994b) 。

「有各種有限的行動空間存在，在這些空間內，某個範疇

的客體與例行程序的恆久性，保證了行為的穩定性與相似

性」，就經驗而言，這樣的空間可能存在，也確實存在(Thevenot,

31 1990: 57) 。然而，基本的理論術語不能預設如此具有限制性的

理解，而必須同樣能夠說明兩種不同的情況。在社會生活裡有

某些「時刻，人們的活動是團結一致的，［人們］彼此調適，對

事物的秩序達成共識，而這些時刻傾向於論及客觀約束、社會

規範、平衡、成功溝通、言說的實現，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概

念。」但也有另外一些「時刻，由動亂不安主宰了整個場景，

並揭露各種懸而未決的紛爭，這是不確定的時刻，或多或少存

在著批判性懷疑」 (Thevenot, 1990: 57-8) 。此處重要的洞見在

於，後者（而非前者）探討的是分析上較為一般的情況。後者不

應被當成前者的偏差實例；而是前者藉由創造性的人類行動，

在分析上（但未必是經驗上）從後者衍生而來。

此一相反的觀點揚棄了「某種概念，即認為團體的統一和

凝聚是成員之間實質相似性的產物，或將之視為客觀上共有利

益的產物」。如此一來注意力將轉而導向「歷史上浩瀚的努力，

爲了統－那些圍繞著相同再現系統的相異存在(disparate be­

ings) 、為了建構此異質整體的真實、為了將此真實藉由客體化

(ob」ectification)的密集努力銘寫入裝置［部薯(dispositifs)］之中，

也為了賦予它一種共同的利益，這樣的歷史努力是必要的」

(Boltanski, 1990: 70) 。一九六O年代知識確定性的核心，並非

社會科學在知識論上、概念上或方法論上的成就，而是此種歷

史努力的成功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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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歷史化知識論

根據之前的歷史觀察，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提出問題，質疑

何謂戰勝或拋棄知識論，以及這計畫是否可行。就一方面而

言，（廣義的）知識實用主義概念似乎是唯一站得住腳的。同時

因爲此概念拒絕假定有種獨立於心靈的真實(mind-independent

reality)完全脫離了人類對於此種真實的知識，因此它削弱了傳

統的知識論問題。如果這就是所謂的戰勝知識論，那這個論證

可算是有了結果。然而，對社會科學家來說，問題則依舊是社

會世界裡的人持續不斷地提出有關知識形式的主張，認爲這些

形式比其他形式來得優越。這些主張的說服力可能影響知識會

否被廣泛接受，以及人們會否根據這種知識來行動，並改造社

會世界。即使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論被戰勝，我們仍必須持續調

查關乎於知識的實際宣稱，以及這些宣稱所造成的衝擊。

我們必須根據此種知識宣稱被提出時所處的歷史脈絡，對

它們加以研究，而非假裝對歷史一無所知（羅逖就是暗暗地這

樣做）。正如我在上文試圖主張的，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的大

半歷史，都可解讀爲在有問題的情況下所做的知識宣稱，同時

也實際地旨於解決那些問題。此觀察過程可用一種方式加以闡

明，藉此強調其和實用主義者所採納的立場有所不同：知識宣

稱被提出時，是作爲問題解決過程的一部分。這樣的論述，爲 32

社會理論與哲學開啓一個實用主義無法處理的研究議題。只要

尋求知識被理解爲解決問題，實用主義就傾向於將知識的問題

群視爲已獲解決。因此，實用主義低估論辯方法(argumentative

means)在解決紛爭上的重要性，在這些紛爭的情境下，對於「問

題」的詮釋，以及處理問題的方案都是迥然不同且互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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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無法滿足於籠統地反駁那些由知識論所形構的效度宣

稱。這樣的宣稱不應被解讀為有關世界的陳述，因為這些陳述

確實可能被某個對知識論的批判所譴責，相對而言，這樣的宣

稱更應被解讀爲質疑世界的方式，世界的「真相」總是存在於

這些方式的本質之中，作爲處理問題的行動。於是，現在我們

的問題得以被重新解讀，去詢問爲何那些質問社會世界的特定

方法，在某些時刻好像特別狀似有理。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回

到社會科學的歷史，以及它們的知識宣稱，尤其是二十世紀時

期。

直到十九世紀末爲止，社會科學大部分仰賴的基礎假定

是，基進地質疑那些連結社會世界的事物是毫無根據的，或套

用維根斯坦的用語，即「不合理的」。基本上，它以解決社會

問題爲目標，採納了一個或多或少具系統性的經驗觀察取徑

(empirical-observational approach) ，並且就較不嚴謹的意義而

言，亦即將社會生活在風俗與習慣中的根深蒂固，視爲理所當

然的。在我之前所提的術語中，這幾乎全然與現代主義無關。

然而，社會科學已在頗爲不同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經濟之傳統背

景襯托之下崛起。前者的靈感來自於霍布斯、洛克與康德，他

們在歐洲歷史的不同階段中，發現到必須徹底遠離自己所生活

的環境，才能從另一個角度去解決政治哲學的問題。（政治哲

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將在下一章節中作有系統的探討。）

後者衍生自道德哲學，但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開展並行，而對個

體人類之間的交換關係採取了日益形式化的取徑。我們可將這

些傳統，簡單地各自表述爲自由個人主義與理性個人主義的取

徑，它們促進了現代主義的社會理論化。這兩者都包含了對確

定性的允諾，就前者而言，即對於社會秩序的契約式協定，就

後者來說，則是社會生活自動的自我和諧(self-harmonization) 。

在二十世紀早期，這些允諾似乎非常明顯是無法兌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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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根據這些現代主義理論化原則而建立起來的解釋，看來好

像瓦解的時候，這些現代主義理論化就失去了它們的說服力。

然而，在工業化｀都市化與勞工抗議聲浪交織而成的一片混亂

中，那些既有的社會思想版本卻無法取得可信度，因為有關社

會生活的實質根植性之理念，似乎指涉到一個「傳統的」過去。

這即為「古典」社會學家努力對抗的問題群，而現代主義科學

也是從這個脈絡之中，逐漸衍生為確定性的另類來源。這種起

伏不定的清況，促使人們在杜威稱之爲追尋確定性的行動中，

採取了一種強而有力的版本。

在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中葉期間，尼釆、海德格、杜
威與維根斯坦所開展的科學和哲學批判，將焦點從基進質疑的

「不合理性」轉移至「大可能性 4 。如此一來，就開始了對於
現代主義社會理論化的第二種回應 C 從我們簡略的分析中，目

前能夠針對此階段提出兩個結論。

首先，此科學批判是在待別的歷史脈絡中崛起的。它隨著 33
十九世紀科學學門的迅速發展而來，也伴隨著十九世紀末人們
對研究發現的日益應用而來，當時常被稱爲第二次工業革命。

就一方面來說，想要針對現代主義的衝擊而發展出一種批判性

觀點的迫切性，規避了此科學批判的問題群，但另一方面，在

訴諸於任何社會生活「傳統」或「根植性(embeddedness) 」時

因爲欠缺可信度，而在時間上顯得不可逆，這也規避了此批判

的問題群。

介於兩次大戰期間，即杜威寫作《追尋確定性》的那段時

期，在這一方面的特徵，是當時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情況並不相

同。在社會科學當中，還未曾有全然詳細闡明的現代主義觀點

（然而，這並不包括當時依然相當邊緣化的新古典經濟學），亦

即在知識論、本體論與方法論上，展現出一系列融貫各種假定

的觀點。立基於實用主義知識論（為了避免用語上的衝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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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或可稱之為實用主義知識考量）的創造性社會科學，和立基

於確定性知識論的技術官僚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是無法言明

的。相對於杜威有關哲學與科學的觀點，這兩種形式的社會科

學都將自身視為解決問題的活動。後者只會補充宣稱，需要一

種有關知識優越性的理念以說服社會行動者，使他們相信所提

出的解決方案是足以應付問題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社會科學於一九五0及一九六0年

代的發展之後，有種論辯逐漸形成，探討的是社會知識的形

式，以及這些形式與行動之間各種不同的關係。在此論辯中，

對「人類科學論述」 (the discourses of the human sciences)所謂的

後結構主義分析，提出了一種嶄新模式的理論化，但就此理論

化的貢獻和侷限而言，它本身似乎尙未得到充分認可。最重要

的幾位貢獻者，即德希達(Derrida) 、傅柯(Foucault)和李歐塔持

續批判知識論與本體論，並有意識地將這些批判運用在社會科

學上。其中尤以傅柯爲最，他還針對當代社會中那些知識與權

力形式之間的關係，發展出批判性的觀點，而李歐塔在某種程

度上也是如此。然而，此批判之下的社會理論與哲學情況只被

略為提及，而從未清楚闡明。以上的觀察反映出，我們需要的

是歷史化知識論，而非戰勝知識論。唯有將知識宣稱置於它們

的歷史脈絡之中，我們才能理解它們意欲處理的問題。

此批判之下的第二項結論，乍看之下也許出人意表，但就

某種程度而言，它是由第一項結論衍生而來。撇開其最近的形

象和批判力量不談，我們不能認為此理論化導致另外兩種模式

無效，或是取代了它們。杜威的明智問題解決方案似乎暗示

著，無需任何知識的基礎，「明智(intelligence) 」就能針對既有

的問題達致唯一或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因此，乍看之下此主張

似乎確實能相容於普世的語用學，並且比維根斯坦與海德格的

思考更深一層，因為據稱這兩位作者是以「反思不足(defic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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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與「先驗的偶然性(a priori of contingency) 」著稱的（參

見 Apel, 1991: 49 and 68 中的例子）。若此處還有空間，能利用 34 

其他提案的歷史去補足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的短暫歷史（這些提

案都是為了解決「相同」的社會政治問題），那麼這個有關固

有普世主義的論點，其在歷史上備受質疑的特質，就會變得顯

而易見。然而，以理論觀點來看，若認爲人類智慧是具有創造

性(Joas, 1996)的，則必須要考慮到，人們在將任何情況詮釋為

「有問題」時，有可能出現多元的詮釋，同時針對被認定的「問

題」，也可能有多元的解決方案。引進一種具有開放性而曖昧

不明的時刻，這樣的動作確實將這項較晚近的理論化從現代主

義中區隔開來，而現代主義有一項抽象且程序性的解決方案，

同時，此動作也區分了該理論與十九世紀時第一個針對現代主

義所作的回應，該回應也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方案的根源在

時序上先於「問題」。如果這些是對現代主義的晚近批判中，

必不可少的優勢，那麼一旦此理論化嚴肅地看待本身對史實性

的反覆訴求，其不足之處也就會消失無蹤（類似的主張參見

Skirbekk, 1993) 。

此歷史化過程將關注焦點置於某些情況上，這些情況深植

於在空間及時間上都延伸極廣的脈絡。用以評估的可用語言既

非先驗地普遍，也並非互不可譯的，但必須在可重新建構的時

間與空間中加以發展。它們是用以處理逐漸成形之衝突與多樣

性情況的資源，在這些情況下，必須有協議被加以達成，或至

少有些關於手邊問題的詮釋與解決方案必須達成某種協議。在

這種我們可稱之為政治的情況之下，訴諸於此情況本身之外的

論證是必要的。參與爭議者將訴諸合理化的秩序，甚至在不論

及知識論或討論確定性的情況下，證明自己的解決方案，為何

比其他人的更能充分解決問題(Boltanski and Thevenot, 1991) 。

就這點而言，傳統的術語暗示我們轉移陣地，從知識論移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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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學。這裡確實有某種轉移存在，但爲了要徹底認清其重要

性，我們必須保存問題群的某種連貫性。我在部分主張中，指

出社會科學之所以窄化它們的知識基礎，是因爲某些乍看之下

是「知識論以外的」 (extra-epistemological)理由，亦即政體的可

行性。在下一章節中，我將深入探討此一面向。



政體的可行性
目

個體人類的行動與互動，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結果呢？這 36

想必是任何社會科學的主要問題之一。在十八世紀結束以前，

自稱爲社會科學的學門崛起，這意味著在可能解決上述問題的

一系列各種答案中，產生了一種深刻的轉變。此新興概念的一

個關鍵要素，在於認爲若不去控制這些人力所造成的社會結

果，結果將不會是一片混亂或戰爭。社會關係有種清晰明瞭丶

具潛在穩定的秩序，（廣義而言）將會立基於交換而出現(Hont,

1987) 。此觀點尤其建立在某種理念之上，即認爲在沒有任何

詳細的道德指令，也沒有外在能動性去執行這些指令的情況

下，讓人類的各種努力自由發展，未必會導致社會互動全然受

制於偶然性。有某種可預知性與穩定性，可讓我們從中推論出

各種熱情與利益。

撇開其有效性不談，此思想有項極爲罕見的特性值得一

提。這種想法強調的是人類各種傾向的可預知性與穩定性，以

及這些傾向所導致的結果，因而此想法明顯是一種政治行動。

這是對世界實際秩序的一種關注，該秩序的維持，必須藉由找

出人性與人類社會化方式中所固有的理論性秩序。將一七五O

年至一八五0年間的智識發展，描述爲是從政治哲學發展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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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的一段過渡時期，已經成了一種慣例（例如 Heilbron et al., 

1998; Pagden, 1987a) 。然而，政治議題並未從萌生的社會科學

中消失，而是遭到果斷的轉型。在此章節中，我旨於追溯長期

以來直到現在的社會科學中，有關思考政治的轉變過程。

若以另一種方式來表述傅柯的論點 (Foucault, 1966: 

355-6) ，我首先要主張的是，人類科學的轉型確實代表著「知

識界的一項重大事件」，而此事件是從北美和法國所謂的民主

革命經驗中，決然地形塑而來。政治秩序及其合理化模式的重

建，製造了許多難題，而這些難題應已伴隨著政治思想而留存

至今。處於這些革命餘波中的政治哲學，常被視爲正逐漸萎

縮。我將嘗試證明，十九世紀興起的所有那些經過轉變、用以

理解政治情勢的方式，都能被解讀成是處理後革命難題

(post-revolutionary aporias)的模式。它們都聚焦於政體的自由理

念上，無論是肯定還是批判該理念，作爲社會科學，它們則堅

稱自由個人主義政治哲學(liberal-individualist political philoso­

phy)本身並不足以理解社會秩序。

37 在此可能須要提出兩項告誡。首先，我想要提出的任何極

為綜合性的評論，可能會非常地粗略，有時甚至可能會顯得誇

張可笑。但就我的觀點而言，將如此廣大的圖像開展，能幫助

我們去理解智識歷史中的事件，尤其是當每個微小的變化似乎

都不著痕跡時，此動作將有助於在廣大的論述形成中找出裂

痕。其次，針對該圖像的本質，我們可能提出的譴責，也許是

它僅呈現出個人主義兼自由主義(individualism-cum-liberalism)

的複雜版輝格史觀(Whiggish history) ，尤其是從最近試圖透過

修正的史料，以振興前自由共和思想(pre-liberal, republican 

thinking)的此一觀點來看（參見 Pettit, 1997; Skinner, 1997 中的範

例） e 在此章節中，個人主義兼自由主義，確實會如同過去的

兩個世紀一樣，以組織社會思想與政治思想的中心角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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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預設一個（即使只是假設上）理性個體作為分析的起點，個

人自由主義提供了政治哲學一種現代主義形式。此明確清晰的

預設，賦予此論述力量與連貫性。雖然此預設同時也引發批

判，但此論述卻因此而在論述場域內成爲核心焦點，這意味著

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避免談論到它，無論是抱以肯定的還是批

判的態度。然而，我針對此核心焦點而提出的評論，不應被誤

解爲意味著，對「現代性」作出承諾，無可否認地也代表著必

須致力於支持自由個人主義的論述。以概念的歷史為出發點去

進行的分析，與政治現代性的歷史重疊，而政治現代性的歷史

則始於美國和法國革命，但幾乎不涉及自由形式制度化的任何

線形途徑。因此，我旨於證明的，首先是一種歷史上、而非理

論上的個人主義兼自由主義是無可避免的。於是，此歷史分析

旨在重新啓動有關政治哲學之各種可能性的論辯，我將在本章

結尾時展開此項論辯。

十九世紀期間，若以革命性事件作爲起點，有兩條主要的

後革命思想路線可加以辨識出來。其中一條路線強調，在社會

生活中，和政治有關的特徵是在政體形成之前便已存在，並且

持續佔據極爲重要的地位；這是針對現代主義所做出的第一個

回應之政治形式。另外一條路線則指出，政體的規則創造了社

會結構，而社會結構隨即決定了政治生活；此種說法導向現代

主義社會科學，亦即另一種形式的現代主義理論化，此理論化

關乎於政治哲學的現代主義形式，並且改變了後者。換言之，

此解讀方式將證明，社會科學在經歷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發展

之後，依然深深地充斥著政治哲學的問題群，即使社會科學已

果斷地轉化了這些問題。此解讀也有助於我們將個人自由主義

和現代主義社會科學之間在論述上的連結，理解為現代主義論

述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榮耀三

十年」間，主宰了西方社會在政治上的自我理解過程。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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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霸權在二十世紀末似乎逐漸沒落，當時有關必須「重新思考

政治」的論辯，標示著議題的重新開啓。因爲有關政體與政治

主體的現代主義概念都遭到質疑，因此這些最晚近的發展，將

用以呈現出人們對現代主義的第二種回應已經形成，而此種回

應是處於政治思想之中。

38 壹、自由與確定性：現代性之下的政治科學難題

在早期的社會科學中，即諸如亞當斯密(Smith, Adam) ·孔

多塞(Condorcet)或黑格爾等人的作品中，政治議題的無所不在

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政治方面，他們的推論模式卻以一種

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論述著稱。（極廣義而言）這些作者都在自

由主義的庇蔭下進行研究，即是說他們都同意人有自決

(self-determine)個人及社會生活的權力，雖然這並非總是沒有

重要限制的。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認爲人的自由行動實際上並

不會衍生出範圍極廣、各種可能的個體與社會形式，以及行爲

的取向，即使有人也許會天真地這樣以爲。若被賦予完全的自

主性，人類將揭示自己就根本而言並不是自由的，而是被為數

有限、可清楚辨明的各種傾向所驅動。我們甚至可以推斷，正

是此種可預知性和秩序，才賦予了這些作者本人和較猶豫不決

的其他人一些根據與理由，使他們不去拒絕自由的規範性計畫

(normative pro」ect of liberty) 。在歷史時刻中，一旦妨礙自由審

慮的外部障礙面臨被移除的威脅，亦即美國和法國革命發生

時，自由和可預知性的此一連結變得尤其重要。

個體自主性之更廣泛文化的政治面向，是現代性的關鍵要

素，而上述革命讓此面向得以在制度上呈現出來。就此意義而

言，這時代中有許多時刻，人類可被視爲從強加的束縛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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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但這種解放絕非毫無問題的。列弗特(Claude Lefort, 1986b: 

214-15)就曾經描述現代性的此一特質：

當個體被界定為獨立時，他不會將某種確定性［ ] 

拿去交換另一種相對的確定性。[... ]處於民主範疇

中的個體，其生活的嶄新模式並不僅是變成一種得以

掌控自己命運的希望前綦，而是同時也奪取了對個體

身分的保證，此保證普源自於個體的地位、社會狀

況，或源自於個體將自己依附於某個合法楫威的可能

性。

文中的解放被詮釋爲提高了人類生活中的偶然性與不確

定性。

如果這個觀點明確是有效的，那麼我們應該可以預期某種

連結到自由個人主義政治理論(liberal-individualist political the­

ory)的偶然性哲學（以羅逖的模式為例），在大革命成功之後永

遠主宰智識場域。然而，歷史上卻絕非如此。我已在上文中簡

略提到一種慣常的觀點，即認爲政治思想在整個十九世紀時逐

漸沒落，確切是在該時間點之後，我們可看到那些論及人們共

有事物的自由及開放言論，逐漸從單純的論述領域進入實際的

社會實踐中。引述一位晚近作者的看法，「我們所說的歷史時

刻以某種方式出現，即政治清況的真正興起，促成了政治情況

在理論方面的衰落」 (Manent, 1994:_ 123) 。

與此同時，或許也有人預期某些類型的推論方式將變得不 39

合時宜，這些推論假定人類的行動被一些超出他們當前可及範

圍的力量，以某種方式形塑並支配著。若回歸到列弗特的說

法，則諸如個體的「地位」、「社會狀況」，或是對權威的依附

等社會因素，應該是在這些革命發生之前，便已在人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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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以及思考人類的社會生活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

重要性更甚於在革命發生之後。現代性的開端，應是一件強烈

反社會學(anti-sociological)的事件。然而，再一次地，幾乎完全

相反的情況才是真實發生的。「社會」作爲社會科學的對象，

向來是一種「後革命的發現(postrevolutionary discovery）」；或者

更簡潔地說，「當自由的概念在人類世界中成爲主要構連時，

社會學的觀點就在這一刻成形了」（Manent, 1994: 75 and 113 ; 

另請參見 Therborn, 1996 •內有較早期針對社會學「在兩次革

命之間」的興起所作的分析）。

如此明顯的弔詭情況，揭示出解放後的政治思想難題。極

廣義而言，社會科學確實是人類對於自己的新狀況所作回應的

一部分，該新狀況包含了（有人可能稱之為自找的）偶然性，以

及有原則的不確定性。當政治思想家無法再仰賴由外在所界定

的確定性時，就開始（有時幾乎是拼命地）尋找無須被指定就存

在的規律性和連續性。社會科學向來是減少偶然性的一種方法

（我在第一章便已試圖更爲詳盡地主張這一點）。尤其是在此脈

絡中，有關無法逃避性的問題被重新表述，以致於答案變得是

可以達致的。

早期的政治思想已經認知到，在進行推論時無法避免會出

現循環的情況，在那樣的循環中，統一性應該源自於多樣性，

同時也將自身加諸於多樣性之上。然而，在那個時候，人們還

有空間可藉由單純的概念建構與理論決定，嘗試去接觸這個議

題。只要實踐自由的道路上還存有阻礙，則每個可以想像得到

的、有關實踐自由對政體會造成哪些結果的觀點，都站得住

腳。一旦這些障礙去除、人們取得經驗，同時一些實際議題（例

如政治機構的成立）必須加以處理時，推論的模式就非改變不

可。美國及法國革命強烈建議人們去研究那些連結人類的事

物，探討人們在實際上會如何組織他們的生活（就個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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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協會」或「社會運動」層面，另外還有政體及「國家」

層面），同時，如果人們得到允許去自行組織生活，而沒有受

到任何強加的限制的話，我們又能預期什麼樣的規則與秩序將

會出現。此一對於肚會連結的追尋，是社會科學的主要根源之

一，也正是就此意義來看，它是一種由政治所推動的追尋。

相對地，如果我們採取漢娜．鄂蘭的觀點(Hannah Arendt, 

1958b) ，將政治視為人類的活動，在本質上是開放、多元而多

樣的，那麼我們將無法想像，自由行動和可預知結果之間具有

此種認知上的連結。有條理的結果只可能來自於有計畫或例行

的活動，以鄂蘭的術語來說即是工作和勞動，這些活動在開始

之前，就能先建立起確定性。相對而言，在自由的脈絡中，政

治行動必然伴隨著無法預料的結果。因此，就鄂蘭的觀點而

言，那些早期的社會學家建立了一種不可能的連結。如果他們 40

所邁向的「社會科學」，試圖辨明的是人類行動與社會發展的

法則與規律，那麼他們就必須揚棄政治哲學的傳統、對創造性

能動性及無法化約之多樣性的強調，以及無法預知的開端永存

之可能性。因此，有關政治的論述必將式微。然而，政治性的

事物是不會消失的，即使有些新興的思考方式認爲它們會消

失。我們還是可以在社會科學中發現它們的蹤影，雖然它們時

常是以隱匿或扭曲的形式出現，同時也不再自詡為「政治的」。

貳、現代性與政治思想的式微

一、政治空間的淨空

源自於馬基維利(Machiavelli)和其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前

革命形式(pre-revolutionary versions) ，已逐漸理解到人們必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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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進行的某種規範活動，而此看法的基礎在於假定，人們是在

沒有任何外部的要求之下，自行做出這些活動的。源自於霍布

斯並延伸至洛克與盧梭(Rousseau)的思考路徑，常被視爲西方自

由主義的源頭。它最常被呈現爲一種社會契約理論(theor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根據此理論，個體放棄了一些權利，藉此交換

國家所提供的安全以及在共同領域上所作的規範。然而近年

來，一般已習慣將霍布斯傳統和馬基維利傳統加以區分。此觀

點主張，自由主義者將自由定義爲不受干涉(non-interference) 。

立基於自由契約的霍布斯—洛克式國家(Hobbes-Lockean state) 

主宰了個體，但它只有在維持秩序所需的情況下，才會適度地

干涉個體自由。自由主義傳統必須在公私之間劃清界線，同

時，由於不讓公領域去干涉私領域是自由主義的最高原則，因

此在政體中，自由主義傳統只能保有「薄弱」的隸屬概念

(concept of membership)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和隸屬的概念之

所以能在抽象的清境中發展出來，是因爲它們賴以爲基礎的，

是一種無論情況如何，每一位有理性的個體都被認爲會達到的

推論。在這些基礎上，此種自由主義得以在此被描繪成一種現

代主義政治理論。

相對而言，共和主義者將自由定義爲不受宰制(non­

domination) 。根據馬基維利口中的羅馬政治思想，將不受宰制

與不受干涉加以概念化時，前者所用的術語比後者來得強烈；

不受宰制需要一種防衛以對抗干涉行動。此種防衛至少有一部

分起源於公民藉以連結彼此的各種方式，因此和自由主義中的

情況相比，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分界較不明確，而隸屬的概念也

「較爲濃厚」（晚近的論述參見 Petit, 1997; Skinner, 1997) 。如此

一來，每個共和政體的形態與本質都是明確具體的，因爲它仰

賴於其成員和他們的審慮。此晚近論辯的多數參與者，都強調

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之間的差異，藉此突顯出個人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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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現代主義政治理論）並不是在政治現代性起步之時，提供其

論述基礎的唯一可行選擇。這是極爲重要的言論，本章結尾時

我將回到這一點。然而，他們也同意共和主義基本上在十八世

紀結束前就已遭到揚棄，而自由主義則在後革命政體中迅速崛

起，成爲主要的政治理論，即使它之前看來並不特別有力或是

連貫。

若就近觀察，經由檢視革命行動爲政治思想所帶來的深刻 41

衝擊，我們就不難理解此種智識上的移轉。那些革命肯定是受
到共和主義思想所驅使。然而，若以稍微制式化的方式(stylized

way' 在強調法國經驗時，長久以來都提及此方式）去觀察它

們，我們將發現它們旨於結合兩項目標，而那兩項目標已證明

實際上是不可能結合在一起的。就一方面來說，它們的目標在

於將君主手中的國家主權，轉變爲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

eignty) ，亦即它們在公民身分與自由的延伸概念下運作。另一

方面，它們認爲唯有在現存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的形式

中，以及在此國家的範疇內，政體的此種轉變才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在此種雙重的轉變之下，人民之間的既有關係必須

被削弱或是徹底破壞，而這些關係已沾染了對支配與特權的疑

慮，這兩者原為封建社會的特徵。然而，如此一來便棄絕了一

種重要的既有資源，此資源主要用以建立現代共和國的實質清

「深厚」基礎。其次，有關延伸政治權利的概念，廣泛地質疑

嚴苛的自由概念是否可行，例如共和主義傳統中所主張的自由

概念。當此概念的範圍延伸時，謹慎的心態似乎就會要求人們

限制該概念的本質，尤其會促使某些較保守的觀察者這麼做

O 。結果，身爲公共領域的國家被剝奪了大部分本質，被強調

o: 此描述不僅得益淤佩蒂(Pettit, 1997, Chapter I)的論述，也獲益淤
維勒馬(Wyger Velema)妁一項討論，該討論是關淤荷蘭人在革命時期，

試圖將他們「古老」的聯邦共和國轉換為「現代」的民族共和國時，所

遭遇到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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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而是達致共同審議前所經歷的形式過程。然而，在政治哲

學的術語中，關於此種過程的思考相對地稀有許多。某種自由

主義概念認為，一旦原子式個體(atomistic individuals)被賦予權

利和能力，得以遵循他們本身的興趣和嗜好，則所有事物就會

自我規範；此種概念使得政治思想幾乎是多餘的。它暗示著，

除了建立該過程時所需的一些基本假定與規則之外，其他東西

都是不需要的（雖然比起某些革命者眼中所見，這些規則實際

上無害得多）。

此種改變在美國建國時的脈絡中至爲明顯，至少，若根據

伍德(Gordon Wood)所啓發的解讀方式，就會認爲確實如此。此

解讀方式試圖超越某種論辯，而該論辯的主題是，美國政體的

開端究竟是共和主義還是個人主義的。當美國人做出回應，反

對具侵擾性且不合法的政府時，他們便有意識地嘗試建立各種

制度，以使「權力在任何地方都無法自我實現」。「政府的去形

體化(disembodiment)……伴隨著對權力、法律的鬆綁，以及對

社會終極目標之知識的鬆綁」 (Lefort, 1991: 27) 。有許多在早期

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主題被認爲是不合法的，因而被徹底逐出

有關政治制度的推論。正如列弗特(Lefort, 1991: 27)所說的，「處

於現代民主源頭的某種改變」：「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可以輕

易地認知到權力之位是空的。」就像伍德(Wood, 1998 [1969]: 

614 and 612)所概述的，革命世代的美國人已經藉由棄絕政體任

何的堅實基礎，同時「將政府完全奠基於自我利益與同意」，

而「衝破了好幾個世紀以來，囚禁人們心靈的政治理論概念」。

42 即使是在美國的脈絡中，此審議政治的建構也不能驅除有

關公共領域之堅實基礎的所有議題。十九世紀時，人們超越早

期對共和政體效力的需求，而開始追尋一種命定的統一性，當

時會這麼做的通常是擁有某種德國知識背景的美國人(Gunnell,

1991) 。然而，此種政治科學無法將自身建立爲主流典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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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之後更不為多數人所接受。在歐洲，由於中央集權制

度建立已久，因此統一的理念並未遭到揚棄，但也被相當基進

地加以轉型。以美國為例，根據觀察所得，似乎無法否認只要

人們的合理意志被編排到制度之中，政治秩序就本質而言一定

會令人們感到滿意(Manent, 1994: 228-9) 。然而，和北美的情況

相比，在這個有組織的脈絡中，人們更擔心立基於人類自由的

此種新秩序會變得無以為繼。正如柏克(Edmund Burke, 1993: 

8-9)在反思法國革命時所言：「對個體來說，自由的效果在於讓

他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我們冒著風險道賀之前，應該先看

看這會讓他們想做些什麼。」

在此情況下，個人自由主義提供了有關（「負面」）自由較

不嚴苛的概念，將之視為一種可能達到柏克要求的不干涉狀

況，而附帶條件是國家的地位必須能夠處於個體之上，為個體

維持秩序。然而，自由的難題還有另一種解決之道，即嘗試用

其他方法，去瞭解「他們想做的事情」。在歐洲，認爲「政治

空間中有某種空白」的理念確實並未完全冒出頭來。啓蒙運動

將自由與理性結合在一起，並將國家重新詮釋為理性的化身，

條件是只要展現人類自由的形式被納入國家的建構過程之

中。這是黑格爾作品的中心主題之一，但我們也能在許多其他

當代作品中找到它（例如 Wuthnow, 1989: 315) 。在革命時期的歐

洲，許多早期社會科學的思想都具有某種特徵，即認為知識和

政治之間具有此種連結，亦即一種「立法理性」 (legislative

reason)(Bauman, 1987)的觀念。理性不僅是作為哲學取向的一個

理想點(ideal point)（雖然它持續具有此項功能），同時也在政治

規則的詳析與應用中變得實際。將政治理性轉換成一種政治科

學的此種行動，在法國找到了最忠誠熱切的代言人，當時法國

已基進地將政治置於新基礎之上。人們除了自願承諾建立新的

社會秩序，也感覺到一種迫切的需要，想要在熟知的基礎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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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這一切，尤其是在受到革命恐怖的驚嚇之後，更促使他們這

麼做。聖西門(Saint-Simon)與孔德的作品，便標示出此種思想

的一大主線＠。

當時的人們期待並渴望道德及政治科學應該、也能夠像物

理科學一樣，達致「相同的確定性」 (Baker, 1975: 197: 另請參

見 Brian, 1994) 。確定性是緊急情況時的必需品，因爲新的政治

秩序必須保障自身是可行的。但它也被視為歷史上的一種嶄新

可能，因爲政治行動已不再受制於合法性遭質疑的統治者所做

的任意決定，而是交到了被賦予理性的廣大民眾手中。貝克

(Keith Baker, 1975: 385)在孔多塞信念中所觀察到的「自由主義

與理性主義的混合」，因此可被解釋爲同樣源自於啓蒙運動中

自由與理性的連結，雖然我們必須承認，僅有在其最樂觀的形

式下才是如此。

43 此連結若能站得住腳，將使某種科學有可能在政治領域中

出現，若根據傳統的觀點，則該科學就會是難以想像的。孔多

塞同意有關自由表達政治意志的新概念，但他認爲這個概念與

科學分析的可能性之間並無衝突。根據貝克的說法(Baker, 1975: 

IX and 193) •「社會選擇(societal choice) 」可輕易轉換爲「理想

化科學共和國(idealized republic of science)的理性決策」。

二、政治科學的剩餘基礎：被賦予權利的個體

根據此種觀點，被賦予權利的個體便成爲革命之後，政治

科學在本體論與方法論上唯一可構想出來的基礎。一旦人們的

各項權利被廣泛認爲是不證自明且不可剝奪的，它們似乎也就

@ ：例如，根據聖西門的看法，「十八世紀的批判與革命哲學，在十
九世紀時必然要被一種鈕織哲學(philosophy of organization)所取代」，參
見馮克勒(Wokler, 1987: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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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是「社會科學的邏輯基礎」，例如杜爾哥(Turgot)及孔

多塞就抱持此種想法(Baker, 1975: 218) 。在以權利爲基礎的自

由主義中，個體是唯一無須論辯的類目，而事實上，它往往也

無法成爲論辯的主題。個體就只是存在，而其他的一切，例如

決定集體利益時該採用哪些合理化標準，則都須要經過爭辯。

有關人們互動的實質範疇，都必須經過溝通與達成共識。而

且，導致此議題更爲複雜的是，人們應該和誰進行溝通的這個

問題（即社群的界限），本身並非既定的，而是受制於協議。

只要接受這個假定，基本上就開啓了兩種建立政治科學的

途徑。它們都是社會理論化的現代主義形式，爲了分析的目

的，我們已在之前界定出此種形式；這兩種途徑將現代主義政

治哲學（即個人自由主義），和政治科學連結在一起。其中一種

可能就是藉由理論上的推論，嘗試找出此分析單位（即個體人

類）的基本特質及其行動。由於此單位被視爲本體論上的起

點，和世界沒有任何特定、歷史上或具體的關係，因此對於其

特性的描述必須從一些固有特質著手。從早期的論辯開始，這

些特質就被認爲是一體兩面的，就像熱情與利益一樣。在晚期

啓蒙運動的脈絡中，此二分體的理性面，被認爲是能經得起系

統性的思考檢驗的。於是，它允許人們建立一種科學取徑，去

硏究人類和世界之間互動過程的至少一個面向，即物質財富的

生產與分配。此取徑爲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揭開序幕，該傳統稍

後轉變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之後再轉化成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正如我在緒言中約略提過

的，所謂的早期現代時期，其道德與政治哲學分裂為兩大理

論，一個是立基於社會契約概念的政治理論，另一個則是立基

於交換概念的理性化道德理論。在這兩種情況下，個體都是分

析的起點與單位。

政治經濟學將基礎建立在對人類理性的假定之上，此假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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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抽象，但也因此而極為有力，相比之下，另一個源自於個

人主義基礎原則的結論，則有可能較具化約性(reductionist),

但也因此謹慎得多。統計學取徑完全避免在實質上假定人們具

有驅動力，而往往在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的大標題之

下，轉而蒐集有關人類行為的、可以用數字處理的資訊。根據

此種想法，實質假定的空間被徹底掏空，但對於數學方法論的

信心，卻似乎不減反增(Brian, 1994; Desros记res, 1993) 。

如此一來，兩股政治思想就躍升至全新而更重要的地位：

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算術，而這兩種思想在當時已被提出並加以

詳析一段時日了。十八世紀晚期，這些取徑爲人所知的各種名

稱，都明確地指涉政治事務。十九世紀時，當這兩者鞏固了它

們的進行方式，並且當這些認知形式的應用，已進而支配了政

治審議在共同事務上的決定時，這兩者就失去了它們上述的屬

性，至少在許多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眼中看來是如此。在大多

數的清況下，此種術語上的改變被詮釋爲一種認知取徑的自主

化(autonomization of cognitive approaches) ，以及一種自科學轉變

爲各學門的分化。但是，若就此斷言經濟學和統計學已脫離了

政治學，則並不全然恰當。一旦經濟學和統計學取徑被認爲是

有效力的，就沒有什麼政治性的事物可供硏究了。

三、批判此基礎

當人們同意採用經濟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去理解社會世界

時，並非沒有提出任何批判；而且無論在哪個地方，這兩種方

法都未被認爲是唯一可能的方法。但是，人們最常提出的批判

和選項，則相信政治思考中有某項根本改變發生，而在這項

改變發生前，政體便已立基於自由個人主義的規則而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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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種政體開始成形後，新的問題就出現了。這些問題在

本質上是關於自由的；我們可以說，它們源自於某種觀察，該

觀察發現，並非所有組織自由政體時所需的一切，都能確實由

「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 」中取得。經由指涉假定的原初狀

態，我們可以辨識出兩種主要問題，而個體在上述狀態中是聚

集於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下的。

從一方面來說，若將個體假設為自由且平等的，那麼就此

得出的結論範圍將過於侷限。這些個體的關係建立在兩種事物

的存在之上，其一是在政治上極爲重要的「前政治」 (pre-political)

社會事實，其次則是在個體尙未進行政治溝通和審議前，就似

乎已存在的、人類彼此間的取向與連結。另一方面，當自由的

規則運作時，本身也會產生新的社會關係，此種「後政治」

(post-political)關係將反過來對政體造成結構上的衝擊。我將在

此節中討論上述的第一項主張；第二項將在接下來的小節中探

討。

人們曾做過一些不同的嘗試，試圖將前政治關係加以理論 45

化。他們都從某種批判性觀點出發，即認爲涉及政治關係的那

些人，並非自由政治理論所描述的那種個體，同時也認為對於

任何原初狀態的假設，將會導致結論產生嚴重瑕疵。此種想法

強調個別的個體紮根於各種脈絡之中，而這些個體賦予世界意

義的方式就源自於這些脈絡。因此，針對那些處理政治問題群

的現代主義方案，此種想法提供了首次回應。它在智識上所造

成的最廣泛運動，是有關政體界線的文化語言理論(cultural-

linguistic theory) ，此理論開啓了社會科學中的文化主義思想，

同時也成為日後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一個源頭O 。

＠：由淤十九世紀的政體全都在不相容淤成熟個人自由主義的種種侷

限下運作，因此更準殯地說，此種政體慮是藉由革命而被濃淤政治論辯

的範疇中，而非在制度形式中變為眞實。

o ：一些晚近的重新運用（re-appropriations)方式，例如泰勒(Charles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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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者而言，根據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的觀點，國家性

(nationhood)被視爲一種建構上的界線。在許多歐洲國家中，尤

其是德國和義大利，政治知識份子將自由政體的概念，和尋找

一種略爲自然的集體性(natural collectivity)混合在一起，認爲該

集體性應該形構此種政體。此概念得到發展，因此現在的歐洲

具有此種歷史歸屬(historical belonging)的集體性，而它們是由

共同的、歷史傳承的文化和語言所界定的。在德國，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提出了民族(Volk)的概念，視之爲一種

本體論的單位。而施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一場現

在看來幾乎是後現代主義式的行動中，將知識的真正可能性，

和共有的語言實踐連結在一起，並歸結道人們應該努力讓說著

共同語言的人團結一致。

從十九世紀期間，直到二十世紀的前半葉，國族主義（或

是廣義而言，即在本體論上立基於文化語言本質的理論）在歐

洲愈來愈普及。在邁入二十世紀時，此種理論和古典祉會學以

及馬克思主義（參見第 48 和 53 頁）等並存，甚至在大學裡被廣

爲教授。而歐洲政體至少有一部分是建構於國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基礎之上，這點反映在社會學當中有關社會整合

的議題，雖然反映的方式極爲多樣且往往是間接的。然而，儘

管國族主義理論在學術機構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它並未發

展成一種渴求內部一貫性(internal coherence)與經驗有效性

(empirical validity)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

其他學者不投身於此種實質上定義明確的前政治關係

(pre-political relations)概念，轉而發展人與人之間社會連結的相

Taylor, 1989, 1995b and 1995c)所做的，顔示出此種思想遠比文化主義和
國族主義來得豐富。然而，這禋並不打算詳鈿探討此種取徑的概念價值 0

@ ：但舉例而言，參見史納伯（Schnapper, 1998) 丶巴里巴和華勒斯坦

(Balibar and Walterstein, 1991)的作品，他們淤晚近時曾試圖在社會及政
治的思想史，以及政治制度的歷史脈絡中，重新考量國家與族群的問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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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思想。大多數黑格爾的政治著作都能被解讀爲一種嘗試，即

試圖在法國大革命之後調解有關個體自由與道德統一的理

念。他將國家指涉爲一種位居人類之上，且超越人類的統合機

構(unifying institution) ，同時它也指出人類在認識他者時所採的

不同模式，在這些模式中，自由理論的法律關係(legal relation) 

僅是其中一項而已(Honneth, 1995; Smith, 1989)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甚至主動尋找民主的社會基礎，意欲將美國極富

聯合性的生活，指定爲一種可行自由政體的來源，甚至可能是

該政體的先決條件(Kelly, 1992) 。後者等這些思想家在研究社

會世界時，尤其堅持一種主要為政治哲學的取徑。即使是其中

較具經驗主義思想的托克維爾，都不認為可能有一種行動科

學，可以提供個體與團體確實性(Lamberti, 1983: 302) 。確實， 46 

一直到二十世紀晚期，此種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哲學甚於社會學

的思想，長期來看在逐漸走下坡。但值得注意的是，當社會學

方法常被認爲已耗盡其認知—政治的潛能(cognitive- political 

potential)之後，此種思想現在似乎有復興之勢［我將在本書（原

文）第 54 頁回頭探討此議題］。

參、將政治哲學傳統注入社會科學之中

雖然上述針對政治思想之個人主義基礎而提出的批判，並

不如一般所寫的符合社會科學的傳統，但另一條「後革命」社

會思想的主線卻符合該傳統。首先，它源自於一種洞見，認爲

基本的自由假定一旦被置於有效的法則中，將會對社會科學家

所謂的社會關係「結構」造成長遠而重要的影響。就此意義而

言，我們可稱那些社會關係被構想爲「後政治的」

(post-political) 。其次，由於自由的假定本身不足以創造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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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秩序，因此有關此種社會關係的問題就被逼納入社會思

想與政治思想的議題中。

我所謂的自由假定之不足，主要是指如下的事實，即可行

政治制度在建立時據以爲基礎的那套法規，需要一些命題，而

這些命題已非個人自由主義的基本假定所能提供。舉例而言，

自我決策的概念就需要一套參與溝通與審議的程序性規則。因

為此種規則無法清楚地取自那些原則本身，因此就產生了有關

再現(representation)的議題。柏克(Edmund Burke, 1993 [1790]）曾

針對法國大革命作出回應，認爲雖然有關再現的實際議題（若

依據成熟的傳統，將能有最好的處理方式）確實存在，但再現

卻不被賦予任何具體的正當性。諸如此類的主張使他得到保守

主義者的稱號，但他並不全然實至名歸。相對而言，佩恩

(Thomas Paine, 1993 [1791-2]）則強有力地將有關人民主權的概

念，連結到人民在統治機構(governing bodies)中的再現。柏克

與佩恩之間的爭議，「標示出兩個世代間有關再現的轉折點」

(Sternberger, 1971: 594 ;另請參見 Kraynak, 1990: 211-14 有關柏

克的論述）。當人們所接受的觀點較接近佩恩甚於柏克時，關

於再現模式的論辯就變得無法避免，例如那些已在美國和法國

立憲會議中發生的論辯。正是由於無法避免針對再現模式進行

論辯，才使得自由法規所產生的「後政治」社會效果成為眾所

矚目的焦點。（對於後革命時期有關再現的爭議，相關的晚近

探討請參見 Cedroni, 1999) 。

超出對法規的制定，而對再現結構(structures of represen­

tation)進行觀察，也帶來了其他的利益，即增強了政治程序的

穩定性和確定性，而透過廢除先決秩序的任何正當性，這些程

序似乎能對所有的偶然性開放。很典型地，我們在此再次找到

重新發現確定性的兩大策略，即系統觀察(systematic observation) 

47 和反思概念化(refl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前者似乎對美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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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言較具代表性，該思想主要關切的是選舉的結構，而歐洲

的社會思想家則聚焦於選舉背後所謂的社會結構，最重要的還

是社會問題。這兩種對於政治問題群的智識回應，啓發了另外

兩種社會理論化的模式，即行為主義(behaviouralist)和結構功能

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模式。由於這些取徑並不像文化主義

取徑那樣，訴諸於政治現代性之外和之前的來源，因此它們是

現代主義理論化的形式。然而，不同於經濟學及統計學的是，

它們不進行個體式假定，而旨於將社會政治生活立基於純粹的

社會形式上。

一、行為主義：美國的方式

正如施克萊(Judith Shklar, 1987: 346)所言，「政治作為投

票，是一門須要不停研究調查的主題，因為它雖然是不確定

的，我們還是必須理解它。」當她宣稱，對於選舉研究(voting

studies)的強調，是美國政治科學自漢摩頓(Hamilton)以來的主

要特質時，她已稍微延伸了自己的論點®。然而，我們似乎還

是可以說，為了將更實質的思考導入美國政治思想，而在十九

世紀時大量付出的所有智識努力，仍無法說服學者以及政治

家。二十世紀早期，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政治學門因而取得了機構的外觀，從那時開

始，施克萊針對美國政治科學而提出的主張，就變得明顯有

效。選舉硏究試圖在沒有任何理論或概念的先驗假定之下，揭

示選舉行為的穩定形態，這樣的研究變成了政治學的核心。在

一個完全淨空的政治空間裡，經驗行爲主義(empiricist behav-

®：施克萊進一步廣泛地主張，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即硏究「歷史」'

已經變成唯一既有的方法，用以抗衡人類行為有原則的「不可預知性」；

關淤此議題參見第四章。施克萊(Shklar, 1991)曾描繪出政治科學領域更

多元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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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rism)作爲一種取徑，幾乎是自我證成的，它令所有其他的

考量都必須背負提出論點的重擔。「我們當前最關心的，並不

是去找出人們應該如何行為，才能達到最好的政治安排，而是

去找出他們在特定的、可分析的處境之下，將會如何行為」

(Pagden, 1987: 16) 。

二、有關再現的社會利益理論：歐洲的方式

大革命之後的歐洲社會政治思想家，就廣義上而言常會同

意此種觀點，但他們較不認同，經驗研究以及稍後的個體行為

匯聚(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是唯一剩下的解決問題

方法。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爲，「社會科學」將能辨識出某種將

個體組成較大團體的社會世界秩序，同時此秩序能夠作爲再現

規則(rules of representation)的一種客觀科學基礎。

此種社會再現理論的要素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被提出，以

作為改革君主政治的方法。米哈波(Mirabeau)與其追隨者杜爾

哥及孔多塞，都認為利益是持續不變且可靠的東西，可用以建

立社會秩序。西耶(Abbe Sieyes)在一項革命性的推論中，也採

取了同樣的主張。我們必須理性地再現社會，而這點可藉由社

會利益的基礎以達到最好的效果。西耶認爲社會是不斷進步且

具有生產力的，他的再現理論就建立在此種觀點之上，根據此

觀點，找出社會團體的理性利益，以及在政治秩序的組織中承

認他們，這兩者都會增強社會的發展。同時，此觀點提出了介

於兩種邏輯之間的張力，即一邊是單一意志(unitary will)的政治

邏輯（我們也可說它是非歷史的，且與社會學無關），另一邊則

為利益位置(interest positions, 取決於分工）的社會邏輯(Baker,

1990) 。

48 十九世紀時，此種張力變得愈來愈明顯。以法國大革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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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已存在的團結議題爲起點，法國的許多共和主義者當時所期

待的，是建立起某種被冀求的政治秩序之後，亦即成立一個普

選權(universal suffrage)共和國之後，所有其他的問題都能得到

處理，因爲那樣一來，每一位當事人對於集體事務都有發言

權。然而，後來的第二共和國(the Second Republic)卻無法滿足

選民的物質需求，這項失敗使得該共和國本身必然提早滅亡，

也證明了即使是對民主政體而言，所謂的社會問題依然是關鍵

所在。「因此，社會問題首次代表著，人們認知到在有關共和

國的政治想象中，社會現實的匱乏」 (Donzelot, 1984: 33 ;另請

參見 Procacci, 1993) 。

此早期共和國的問題，似乎證明現代政體（儘管有個人主

義和平等主義存在）展現了內部的社會結構，而這些結構必須

以某種方式，在該政體的政治實踐中被納入考量。正是就此意

義而言，社會問題可被視爲社會學的源頭，並反映出人們自由

地意識到社會秩序問題是持續存在的。在法國，此種古典自由

主義的轉型，清楚地連結到擁有特定需求之祗會團體（即勞工）

的形成。在一八三0年的七月革命之後，勞工們在一片自由聲

浪中，樂觀地對新政權提出他們的要求，但卻遭到拒絕。他們

「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及組織語言(political and organiza­

tional language), 藉此作出回應，而該語言在其所揀選的領域
中對抗政權，此領域即爲：自由的論述(the discourse of liberty) 。

在這麼做的時候，勞工們不僅支持了法國大革命的自由語言，

同時也將之改變並加以發揮。換言之，階級意識即爲自由革命

論述的轉換形式」 (Sewell, 1986: 60) 。於是，在十九世紀時期，

一種立基於啓蒙運動思考的哲學再現理念(philosophical idea of 

representation) ，被轉化爲一種立基於工業社會理論的社會學再

現理念(d'ArcyandSaez, 1985: 9; 另請參見 Seidman, 1983) 。

當聖西門或孔德等作者提出對社會科學的需求之後，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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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科學主題，就圍繞著對於此種社會內部結構的觀察。在

德國，史坦(Lorenz von Stein)做出有關法國「社會運動」的報

告，這些運動宣示了社會秩序的重大改變。十九世紀中葉，莫

爾(Robert von Mohl)斷定出一種過渡情況，當時舊體制已經瓦

解，但還沒有任何自由秩序能夠在德國站得住腳，而工業化與

都市化的興起，也對政治秩序造成新的需求(Maier, 1980; 

Wagner, 2000) 。馬克思(Karl Marx)在其社會理論（以及歷史哲學）

中，主要探討當時剛形成的社會現象，即「勞工階級」。涂爾

幹(Emile Durkheim)則提出了一種社會再現過程，其中社會秩序

的要素，是根據它們在分工中的定位來界定的，同時認為它們

之間在「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 」的形式中彼此連結。諸

如此類的行動標示出一種社會學觀點的建立，這點可在邁入二

十世紀的那段期間清楚辨識出來。「社會」變成一種結構性的

動態實體，獨立於國家、政體之外，但也在充滿張力的關係中

與政體相輔相成。

49 此主張的起點和驅動力都在於某種看法，即認爲單－性

(oneness)是所有政治哲學的關鍵要素，不論它是關於學術或實

踐，還是宗教、法律或社會學。「我們在國王的形象中看到上

帝、法律與社會。」統治者的單一形象，以及其所宣稱擁有的

穩當合法性，提供了「社會可讀性(leg心lity of society)的原則」

(Murphy, 1997: 31) 。換句話說，政治現代性的關鍵問題，在於

從人類努力多樣性(diversity of human strivings)的基礎（因爲此

時人們已認知並承認此種多樣性的存在）出發，而達致某種一

致性，從而共同處理各種事務。這已是經過轉化的宗教問題，

而它是永遠無法完全擺脫宗教傳統的。正如列弗特(Claude

Lefort, 1986c)所言，政治現代性面臨有關「神學政治之永恆性

(permanence of the theologico-political) 」的問題（參見 Assmann,

2000 以瞭解有關此議題的相反論證）。抑或，以涂爾幹(E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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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kheim, 1976: 443)的話來說，「有關整體(totality) 、社會和神

祇的概念，很可能實際上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面向而已。」

墨菲(Tim Murphy)在近期曾分析法律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

係（此分析附和了我許多的議題），強調「社會」憑藉「自身的

條件，作爲一種獨立的概念、一種主題」而興起之後，所帶來

的多重結果(Murphy, 1997: 35) 。它以前所未知的方式，一方面

有助於知識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的形式化、工具化和具

體化，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法律實踐的專業化。因此，韋伯對理

性的探討，可解讀為同時標示了意識型態的勝利，以及法律在

知識上的耗竭(epistemic exhaustion) 。而社會科學被認為建立了

各種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s)方法與方法論，這兩者共同「成

為『經驗』的代替品」：

現代社會科學的崛起，宜告了「思辯」和「理論化」

在本質上發生了某種不為人知的改變，只要遣些活動

開始假設人們有可能建立一種「事實的 (factual) 」基

礎，以展現社會的「真理(truth）」，情況便確是如此。

這即意味著，有兩種相關的過程在運作 首先是蘄新

概念架構的出現，其次則是實證性(positi vi ties) 的堀

起，它同時豐富並強調了這些概念架構，因為當時的

人知道，此種實證性至少就原則上而言是有可能建立

起來的(Murphy, 1997: 120-1) 。

如此一來，現代政治秩序的內部結構就成爲新興社會學主

要關注的議題。此種新論述因為兩項截然不同的原因，而取代

了政治哲學論述。對某些人而言，自由哲學的基本概念似乎已

廣被接受，因而不再是需要論辯的議題，而應該把注意力轉移

到有關「後政治」結構的議題之上。對其他人來說，雖然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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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同樣的基本自由理念，但光是依賴哲學推論的水平，想要

合清合理地拒絕是不太可能的。由於新興社會科學的主題，顯

示了自由理論顯然並沒有解決所有的政治問題，因此在這個較

爲具體的領域中，我們較有希望去確實削弱有關自由的假定。

對政治哲學失去興趣的原因是如此含糊不明，因此造成「社會

學傳統」在政治上同樣產生模稜兩可的形象，即同時被貼上保

守和革新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標籤。

50 這樣的著述顯示出某種從政治哲學轉向經驗社會科學的

轉移，在此轉移之中，基本問題依然存在，只是有了不同的解

答方法。在此，我想要同時說明兩件事情，這兩件事表面上是

互相矛盾的。首先，如果我們認為這些著述是重要的指涉點，

則古典社會學便會繼續以政治哲學為主題。這些作者大多數的
著述都持續聚焦於政治問題群之上，而並非傾向於廣泛地研究

社會結構的所有面向。其次，這些著述果斷地轉化了問題群，

將實質的社會本體論引進一種政治理論化的模式內，此種模式

在社會中向來多爲弱勢。這樣的轉化過程，必須重新表述政治

學－酒以來指涉的某個關鍵面向。

肆、政治哲學與社會學推論

一、能動性與決定論

早在這裡所討論的智識發展開始之前，政治的概念已具有

含糊不清的雙重意義。就一方面而言，它持續指涉有關共同善

(the common good)的溝通與審慮，以及人們共有生活領域的集

體規範。另一方面，也有愈來愈多人將之用來指涉國家、一種

制度化的權力領域，以及國家的利益，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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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on d'Etat, Sellin, 1978: 808-9) 。從這個模稜兩可的意義，

萌生出兩種截然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政治理解，這兩種理解發展

時，正值從政治哲學轉向社會科學那段所謂的過渡時期。

傳統上，人們在詮釋所謂的亞里斯多德學派時，實質上強

調的是不受束縛的人類互動，人們得以透過言行與其他人溝

通。在漢娜·鄂蘭的解讀中，它是一種對於世界的觀點，堅稱

人類生活具有潛在無限的多元性，同時人們有可能在世界上製

造各種開端。權利在此指的是有能力在溝通時說服別人。在智

識轉換（即這裡所探討的議題）的過程中，學者們愈來愈懷疑行

動與言說並非唯一的人類互動模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逐

漸指向促使人類團結的共同需求，以及令人類彼此連結的那些

工作模式。生產場所和物質交換鏈成爲新的焦點；這些現象必

須納入新社會科學的語言當中，並被列於諸如市場或社會分工

等標題之下。

人類各種互動模式間重心的改變，對人類科學．中有關能動

性(agentiality)的概念造成了衝擊。在理性上有種方式可用以重

新建構此項改變。在先前的思考模式中，需求和工作一直被侷

限在家庭的範疇內，因此政治行爲可被視爲相當自由且不受約

束的。然而，在新興的社會形態中，需求和工作變成了社會組

織的關鍵點，因此這個關鍵點變得必須仰賴財物的持續流通。

根據許多人的看法，這就導致我們必須將社會結構視爲社會建

造(social building)的樑木，並將「社會」視爲所有這些結構的 51

整體組合(Wagner, 2000) 。

此種改變不僅是將我們對社會世界的某種再現，以另一種

再現方式取代而已。人類在此局面下的地位並非不受波及的。

人們認為新近崛起或是剛被偵測到的社會組織，限制了人類的
多元性與能動性。因為現今人類在社會世界既有的秩序中佔據

了特定的位置，所以這些社會組織侷限了人類的多元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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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人們可能和鄰近的他人一起被歸納爲各種集體，這些集

體對世界有近乎相同的展望或是利益。另一方面，上述的樑木

雖然可以加速或鞏固某種活動，但也會對其他人形成阻礙的圍

牆或藩籬，因此這些社會組織就侷限了能動性。當然，能動性

並未被完全排除；並非所有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家都是強硬的

決定論者（雖然有些確實是）。但決定論卻違反了馬克思所提出

的歷史的客觀趨勢(ob」ective tendencies of history) 、涂爾幹的功

能迫切性(functional exigencies) ，或是韋伯作品中那些自我生產

的「鋼鐵建築」 (buildings of steel) 。能動性若和這些結構產生

關係，就能大大地得到增強，但若與這些結構保持距離，則會

極度受到侷限。

以我上述所做的推論為基礎，現在我們可將朝向決定論的

此種傾向，理解爲在排除了控制政治行動的外部假定之後，一

種處理政治問題群的方法。首先，它重新引進一種實質的本體

論作爲行動的第一步，該本體論目前據稱是屬於社會世界內部

的。第二步，它主張這些現象和人類行動之間有種因果關係，

即人類行動中可辨識出來的各種決定因素源自於這些現象。我

在上文中曾經主張，強硬形式的經濟學與統計學不應被視爲藉

由智識分化而起源於政治哲學，而是它們以各自的方式，試圖

取代政治哲學。從這個先前的論證可以得出某種結論，即我們

也可用類似方法去解讀十九世紀的社會學，至少可以再次解讀

那些針對它們所作的較強硬詮釋。

由政治思想的觀點來看，從政治哲學到肚會科學的所謂轉

型，可被解讀爲一種重點的轉移，此重點關乎於在現代性的條

件下，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面對的一大根本問題，即必須努力

協調對自由的承諾以及對確定性的追尋。想要建立一個有效的

e: 首先，韋伯的｀stahlemes Gehause' 雖被譯為「鐵籠」，但它並非
意指監獄。它是一處住所，既提供保護也限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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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現代性「科學」論述，就必須認知到人類社會生活的自由

與偶然性，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論證，同時在那些條件之下努力

尋求秩序和確定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社會，有某種

論述上的結果盛行，此結果結合了個人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

以及現代主義的社會科學，前者強調有限政治領域中的程序效

度(validity of procedures) ，後者則旨在分析具決定性的社會經濟

架構，而政治可在此架構中運作。抑或，以這裡所引用的術語

來說，亦即現代主義政治哲學在一種現代主義社會理論中找到

了它的互補性論述＠。

根據此概念，政治的可能性受到非常嚴格的侷限。我們可

以混合以下兩種方法去理解這種現象，也可以只用其中的一
種。在第一種看法中，行政面旬已經主宰了政治面向。政治涉

及有效率地管理大規模的社會現象，而遠非僅是針對共同的生

活做出關鍵性並具有爭議性的決定。此種看法可追溯至大革命 52

時期以及某種信念，該信念齧爲一旦特權所造成的阻礙被移
除，良好的知識就能夠、也將會主導社會。我們也同樣能在科

學的馬克思主義 (scientific Marxism) ，以及有關政治科學化

(scientification of politics)的概念中找到此種觀點的極端形式，

以上兩者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代盛行，而意識型態據稱

於此時終結。

另一種看法並非全然與第一種衝突，根據此種看法，政治

並非由行政所取代，而是由社會結構的自我協調能力

＠：此一章節全然與哲學及科學約區別有關，而驅使列弗特（Claude

Lefort)去重新思考政治性的動力就近似淤此種區別（相關例子參見

Lefort 1986a 以及 Lefort 1972) 。我將任由政治問題群的歷史性陳述去詳

析這兩種認知－智識模式(cognitive-intellectual modes)之間的區別，而不

會自行試圖這麼做，進行此種詳析時往往容易產生誤椿，這是因為那些

術語具有多重意涵，另外，由菸該區別又和我自己對社會理論化的區別

交錯，因此更容易有誤解產生（我曾簡略而明確地談論列弗特的著作，

參見 Wagner, 199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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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harmonizing capacities)所代替。社會結構透過各種交換的

模式，使人類彼此連結，因此人們認爲這些結構被賦予了自我

規範機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s)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

市場。在融合了規範性與分析性的主張（這兩者極難劃分清楚）

之後，「社會」和「經濟」被認爲是相對自主的，並且應該任

由它們自己在社會世界中創造和諧。若我們接受這樣的觀點，

則政治意志（如今已透過國家機構被加以具體化）的先前領

域，將被侷限於管理自我發展實體(self-developing entities)間的

關係。

然而，這些觀點並未充分分析社會實踐當中的改變，而是

標示出認知秩序(cognitive order)中的一項轉變。「社會的出現」

(invention of the social) 往往伴隨著「社會的行政」(administration

of the social) ，前者尤其是理解社會過程時一種重新安排認知工

具的方法O 。根據我之前的論證，可明顯看出有些不同的動機

進入了此種轉變之中。以樂觀的角度來看，這可被視為世界理

性秩序的開始，自由和理性在其中合爲一體。我們也能視之爲

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的開端所導致的必然結論，此自由

開端在之前所製造的基進偶然性，必須加以削弱。或者，這也

可以是在觀察後革命時期的衝突之後，所得到的一種「反動」

(reactionary)結論，主張基進的解放運動是行不通的，同時我們

必須遵從「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 」的法則。撇開動機不談，此

轉變意味著以化約的方式去重新思考有關選擇與能動性的議

題，這樣的思考模式即爲社會科學的特點，時至今日幾乎沒變。

O：在此，我不打算探究一七五0年至一八五0年間，在社會關係「眞

實」結構中所發生的改變，是否促使了此重大智識轉向成為我們在談論

社會世界時的依據，而是決定回到之前第一章所探討的有關社會科學中

知識確定性的分析。簡言之，較為具體的答案是，我們必須詳述，語言

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回慮」了襯察所得，但它同時也學入了一種語言的

新秩序，該秩序卻不能說是得自淤襯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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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性

先前的論述也許已足以顯示，我們確實可以宣稱，在十九

世紀結束前，有項重大的智識轉型發生在「政治科學」之中。

然而，此轉型過程是如此地深刻，以致於我們若要用一種更貼

切的說法，那就是政治思想在政治革命後便已蕩然無存了。此

時，沒有剩下任何的政治思想可讓我們作爲基礎的假定，相對

而言，經濟、統計和社會學的思想卻顯著地擁有相當穩固的既

定基礎。二十世紀時期，現代主義社會科學就在這些基礎之上

發展，而政治科學的異質學門(heterogeneous academic discipline) 

則將對選舉、行政以及制度的研究，和政治理論的某個次場域

結合在一起，此場域持續侷限於研究有關理念的歷史，以及個

人自由主義的強化。現在也許有人想要辯稱，根據我在緒言中 53

對個人自由主義的興起所做的評論，政治現代性所探討的，正

是政治理論化缺乏任何東西可作為基礎的這種情況。然而，這

種缺乏的情況並非沒有疑義的，至少，我們必須思考其重要

性。二十世紀末時，我們的確有可能發現一股起初薄弱但逐漸

增強的思想，當時的「政治性」在個人自由主義與現代主義社

會科學的共同霸權之下被加以化約，此思想便旨於重新評估這

樣的「政治性」。

所謂的「政治性」，意謂著強調政治行動的自主特質，此

術語最初應是由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提出。政治性與「政治

(politics) 」的概念有所區別，後者常被視爲暗指一種活動領

域，此領域與其他領域有著特定的關係(determinate rela­

tions) ，尤其是經濟領域。對政治性的重新評估，始於對現代

性革命的重新思考，亦即將這些革命視爲集體性自我建立

(self-foundation of a collectivity)的行動，因此這些革命便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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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則說明了政治自由的主張。在現代性的條件下，人們有義

務在他們的政體成立之時，運用集體的自主性。此外，由於

缺乏任何既定的政冶規則基礎，因此他們必須具有政治意願

並進行選擇。雖然所有試圖重新思考政治性的學者都接受這

些假設，但他們卻以極為不同的方式去強調此種情況的各種

面向。我將區辨出在二十世紀時期，對這些革命進行重新詮

釋的兩種主要形式，我將它們分別稱作前極權主義及後極權

主義(pre-and post-totalitarian)形式＠。

從一種日益和經濟有關的社會自我理解來看，前極權主義

的政治思想，正顯著地激烈反對政治意願與能動性的失落。根

據列寧(Lenin)所採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們必須經由革命行

動去推翻資產階級所強加的經濟宰制，藉此恢復政治的卓越地

位。以理論術語來說，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宣稱人們有可能透

過一個獨立的政治行政領域的運作，去規範並遏制經濟事務，

因此該主義可被視為已修正其馬克思傳統。這即意味著，社會

民主主義也認爲政治在該領域中受到遏制0。列寧藉由詳述政

治性的較強理念，以試圖超越此種妥協，該理念立基於革命的

力量與暴力的運作上。在馬克思思想的歷史中，經濟作為政治

的決定性因素，一向被認為與共和主義因素（此因素近來正被

重新發掘），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性因素並行，經濟

因素同時也與觀望主義 (attentism)及修正主義 (revisionism)有

＠：較標準的區隔方法是將他們分為右翼和左翼的思想家，施密特屬
淤前者，列寧則屬淤後者。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導致該區別愈來愈不合
時宜，情況也變得較不明朗，列字研究計畫的解放潛力遭到質疑（例如
Dutschke, 197 4), 施密特約覬點也被舊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揶用（例如
Mouffe, 1991, 1999) o 在完成此章節時，我由伯爾辛格(Eckard Bolsinger) 
在歐洲研究浣(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的博士論文受益匪淺
(Bolsinger, 1999) 。

4D: 哈伯瑪斯（J面gen Habermas)a勺《溝通行動理論》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7) ，可能是此主張在理論方面最為精深複雜的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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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雖然列寧將革命時期與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作出區隔，但他

的政治理論依然殘留著某種實質基礎，亦即立基於階級社會的

經濟社會學。

施密特同樣對政治在歐洲的衰退表示痛惜，但他的目標並

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而是恢復資產階級的政治意願，因爲當

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的用詞加諸於資產階級之上時，資產階

級就失去了其決定的力量。他和列寧同樣主張決斷論

(decisionism) ，但不認爲它在實質上立基於階級分析。他以形

式的角度出發，將政治完全立基於朋友和敵人的區別上，因此

與列寧相比，他是較基進且較現代的思想家。然而，他有一些

作品，尤其是論及霍布斯著述(Schmitt, 1996)的著作，卻揭示出 54

他本人忠於政治秩序的文化宗教基礎(cultural-religious founda-

tion) 。這兩位思想家都針對程序自由主義(procedural liberalism) 

提出強烈的批判，認為它無法爲自身提供基礎，因此違反了自

身的宣稱。他們抗拒所有理論上的規定，強調政治行動在現代

性的條件之下，具有原則上的開放性以及備受爭議的特質，他

們藉此朝向一種政治理論化，質疑理性政治審議(rational po-

litical deliberation)是否有可能跨出防火線，就好像現代主義所

假設的那樣。然而，他們幾乎毫不懷疑地假定，集體性的政治

意願是統一的，而這甚至是他們決斷論的先決條件。因此，當

他們朝著一種推論的形式（我稱此種形式為針對現代主義所做

的第二種回應）邁進之時，他們也傾向於再次引入實質要素（即

停留在第一種回應的形式），以決定（若以規範性的角度而言，

則是推薦）此政治意願的方向，而這在前者的情況中指涉階

級，在後者的情況則指涉宗教。如此一來，他們的理論就可被

用以準備並合理化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主要形式：史達林主義

(Stalinism)及納粹主義(Nazism) 。

政治性的後極權主義思想和前極權主義思想一樣，認爲在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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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條件之下，缺乏任何可用以建立政體的基礎O 。然

而，後極權主義思想在進行運作時，是將極權主義的歷史經

驗，詮釋爲現代性在政治上的其中一種可能性，而非藉由回歸

到政治的完整實質基礎，去抗拒現代性。後極權主義思想家與

列寧及施密特一樣，同樣批判程序自由主義和現代主義社會科

學，但他們明確拒絕這些批判所做出的極權主義結論。在拒絕

這些結論之前，他們所採取的重要理論手段，即是在政治性的

前極權主義思想家中，辨識出殘留的實質論(substantivism)與決

定論。儘管可行的政體須要某項有關單一性的概念才能運作，

但正如先前所言，列弗特(Claude Lefort, 1986c: 273)強調在民主

的現代性當中，「權力之位是空的」。每一項試圖佔據此權力之

位的行動，在實質上都必須否定現代性的「冒險」 (adventure) 。

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58a: Chapter 1)則強調在現代性

的條件下，多元性是人類境況的核心特質。

在此，我必須回到上述有關革命事件的討論，這些革命（尤

其是在美國發生的事件）提供了舞台，讓個人自由主義與行爲

主義政治科學的霸權得以崛起。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詮譯方法

稍有不同，但漢娜·鄂蘭與德希達都將美國大革命詮釋為一種

政治開端，此開端既不需要科學的肯確性，也無須任何絕對

的、不可抗拒的基礎，他們將之解讀爲立基於施爲行動

(perforinative act)的共同實踐上(Arendt, 1965; Derrida, 1986 ;另

＠：一般而言，「後極權主義政治理論」慮指涉所有由極根主義之福
超和經驗所形塑的政治理論化（參見 Wagner, 1998) 。跟然我淤下文中提

到的作者都對程序性的個人自由主義有所批判，但有一些共他的後極權

主義思想家曾在經險的驅使下傾向自由主義。重要的是，在此我有提到

一些定居淤英國或在英國流亡的中歐及柬歐知識份子，例如柏林(Isaiah

Berlin)和波善(Karl Popper) 。哈伯瑪斯(Ji.irgen Habermas)的溝通自由主義

(communicative liberalism)也可說是處淤此種脈絡中，雖然（正如我剛提

到的）它帶有一種較強烈的中央集椎論、「干涉主義」 (interventionist)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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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見 Honig, 1991) 。鄂蘭和德希達的推論都顯示出，我們如

何可能在無須接受科學主義(scientism)和個人主義（這兩者都和

較傳統的現代主義硏究並行）的情況下，抗拒任何形式的基本

教義論，亦即變得「現代」。

正如蘭西(Jean-Luc Nancy, 1991)所強調的，若將政治現代性

視爲一種沒有任何確定性基礎（借用漢娜·鄂蘭的話，則是「沒

有護欄」）的多元冒險，就必須理解人類的獨特性(singularity) • 

以及人類彼此之間往往獨一無二的那些關係。政治性的前極權

主義思想持續援引某個社群，該社群源自於某項決定，並擁有

做決定的權力。相對而言，德希達則指出，在面對無限責任 55

(infinite responsibility)時無法做出決定，是政治問題群的基本特

質。而蘭西則進而將社群理解為「無法被使用的(inoperable) 」'

亦即它並非立基於成員之間任何先前的共同性(prior common-

ality)或確定的關係(determinate relation)。正如卡奇亞里(Massimo

Cacciari, 1997: 37-9)所言，此種對於政體的觀點，既沒有完全

與需求或過去斷絕關係，也不完全仰賴當前的程序。政治審議

就有如一艘船，在某個群島的各個島嶼之間航行（這是卡奇亞

里心目中的政體），總是處於前往另一地方的路途，但永遠無

法脫離自身的「內部」 (interior) 。

政治性的後極權主義思想在否定有任何東西可保證政體

的可行性時，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即在現代性的條

件之下，是否有可能達致一種穩定的政體。此思想認同有關政

體可行性的問題是無法逃避的，但它懷疑現代主義政治理論化

是否真如宣稱所言，已找到一個解決該問題的程序性而非實質

性的答案。同時，它也抗拒在較爲實質的政治理論化當中，超

越某種惰況的特性而企圖尋求一般性的基礎；這裡所謂的實質

政治理論化，包含了在政治性的後極權主義思想中殘留的那些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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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今政治論辯中的無法逃避性與可達致性

如果非要有個明確的答案不可，似乎「西方」民主政體用

以自我理解的主流模式，依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現代主義論

述，有關此論述的最晚近系統性著述，即為羅爾斯(John Rawls) 

的《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此論述宣稱，現代政

體的可行法規已經在形式程序推論(formal-procedural reasoning) 

的基礎上被加以達致，並且能夠逃離困擾政治哲學歷史的其他

議題。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年間，此種思維在其兩個構成要

素中得到復興，其一是以經濟政治形式出現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另一個則是以社會歷史形式出現的新現代化

理論(neo-modernization theory) 。

然而在同一時間，在政治哲學與政治理念的歷史中卻出現

了某項行動，意在質疑此種自我理解。我之前的分析有很大部

分源自於該項行動，它主張歐洲社會（或廣義而言即西方社會）

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轉型，不應毫無疑問地被理解為政治理

性化(political rationalization)的提升，而應把焦點置於各種政治

理性之間的轉移，在這樣的轉移當中，無法得出任何歷史的線

性發展®。政治現代性的主要論述是藉由以下兩者來穩固其基

®：在此脈絡中，我必須提及法國傅柯（Michel Foucault)及他在政治
理論方面學生的作品丶英國史金納（Quentin Skinner)與劍橋歷史學家的

著作，以及某種程度，以德國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為中心的「概

念歷史學家(conceptual historians)」們的作品。上文片語的用法源自淤穆

克勒(Miinkler, I 998) 。回溯至我淤緒言中對菸革命思想所做的評論，我
可能必須強調，這楳的主張並不代表否定進步，芙至也沒有否定進步的

可能性。它只是暗示，唯有在一種論述的架構中，我們才有可能相當容

易且一致地衡量進步。若要橫跨各種論述架構，則有關進步的此一概念

必須要有更綦本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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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的，首先是自由政治哲學，其次則爲民主革命，但相對

於此項論述，批判者卻談及了其他遭到揚棄或壓制的論述。在

這些批判者眼中，所有這些論述若與個人自由主義相比，就某

方面而言都更爲可取。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各種形態〔在晚近論辯剛開

始的幾年間，它們即在「自由主義者」 (liberals)和「社群主義

者」 (communitarians)之間擺蕩〕，有賴於政治社群中的價值共

同性(commonality of values) ，因此它們呈現出政治理論化的一

種實質形態，而有一部分指涉浪漫主義的廣義傳統。它們已由 56 

目前看來最令人困惑的、替代個人自由主義的歷史方案所接

續，此方案即爲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 ，或是依史金納(Quentin

S如nner, 1997)現今的說法，亦即新浪漫政治理論(neo-roman

political theory)（參見 Pocock, 1976) 。一般認為此理論化在十七

和十八世紀期間曾盛極一時，並對光榮革命與美國革命造成劇

烈的衝擊，然而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它便被自由主義的霸權所

壓制。與我的分析相當一致的是，共和主義的優勢，被認爲在

於它接受並承認某種政治問題是持續且永恆的，該問題關乎於

如何在自由且多樣的條件下，爲共有生活尋求實質的法規。相

對而言，個人自由主義則被視爲一種限制該問題影響力的手

段，而在私人與政治之間劃清界線，並將前者（包括經濟面向）

排除在政治審議的範疇之外。

之所以將這些歷史學家的作品引用至現今的政治理論

化，是因爲這些作品顯現出與史料編纂的歧異之處（此編纂法

隱含地假定歷史是線性的），同時也因爲這些歷史學家堅稱政

治問題群具有持久不變的重要性。然而，就某種程度而言，他

們所提出的歷史形象，只不過反映出他們對手的形象而已。當

對手假定，在政治現代性崛起前所發生的事情都不再重要時，

共和主義歷史學家便主張，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改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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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思考政治性的方式都微不足道甚至毫無影響。他們無法

想像，政治問題群有可能作爲一種問題而持續存在，卻又會隨

著自身出現時的特定社會與歷史情境而改變(Pettit, 1997 是一

個不完全的例外）。此種假定在某項研究議題中反映出來，在

該研究議題裡，十九和二十世紀都由於自由主義的霸權而顯得

無關緊要。

然而，根據我的分析，社會科學卻是對自由主義，以及對

政治現代性來臨的一種補充式回應。同時，唯有在這些社會科

學彼此結合之後，才接續了先前的思維。共和主義的要素確實

能夠在十九世紀的早期社會科學中尋獲（例如 Skinner, 1997:x 

中提到馬克思）。我們不應僅是哀悼著政治問題群的消逝，而

必須理解它在十九世紀時被加以轉型的方式，以及有哪些主張

是贊同此種轉型的。然後，我們在第二步就能試著辨識出它在

二十世紀重新崛起時所採的形式。我先前的分析旨在爲此種計

畫作出貢獻。

我們已經看到，在個人自由主義（亦即政治理論化的現代

主義論述）的晚近歷史中，有一些堅稱政體必須具有實質根基

的論述，不停地以各種力量在對抗個人自由主義。這些根基可

以在政體成員的先前共同性，尤其是語言和文化的共同性之中

找到，或者也可以在政體的制度規範中，藉由系統性地考量有

關需要與社會利益的實質議題，找出這些根基。若就近觀察當

代政體，我們將會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世界的「榮

耀三十年」 (Jean Fourastie)期間，那些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確

實不是立基於個人自由主義的純粹程序主義，它們反而顯示

57 出，語言文化的證成與社會本質的證成，都和自由主義的證成

(liberal 」ustifications)存有某種妥協，同時它們也藉由一種政治

和社會的經驗科學，將那些證成連結在一起，並且在運用該經

驗科學時總是帶有技術官僚(technocratic)的潛在意涵。



第二章政體的可行性 • 

於是，根據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我們應將晚近的危機徵

兆以及那些政體的轉型，視為對上述妥協的質疑，同時也是對

那些達致妥協之證成秩序的質疑。在這樣的質疑中，我們再次

發現某種實質導向的批判以國族主義［以較不強烈的術語來

說，即（某些形態的）社群主義］的面貌出現，進而批判有關政治

成員(political membership)與溝通(communication)的自由概念過

於薄弱，同時以提供較堅固的實質基礎爲目標。然而，當我們

依據對現代主義的第一項回應，而試圖在現代主義證成和其他

證成之間轉移平衡時，該妥協卻以一種較廣義的質疑形態重新

出現，此形態採用的是第二種回應的形式。我認爲此種思想的

要素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期。一些共和理論學家也許會主張，

這種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傳統的一部分，因為是馬基維利賦

予它第一個明確的現代形式的（參見 Vatter, 2000) 。然而，若要

接受這樣的看法，就必須承認關乎於政治行動且重新開始的共

和主義(republicanism of political action and new beginning), 優於

參與式社群(participatory community)的共和主義。

由當代政治的觀點來看，目前在制度與智識上的重整工作

必須重新開展政治問題群，這些問題因為戰後（以及冷戰）曾對

於證成(justifications)做出穩定的制度妥協(institutional compro­

mise) ，而暫時被關閉（或「冷凍」）了。就一方面而言，我們可

以有把握地聲稱，必須找出一個嶄新的答案以解決此政治問題

群，該答案必須重新穩定對於證成的舊有妥協形態，或是在較

有可能的情況下，引入額外的要素或前所未有的證成平衡。我

們是無法逃避這些問題的。然而，政治理論化模式具有無法避

免的多元性，若以此基礎來看，似乎我們也能同樣極有把握地

主張，我們不可能找到「純粹」的答案。任何僅訴諸於單－證

成模式的答案，都不太可能提供長久的解決方案。這意味著，

我們不僅無法找到對於現今政治問題群的答案，而且即使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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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暫時穩定的答案，它隨時也都會停留在某種想法中，認爲

尙未達到可達致的最高程度，換言之，我們永遠無法徹底達致

某種答案。當德希達(Derrida, 1994: 89)記下他認爲俄文用語改

革(perestro」ka)應被譯為「解構(deconstruction) 」時，那可能只是

他順口一提的評論。但這裡所製造出來的、在一種政治重構與

智識提案之間的連結，卻的確反映出問題群和某種情況之間的

聯繫，該清況界定了我們在社會哲學上進行探索的迫切性。



自我連續性

: 

正如我在前一個章節所探討的，政治哲學需要一些方法， 60

概念化那些形構政體的人類集體性，同時也概念化那些集體性

的成員。在政治現代性的條件下，單一個人已經變成了主流形

式，用以理解政治集體性之中的成員單位。許多形式化的人文

科學論述，例如法律、自由政治哲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等等，都

是在某種概念之下運作，即把單一個人視爲一個單位，具有不

可分割性(indivisib山ty) ，同時也因而被稱爲個人(individual) 。確

切而言，在歷史上有種情況久已盛行，我稱之爲限定的自由現

代性(restricted liberal modernity) ，在此種情況下，所謂的單位並

非個人，而是以父親爲代表的家庭，或是由一家之主作爲代表

的家族，又或是由業主所代表的公司。然而，正如托克維爾已

認知到的，政治現代性的論述，強烈傾向將單一個人概念化爲

單位公民(unit citizen) 。

在以個體成員爲起點的情況下，爲了達致能夠建立起穩定

集體性的各種方法，我們必須在人文科學中引進一個額外的假

定，此假定與成員的主導取向(guiding orientation)或行爲有關。

在上文所提及的論述中，此假定基本上與理性有關，並帶有特

殊的變異情況。在自由政治理論中，理性的能力引領個人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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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利益而進入社會契約當中，同時也引導他們將個人的強烈

情感限制在私領域之內。在經濟學上，理性將利益導向的行為

和那些行爲的總和，轉譯爲一種財富的最適化過程(optimization

of wealth) 。在法律上，成年的個人必須爲自己的行爲負起責

任，因爲他們被賦予了理性的能力。此外，我們也必須預設這

些個人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以使他們爲自己過去的行爲負

責。即使是那些針對理性的假定做出批判回應的社會學與人類

學論述，也還是仰賴著某種有關理性的居前概念(Joas, 1996) 。

在上一個章節中，我曾提出一項主張，認為在人文科學中，此

種在理解單一個人時所遭遇的智識空間限制，至少有部分是因

爲那些論述主要是以某個觀點來開展，即都是爲了處理政治問

題群。

但是，人們普遍認爲，在歐洲的社會生活歷史中，有種「現

代性文化」 (culture of modernity)在過去五個世紀以來逐漸擴

展。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化［……］ ：它重視自主性；它注

重自我探索；同時它認為美好的生活涉及了個人的承諾」

61 (Taylor, 1989: 305) 。對於較爲形式化的、有關個人的論述而言，

如此這般地強調個人性與個人化，是相當格格不入的一件事。

在歐洲的智識與文化歷史中，這兩種論述之間的關聯極少。哲

學和社會理論主要是藉由假定來進行，而對真實人類沒什麼興

趣，人類若進入公領域過多，才會被當成干擾而被納入考量。

相對而言，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中，現代性的經驗則處於中心地

位，同時，現代性作爲一種經驗，首要關心的即為單一個人

(Berman, 1982)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演說「何謂啓蒙運

動？」（What is Enlightenment?）中，簡潔扼要地區別這兩種解讀

現代性的方式。現代性作爲一種態度與經驗，要求的是自我探

索，並且「從導致我們當前狀況的偶然性當中，抽離出某種可

能性，根據該種可能性，我們將不再是目前的樣子、不再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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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做的事，或不再想當前所想的事情」 (Foucault, 1984: 46) 。

上述的現代性與另一種代表一個紀元及一套制度的現代性是

相對的，後者要求的是順服於已經協議好的規則。

時至今日，我們有一種方法可用以討論這些論述在歷史上

的分岐，即將之視爲一段漫長的時期，在這段時期當中，有關

自我的議題，在社會科學領域裡是遭到忽略的。這種情況持續

延伸，葭到二十世紀早期，人們才開始對這些議題真正感到興

趣。這些議題的基礎建立在傳統上所認知的社會科學之外，建

立這些基礎的人一開始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後來則有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尼采徹底拒絕道德及政治哲學的問

題，因而得以將自我從集體生活規則的規範中解放出來。佛洛

伊德則在人類心靈中發現一種驅動力，會驅使人們不斷追求自

我實現，同時他也將文明的歷史和此種驅動力受到壓抑連結在

一起。在這樣的「尼采－佛洛伊德式」背景［這是羅逖(Richard

Rorty)的講法］之下，齊美爾(Georg Simmel)和米德(George Her­

bert Mead)得以觀察到自我在社會互動中被加以形構的方式，

並將自我形構(self-formation)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的變異情況加

以概念化。自此之後，一種關於自我的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開

始發展，其特徵爲重要的進步與洞見。它不再仰賴那些有關人

性本質的假定，而且同時能將自身的研究發現與兒童心理學及

現象學(phenomenology)連結在一起。它強調自我由社會所建構

出來的本性，但仍舊有能力（至少在原則上能夠）分析自我形構

的特定社會脈絡，因此它運作的方向，傾向於一種有關自我的

比較歷史社會學(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of sel伍ood) 。同

時它也能展示，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如何透過社會互動，在生命

旅程的各個特定階段發展，而無須預設在現代性之下有個自我

存續的個人存在(Joas, 1998; Straub, 1998) 。

此論述就許多方面而言都極有說服力，同時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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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由於齊美爾和米德進行了反思，以致於

在社會科學對人類自我的理解，變得複雜許多。然而，當人們

在研究有關自我的議題時，依然缺乏一種明確的說法，而無法

確切說明自己真正所研究、真正感興趣的東西究竟爲何。近年

來，當「自我的去中心化」 (de-centring of the self)與「後現代

自我(post-modern self) 」的概念被提出時，人們再度懷疑，自我

可能屬於那些「根本上備受爭議的概念」 (Gallie, 1955-6) ，在

哲學與社會科學當中就存有許多這樣的概念。「自我的去中心

化」明顯是一種理論上的概念，要求人們重新思考何謂自我。

62 「後現代自我」主要指涉所謂的經驗觀察，該觀察認爲，即使

是最複雜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它們向來所慮及的自我，仍

遠不如真正的自我來得短暫易逝且難以捉摸。在這些議題出現

之後，我們可以觀察到各種論述的一種全新分類。看來似乎有

些思想上的分界線幾乎是不可能跨越的。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此章將嘗試探索有關自我的概念性範疇，尤其旨於辨識出那些

論述之間的共通點。

「去屯心化」與「後現代自我」的理念，都對某種觀點

的一些主要意涵表示質疑，該觀點以較為標準的社會學角度

去看待自我，即把人類自我的存在視爲一個單位，並將其持

續性視爲跨越時間的「同一個」自我。我必須在下文中進行

進一步的考量，以確認此種主張是否確實站得住腳，並且到

何種程度。然而，這個假設並非完全不合理的，因爲事實上，

「自我」一詞常和「認同」 (identity)一詞畫上等號而被加以

使用，而且此種情況有增多的趨勢，儘管在大多數的理解

中，「認同」確實是將存在設定爲一種實體，此實體持續和

自身保持相同的狀態。在現今的社會科學中，「認同」意味

著「自我連續性」 (continuity of selfbood) 。我們將從這點開始

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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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我和認同

「概略而言，說兩件東西完全一樣等於是胡說八道，說一

件東西和它本身完全一樣則是廢話」 (Wittgenstein, 1984a: par. 

5.5303 ;另請參見 1984b: par. 215-16) 。時至今日，大多數人似

乎已經忘記年輕的維根斯坦所提出的這項洞見，至少在社會科

學中是如此。雖然認同一詞已獲得廣大民眾的承認，但在現今

有關認同的討論中，卻普遍存在著困惑，因而顯示出維根斯坦

的這項粗略評論依舊舉足輕重。如果我們屈從於誘惑，而在無

意義(the nonsensical)和虛無(the void)之間作出區隔，那麼我們

將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亦即任何模糊的希望｀想要得到一些

有效而重要之殘餘洞見的希望，都有消失的危險。最晚在這個

時候，我們必須停下腳步，重新思考我們進行該追尋的基本理

由。在將目標訂在理解「認同」與「自我」之前，比較聰明的

做法，似乎是先去理解使用這些術語的各種方式。

顯而易見地，我們沒有義務去支持維根斯坦的懷疑論0

(scepticism) 。然而，無論我們是否贊同他的說法，他的這項主

張都表達出，每一項對於「認同」的指涉，都必須有一件「東

西」是與自身相同或不同的（確切而言，必須有兩件東西存在，

即我們所考量的客體，以及和此客體相同的另一件東西。我將

o ：後來維根斯坦自己歸納出一種看法，認為雖然認同的概念可能沒
什麼可再加以說明的，但認同一詞所界定出來約那些問題，卻榷實有助

淤更進一步的討論。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書中，

有關認同標準的問題是主要核心。然而，維根斯坦在書中不再提供答案，

而是承認某個根本問題的存在。在哲學中，所謂的分析傳統及歐陸傳統

也擁有同揉妁洞見（即使其中有許多不同點），認為這個問題是至為重要

的。本章的目標之一，就在菸將其中的一些反思帶回到社會科學的範疇

中。



璽l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在下文中回頭探討此問題）。這就是為何，當我在晚近的許多

書籍或文章裡，發現「認同」的出現竟然缺乏一個客體時，會

感到訝異。現今有關認同的討論，似乎已不再自我侷限於這項

要求。人們在提及認同時，已有可能無須指明什麼人或什麼事

物，和自身或其他事物是相同的。使用語言時的疏忽似乎不是

唯一的理由，甚至不是主要的理由；語言的使用常常指出思想

上的問題。首先，讓我用以下方式說明這個問題（此問題將伴

隨著所有接下來的討論）：有關認同的討論，旨在斷然地概念

化某種事物，而此討論避免以較經驗性的用語，去確切地指明

這種事物。

63 若進一步觀察，我們將能對一些議題進行初步的分類。在

社會科學中，「認同」一詞主要有兩種使用的形式。若是作爲

「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或「個人認同」 (personal identity)的

簡略表達形式，它指的是某個人意識到自己長時間地持續存

在，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本人與「一種認知到自己持續存在的主

觀感受，以及一項連貫的記憶」具有某種連結(Erikson, 1968: 

7) 。「社會」或「集體認同」二詞擴展了這個理念，而指涉某

種有關集體自我(selfhood of a collectivity)的感受，或是某個人

感受到自己屬於一個由相似人群組成的集體。這裡的「認同」

便意味著將自己和其他人「認同」 (identification)爲一體（相關的

詳細討論，參見 Assmann and Friese, 1998; Friese, 2001a) 。在團體

中意識到自己和其他成員相同，也就隱含著想到自己與那些不

屬於這個團體的人有所不同。目前這種現象被放在一些術語的

大標題下進行探討，例如異己性(alterity)或殊異性(strangeness) • 

也以設定界線爲題進行討論，此界線清楚劃分何者爲自己的，

何者又爲他者的。

這種將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或集體認同區隔開來的方

式，在其他方面極為實用，但此處卻動輒模糊了這兩者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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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就某種意義而言，自我認同時常是「釷會的」，因爲某

人和特定他人的關係，被視為對他自己的生活取向會有重大影

響。另一方面，似乎唯有當某個單一個人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因其自我認同而從相同的集體性之中脫穎而出時，集體認同才

會出現。我們需要更多基本的說明，以釐清這些圍繞在自我和

認同上的論辯路線。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試著辨別出那些不同

論辯路線之間的分界。

我們可以一些範例爲起點。在可視爲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

主流的那些論辯之中，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作品是相關資
料的中心點（參見 Lapsley and Power, 1988; Slygoski and Ginsburg, 

1989) 。相對而言，若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去進行心理分

析和精神分析，那麼即使這些分析是以理念的歷史爲起點，並

提及尼釆、佛洛伊德和齊美爾（例如在 Weir, 1996 一書中），也

往往全然無須指涉艾瑞克森的作品。如今，文化、媒體與傳播

硏究常常會以現代認同和後現代認同做比較。在完全不去懷疑

那些研究發現是否可信，以及那些呈現方式是否充分的情況

下，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理論指涉(theoretical references)通常是

非常散漫且偶然的（例如 Kellner, 1995; Morley and Robbins, 

1995) 。於是，「認同」一詞表達了某種表面的共識，而極多樣

的指涉秩序就在這種共識之下興起。有鑑於此，我們甚至可以

懷疑如下的宣稱，即人們是否真的對「認同」愈來愈有興趣。

接下來，我將試著論證，有關自我的論辯是在一個語意的

空間內進行，在這個空間裡，有關個人認同的理念以各種方

式，連結到意義、現代性與差異性的概念上。如上所述，對於

自我連續性與連貫性的強調，在此論辯中將被視為現代主義的

立場。它受到侷限而必須持續以有關人類自主性和能動性的理

念，作爲解釋何謂現代性的基本原則，意即是否有可能藉由有

意識的人類行動去形塑世界。此種現代主義並未緊繫於某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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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政治思想形式的原子論個人主義和理性個人主義，在這些

思想形式中，最值得一提的即爲新古典經濟學與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有鑑於人類行動的物質性(corporeality) 、

置身性(situatedness)和可能的非目的論(non-telelogical)等特徵，

64 此種現代主義是樂於接受重要的限定條件的（關於此種概念化

過程，參見 Joas, 1996) 。然而，由於它無法揚棄認同與能動性

之間的連結，因此必須堅稱自我具有某種重要程度的連續性與

連貫性。

針對此概念化過程而提出的反對意見，可往兩個截然不同

的方向行進。就一方面而言，我們可以主張，每一種形式的自

我，都有賴於特定個人在形塑自已生活的重要取向時，唾手可

得的那些文化資源。人們對自己的生活賦予了意義，而在道德

文化語言(moral-cultural languages)的幫助之下，詮釋自己的情

況，那些語言在人們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並圍繞在人們身邊。

現今幾乎已遭淘汰的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 ，是此種

理論化比較強烈的形式，但許多當代的社會理論，卻採納了此

種理論化較不強烈的形式，這種形式確實支持了有關自我連續

性的理念，但它認為這個自我是根植於社會脈絡之中，而非自

主的。

另一方面，那些質疑自我連續性與連貫性假定的人，採納

的則是有關差異性及異己性的概念，這些概念無法被化約爲另

一種理念，該理念主張自我是藉由和他人產生關係，亦即藉由

互爲主體性(intersub」ectivity)去加以形塑的。更確實地說，這些

概念強調人具有非認同式(non-identitarian)的特質，而將「我之

異己」 (the other in me)（參見 Critchley, 1998 以瞭解對於 Levinas

and Blanchot 最晚近的論述）的議題指定為一種哲學問題，而非

直截了當的社會學問題。縱然此種觀點在德希達(Jacques Der­

rida)的作品中最為顯著，但它完全不受限於後結構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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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條論述路線上，我們可發現此觀點被當成是思考的先決

條件，例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78: 183-7)在論述中，

即堅持「二合一」 (two-in-one)的想法，將個人與自我之間的關

係當成是與另一人的關係。

在本章接下來的部分，首先我將嘗試表明，儘管這三種論

述之間有些交集點，但它們提出的有關自我問題的方式，是截

然不同且無法彼此化約的。透過詳細的分析，我將證明前兩種

論述將張力的出現視為一種結果，由於這兩種論述的概念術

語，最近曾和經驗研究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形構而進行的研究

發現有所衝突，因此產生了上述結果。如此一來，對概念的批

判就指向了第三種論述。然而，此種論述雖一向爲社會科學所

接受，但其接受程度卻極為有限，這尤其是因為它在社會科學

中提出了一些基本問題，這些問題關乎於理論化的可能性與形

式。它也無法取代另外兩種論述，因爲它不能處理它們所處理

的議題。但是，我們在全面理解有關自我的問題群時，必須將

它納入論辯之中。

貳、關於認同的論述

一、認同與意義

在有關意義的論述中，「認同」一詞被加以援引，用以指

定人們之間的連結形式，原則上此種形式有能力維繫社會秩

序。即使並非總是那麼明顯，此種論述還是構成了文化分析傳 65

統的一部分，並至少可追溯至赫爾德(Gottfried Herder) 。此種思

想的要素一直持續存在於文化人類學和那些社會學的流派之

中，那些流派強調有關社會規範性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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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的問題，例如涂爾幹與派深思(Talcott Parsons)的作品即

是如此。

「文化」指涉共有的信念、價值觀、規範與行爲模式。因

此，文化理論化傾向於假定人們都瞭解自己所處社會的文化特

質，其瞭解程度至少足以讓人們展現出這些特質，即使他們並

非總是能夠加以詳細說明，或是評估這些特質的影響範圍、又

是和哪些人共享這些文化特質。正如文化理論學者傾向於主張

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們對於自己所屬的社群擁有某種概

念。此種歸屬感即爲他們的集體認同。從文化觀點來看，集體

認同是那些人彼此之間最重要的連結（有關晚近文化主義的討

論，參見 Friese and Wagner, 1999b) 。

此種對認同的理解，似乎已不再以利益的概念為中心，但

直到大約二十年前爲止，利益的概念一直是那些關注社會整合

之社會科學派別的核心＠。於是，有關結構與系統的語言被用

以形容社會生活，人們則被認爲受制於他們的角色和利益，而

我們也能反過來，從這些人在結構當中所處的地位，推論出他

們的角色與利益。相對而言，在較晚近的討論中，社會生活是

透過意義和價值去加以整頓的。人們在各種文化中共同生活，

不再藉由他們的階級地位去認知他人的相似性或殊異性，而是

透過他們的認同來進行（類似的討論參見 Griswold, 1994: xiii; 

Lamont, 1992: 179-80; Lash, 1994: 214-15; Smelser, 1997: Chapter 

3) 。然而，在二十世紀晚期的條件之下，此種回歸到文化詮釋

的做法，無法在完全不做更動的情況下進行。

在文化思想史中，有關語言共同性(linguistic commonality) 

的假定，應該會導向一種理念，即認為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根據前一個章節所提出的覬點，這意味深表3也導致人們彼此間的

前政治關係(pre-political ties), 必須成為主要的核心，而非社會連結的

後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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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文化語言認同(cultural-linguistic identity) 。擁有共同語言

和價值觀的人，具有一種原始共同性(primordial commonality), 

而此共同性有助於形構政治社群。這樣的概念在十八世紀末於

德國開始發展，特別是對啓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做出回應，譴

責這兩者所仰賴的是空泛的抽象概念。法國大革命自身經由政

治取向與選擇，將國家的政治認同建立在一種有關成員

(membership)的理念上，因此它反對將語言視爲界定成員的標

準，而認爲特定個人有意識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標準（參見第二

章）。

此種對於文化和語言同質性的假定，不但一直備受爭議，

且以當代社會的經驗而言也是站不住腳的。因此，更多有關文

化認同的晚近討論，就引入了有關「文化複雜性」 (cultural

complexity)的概念(Hannerz, 1992) ，並認為一些文化（包括次文

化和反文化）有可能在同一個領域中同時並存。反過來說，現

在人們也同樣認知到，某些文化有可能在不去排除或主宰其他

文化（國家文化即處於這樣的假定）的情況下，大幅擴展其版

圖。猶太文化或「科學文化」 (culture of science)即為顯著的例

子。然而，即使是那些向來作為人類學傳統客體的文化〔例如

薩摩牙島民(Samoan Islanders)的文化〕，也被分析爲「多元在地」

(multi-local)文化，而強調經由移民所造成的空間擴展，以及各

種歸屬連結關係的同時存在(Sahlins, 2000) 。

在這些局部的認同（這些認同處於以地區劃分的社會裡）當 66 

中，有一些是目前的焦點所在，人們依據該社會中的霸權認同

團體(hegemonic identity group) ，或是直言不諱、或是暗示性地

對上述認同進行分析。舉例而言，「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

一詞主要是用以描述少數團體，例如美國黑人。同樣地，從女

性主義觀點出發的性別認同探討（即使它現在已超越了這個觀

點），關注的是女性在男性宰制的社會中所擁有的認同。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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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設定及排外的種種條件下，認同變得關係重大，並因此被那

些遭到邊緣化或排斥的團體當成主題。接著我們可以歸結出，

對霸權團體而言，認同並非重要的議題，這些團體顯示出某種

普世化推論(universalizing reasoning)的傾向，而根據該項推論，

特殊性是無法持續存在的。

有關文化與文化認同的這些傳統概念都經過修改，而如果

所有這些修改被視為一個整體，它們會傾向於削弱意義論述的

原有探尋，該探尋所屬的範疇，旨在根據人們詮釋世界的模

式，去尋找他們彼此之間由認同所構成的共同性。此種共同性

被認爲先於實存的人類，而且是真正集體性的，這樣的共同性

即爲組織社會生活的要素。根據這樣的觀點，單一個人唯一的

重要性，在於他們與其他人所共有的事物。然而，晚近對此論

述的修改在日積月累之下，於概念上導致共同性與集體性雙雙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界線和排外的重疊秩序，這些秩序處

於人類的多重性之內，也位於各種多重性之間，而這些多重性

是由論述形構而成的。如此一來，得到強調的並非與他人的共

同性，而是和他人之間的差異性。就此我們可得出某種結論，

即人們同時拋棄了有關自我和認同的推論文化形式。

然而，拋棄的過程看似容易，實則不然。泰勒(Charles Taylor) 

在《自我的起源》 (The Sources of the Self)一書中進行研究時，

是從廣為人所熟知的論證出發，該論證主張現代性的出現，

指出我們再也不能假定有關道德評估的共同架構是存在的。

於是，那本書在剩下的部分中，主要強調的是，即使人們有

能力並傾向於質疑該種架構的存在，但這並不會致使人們得

以理所當然地認爲，我們根本不須要這樣的架構，而泰勒將

以上此觀點稱作「自然主義假定」(naturalist supposition)(Taylor, 

1989: 30) 。如果是這些架構賦予了人們認同，並允許他們在

社會及道德空間中自我定位，那麼它們就不是「我們所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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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東西」，也可能不是創造者。我們必須將它們視爲「某

些問題的答案，那些問題對我們而言是無法逃避且先已存在

的」，抑或換句話說，「它們是具有爭議性的答案，可用以回

答無法逃避的問題」 (Taylor, 1989: 38-40) 。在此，泰勒擴展了

有關無法逃避性之概念的輪廓，視之爲在現代性條件之下，

有關自我之道德社會哲學的一部分。

二、認同與現代性

那些將自我連結到現代性的論述，大部分（至少就其所有

較複雜的形式而言）都假定人們本質上具有社會性（或文化

性），並以此作爲出發點。然而，此種假定在這裡並不會導致

我們以社會化形式的角度，去對集體認同進行探查。我們反

而會將有關自我形構及個人認同的條件與可能性，轉移至我 67

們所關注的中心點。在此，自我認同的形構，被理解為形塑

並決定了一個人長期的重大生活取向。因此，此種經常根植

於（社會）心理學的論述，與上文所概述的認同文化主義概念之

間，就呈現出一種基本張力。根據文化主義的概念，人們彼

此的共同性是主要的議題，而前者論述卻將單一個人放在最

顯著的位置。認同的形成與個人性之間並未預設有必然的連

結；只要人數夠多，人們也能形成相同或極度相似的認同。

但在此種論述中，單一個人的認同卻是備受關注的核心，而

非團體、文化或社群。

根據這樣的觀點，認同的形成過程有時被認爲是有關人

類生活的一種人類學常態。它關係到某人對於自我存在的意

識形成過程，因此就生物學角度而言，也關乎於青春期。在

成長時期，有關認同的危機相應出現；更確切而言，應是一

個人在其認同形構(identity formation)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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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危機＠。自我認同一旦被建立起來，隨即就會被認爲基本上

是穩定的。由於有關自我的真正概念，和連續性以及連貫性有

所連結，因此穩定性被轉化為一種概念上的假定O 。

然而，更具體而言，我們也可宣稱此種連續性及連貫性的

出現，是在現代性的條件下，有關自我的一種特殊問題群。如

此一來我們便會主張，唯有現代人類才瞭解自我意識的形式，

該形式讓人們得以談論認同的形構過程，同時在隱含的層面上

論及認同的危機。此種觀點可能是一種概念上的結果，源自於

對現代性的某種特定理解。若我們認為，現代性的特徵是否定

所有的肯定性、有某種有原則的懷疑主義盛行，並懷疑個人有

關世界的知識，那麼立即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必須質疑自身在

世界上的定位、自我的穩定性，因此也必須質疑有關認同的問

題（相關例子參見 Giddens, 1991) 。有種觀點認爲，人們必須自

行建立自己的自我認同，此種觀點同樣也能被視爲具有現代性

的特色（參見 Hollis, 1985) 。於是，現代性就被確切界定為一種

情境，以上的觀點就在該情境中普遍盛行，而不是將認同形構

與認同危機視爲現代性所造成的結果。

然而，現代性和認同之間的此種關係，也必須從歷史角度

去加以概念化。歷史上的分析與理論上的分析具有某些交會

點，但前者進行的方式和後者頗為不同。我在本書緒言已指涉

＠：這將會是一般的假設。但稍後生命中的主要斷巢，也能用以下兩

種方式加以分析，首先是以人們試圖維持自身認同的面向來看，其次則

是將斷裂視為一種認同的危機，而類似淤青春期間，初次建立認同時經

當遭過到的危機。舉例而言，遷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脈絡，或是在社

會中逐漸意識到自己身為少數分子的地位時，都可能會完全粉碎現有的

取向，進而導致認同危機的出現（有關遷移的論證詳析，參見第四章及

第五章，以及那兩章之間的小節）。

o ：參見 Cohen, 1994 。除此之外，有關個人認同的概念也可連結到

角色與地位；如此一來，此概念就能和社會分析之間建立超連結，例如

在一些人類學理論，以及派深思所啓發的社會學當中即是如此。



第三章自我連續性 • 

此種對現代性的雙重取徑，而在前兩個章節中，也已充分指出

各種鑑定現代性年代的方法。正如上文所言，我們在當前脈絡

中所關注的是，有種關於自我的、較具體的社會科學觀點直到

二十世紀晚期才姍姍來遲。若我們確實想要假定現代性與認同

之間息息相關，那麼以上情況相對於幾乎所有現代性的周期化

過程(periodizations) •似乎是一種長時間的「延遲」。此種延遲

至今並未受到矚目，而應得到知識社會學家與科學社會學家更

多的注意。這也就是說，它指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古

典」社會學家（更不用說他們的「前輩」），暗地裡追求一種相

當菁英主義(elitist)的社會取徑，甚至還超越那些由莫斯卡 68

(Gaetano Mosca) 、巴瑞圖 (Vilfredo Pareto) 與米歇爾 (Robert

Michels)所發展出來的明確菁英理論。直到二十世紀早期爲

止，社會學家一直將人類視爲基本上是由社會所決定的。根據

那樣的假定，在單一個人與「社會結構」之間，總會有一種關

係不是由該個人自己（共同）創造的。這就是爲何有關認同的問

題不會自行冒出來。但就隱含層面而言，我們也必須否定此種

社會結構擁有「現代」的特性，或至少嚴格限定其現代性的程

度。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較容易理解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對有關自我與認同的社會學所做出的貢獻，是如何舉足

輕重。米德將自我的形構視為一種關係到全人類的問題，而對

此問題來說，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過程，只能藉由它們的形式

而非結果去普遍決定。如此一來，我們變得更難以從社會結構

及政治秩序當中的認同得出結論。這種現象常被視爲符號互動

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此理論據說是由米德所開創）的一個

缺點，並成爲一種據稱無法處理社會形構議題的社會理論。但

藉由同一個動作，米德也考慮並意識到自我的多元性，此議題

自從派深思更新了某種有關認同與社會的逆行綜論（艾瑞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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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此有所貢獻，但總是被人忽略）之後，已重新成爲今日討

論的焦點。

此項以社會學觀點去探討認同及現代性的做法，所擁有的

某些指涉點和哲學及文學的指涉點大相逕庭。十九世紀後半

葉，在工業化、都市化以及「社會問題」表達方法的影響下，

社會發生了動亂，此種現象常被視爲第一個將認同徹底根除的

「現代」過程，即第一個「脫域」 (disembedding)的大規模過程

(G沮dens, 1990) 。二十世紀上半葉，當人們朝著所謂的大眾社

會(mass societies)發展時，也讓某個有關個人化與自我成長之間

關係的問題得以出現。有關認同的社會學論述，第一次發現自

己與自己所探討的社會發展是同步進行的。根據此種觀點，極

權主義可依據強加的個人化過程和延遲的自我形構之間的不

平衡，而被加以分析，分析結果向來是某種「從自由中脫逃」

(escape from freedom)的傾向，同時也邁向穩定的集體認同

(Arendt, 1958b; Fromm, 1941) 。最近，干涉型福利國家

(interventionist welfare state)相當廣泛的那一套社會制度，顯示

出崩潰瓦解的跡象，這是其中一個導致社會學論辯的焦點再次

回到認同問題的原因。

有一些參與此項晚近討論的意見，對自我形式的出現進行

診斷，此議題無法輕易地歸屬到有關認同的傳統概念之下。我

們已不能說，連續性和連貫性是當代人類重要生活取向的特

質，取而代之的是短暫無常、不穩定與容易改變。有些人感到

惱怒，是因爲這些取向被稱為「認同」，即使這個詞的詞源具

有反直覺性(counter-intuitive etymology) ，但只要加上「後現代」

這個形容詞，就能將之加以抵消（參見 Lash and Friedman, 

1992) 。舉例而言，凱納(Douglas Kellner)將一九六O年代與一九

九O年代的自我形式做比較，判斷出它們之間的主要不同點。

一九六O年代時，「穩定、實質的認同，至少是現代自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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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規範性目標，雖然此種認同是具有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e)

且被自由選擇的」。一九九O年代時，認同「成為一種自由選

擇的遊戲、一種自我的戲劇性呈現，在這樣的呈現過程中，人

們能夠以各種不同的角色、形象及活動將自己呈現出來，此種

認同相對而言較無關於移轉、轉型以及劇烈的改變」 (Kellner,

1992: 157-8 ;另請參見 1995: 233-47) 。

如果此種針對認同的歷史轉型而做的判斷是正確的，則它 69 

們必須質疑有關認同的整個現代主義概念。如果有段過渡時期

導向「後現代」情況，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用以建構出穩

定個人認同（以「現代」的意義而言）的先決條件和／或必需事

物不再存在，則人們便只能較為籠統地談論自我形構在歷史上

的各種不同境況。以多元的自我形式而言，「現代」形式和「後

現代」形式將構成其中的兩種可能性。然而，那些判斷是否正

確，是非常令人懷疑的。雖然在那些作品中，有一些在方法論

上極爲複雜精密，但接下來它們很難假定，也很難去探究，自

我形構的各種形式是社會結構所獨有的，同時在社會結構內是

同質的。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各種不同的自我形式在

當代社會世界中同時並存，而沒有任何一種形式是占上風的。

因此，那些晚近對自我進行研究、並在概念上有所貢獻的意

見，不應被視爲以全新、「後現代」的角度去理解自我與認同，

而是它們打斷了認同與現代性之間，一種在概念上的牢固連

結，這種連結是由一些較早期的理論家所提出的。

有關自我理解的此種開創性見解，鬆動了認同和現代性

之間的關係，因此這個論述就有如將認同連結到意義的論述

一樣，展現出某種張力的存在。問題的範圍必須加以擴大。

我們必須將社會科學論述中的認同建構轉移為關注焦點，而

非以一種直接的經驗式方法，繼續追問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

是如何建構的。如此一來，認同的概念就無法避免地和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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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差異）產生形構上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早已存在於哲學討

論中。

三、認同與差異

在任何支持強硬本體論的哲學當中，認同的概念都是最爲

重要的核心，至少在隱含層面上是如此。基本現象的存在不僅

是毫無疑問的，且能被加以界定，它們也能長時間保持穩定，

因而能夠經由時間去加以追蹤。它們穩定的存在，使得各種現

象也變得明晰可辨。若要說明一種現象的認同，就意味著要指

出它和其他現象之間的差異。在進行這個步驟後，已被認同的

現象與其他因素（例如因果及依賴）之間的關係，就能加以確

定。然而，差異卻總是早已預先形構的。人們妄求能夠立即而

肯定地點明某種情況，而這種情況唯有在將一樣東西和另一樣

與之有所不同的東西區分開來時，才能被加以創造。唯有將認

同及差異想像爲同一個動作的局部，認同一詞意圖處理的問題

群才會顯現出來。

70 哲學和科學經常採用此種有關認同的邏輯，此邏輯將所觀

察現象經已被加以描述的穩定存在，轉化為在哲學—科學運作

(philosophico-scientific)中的一個假定。然而，確切而言，對於

這個有關存在的主張，我們應該有所保留，而認爲它僅是調査

的一種可能結果。若必須將那些不屬於該特定硏究的其他面向

納入考量，則以上程序將在實用面上得到證成＠。然而，對於

那些構成理論要素的概念（例如「認同」），我們卻缺乏任何反

＠：紀登斯在其〈社會的構成）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I 984)一書中，
提出方法論式的結論時，相當正殯地提出這項襯察。然而，在其之後的
作品中，他似乎將這種合理的考量重新詮釋為一種許可，此許可能夠規
避棘手的概念及理論問題，結果，《社會的構成》一書所要求進行的研
究計畫，迄今仍無多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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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性評論去探討其地位，這是難以證成的，同時，提出此種評

論的權限也不能理所當然地侷限在那些科學哲學家身上，因為

如此一來，他們的探討將會對實際的研究實踐起不了多大影

響。

卡維爾(Stanley Cavell)的反思提供了一個範例，他在思考

有關自我的問題時，並不預先假定一種認同的概念。這個範例

的特質是，它橫跨了哲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卡維爾本人認

爲，此種做法嘗試復甦愛默森的完美主義(Emersonian perf ec­

tionism)以及維根斯坦的文化哲學(philosophy· of culture)(Cavell, 

1989; 1990) 。卡維爾告誡人們「不要以任何固定的、形上學的
方式去詮釋有關自我的概念」，同時臣對人們「將本體自我
(noumenal self)視爲一個人的『真我』 (true self) •並認為該本

體擁有慾望而要求得到展現」，他警告人們，這樣的想法將使

得「所有可達致自我(attainable selves)的最終結果，就是自我

與局部(partiality)的不存在。愛默森曾多方曲地否定這種可能
性」。相反地，卡維爾主張，「有關自我的概念一定要能包含
我們所謂的一種直覺，這種直覺有一部分順服其對自我的概

念，因此也相信有關與自我保持距離的概念」，或者換句話

說，他所提倡的理念是某種「尙未達致但可能達致的自我(the

unattained but attainable self) 」:「自我的其中一個面向總是以某

種方式遭到否定」 (Cavell, 1990: xxxi, xxxiv and 12)@ 。卡維爾

沿用了愛默森的主張，也確實沿用了維根斯坦與海德格的評

論，而在此提出，有關尙未達致與可能達致的敘述，是自我

的組成要素，也就是說，他使得達致性的問題成爲自我理論的

核心特質。

@ ：卡維爾補充，有一種「社會的同伴概念」 (companion concept of 
society)伴隨著類似的「局部符合其正義原則」 (partial compliance with its 
principles of justice) 。在類似妁情況下，我們也能將此評論用淤探討集
體認同與道德及政治哲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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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的詳析來說，有關認同的概念確實是主要關鍵，這

可從兩個方面來看。就一方面而言，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的

概念己成為社會理論化的核心要素，同時也以某種方式成爲

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顯著議題，該方式正如上文所示，已在

理論化與研究之間製造了新的張力。另一方面，在社會科學

中，各種類目及思考模式的語言形構過程自身變得充滿疑

義，尤其是有關認同的假定，而這種情況有一部分是由上述

張力所造成的。

然而，有關認同邏輯的「解構」〔此解構有一部分是藉由

觀察「人文科學的論述」 (Derrida, 1978a)而被加以詳析的〕，至

今卻只遭到社會科學百般不願、且選擇性地接受。就一方面而

言，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於個人「認同」

內的斷裂與不一致性，以及各種集體「認同」之間的不對稱關

係。有種概念上的轉移發生，並在經驗研究的呈現中變得顯而

易見。另一方面，關於差異的論述，持續對社會科學哲學提出

一個問題，此問題的所有後果雖已獲承認或接受，但承認度或

接受度依然極低。有時，我們甚至會有種感覺，即這個問題的

重要性雖然已被察覺，但同時也被壓抑並否定0 。相對而言，

若要認真看待解構過程，就必須對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論的一

71 些基本假定，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有關認同的討論可作為一個

範例，顯示此種質疑必須往哪個方向行進。往此方向邁進的第

一步，是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清況進行探索，這些情況源

自於有關認同的論述，但最終卻無法以社會科學的既定方法去

加以處理。

e: 本章或甚至本書並沒有玕心去繼續有關解構的論辯，在哲學之

中，這種論辯－直相當熱烈地進行，哲學也較有能力讓這種論辯進行下

去。即使是在分析性的語言中，也能夠相當容易地看出解構的重要性，

參見 Wood 1990 。在本書中，我指涉鮮構時，主要侷限在兩大目標：拓

亢社會理論化的空間，以及強調社會理論必須論及各種問題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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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認同的二律背反

一、認同作為選擇或命運

有關認同的討論，重現了人類先天與後天特質在社會學上

的差異，因此也重現了傳統與現代之間充滿疑義的界線。現代

人類據稱是主動選擇他們的個人認同的，但他們傳統上的前人

卻甚至不知道有關認同形構的問題，因爲他們是由社會所決定

的。在有關集體認同的討論中，有種類似的區別也被創造出

來。正如雷南(Ernest Renan)所言，有些社會形構的特徵爲社群

「天然」標記(natural markers)的共同性（例如膚色或性別），若

以現代性作爲尺度，這些社會形構可和那些由選擇所創造、並

不斷重新再造的社會形構區隔開來，例如由日常性公投(daily

plebiscite)所建立的（政治）國家。

無論是在社會科學的論述中，還是在政治論辯裡，此種區

別都沒有消失。它們確實指出一個現存的問題群。然而在同一

時間，它們對這個問題群的表述方法，卻建立了一種概念上的

二分法，而此種二分法是任何類型的經驗研究發現都無法再消

解的。一旦我們對認同的形成採取一種互動論(interactionist)的

立場，上述情況就會變得顯而易見，乍看之下，互動論立場似

乎是一項中立的基礎，將另外兩種觀點連結在一起，但事實

上，它卻打開了更廣闊的觀點。從互動論的觀點來看，我們對

於自身（或是我們對其有歸屬感之團體）的理解，是藉由將某些

形象回投至自己身上來建立的，這些形象即為他人（我們與之

有所互動者）對我們的印象，同時他們也將這些形象傳達給我

們知道。如此一來，有關認同之先天特質或後天特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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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得無話可說了。若沒有那些形象，認同就無法建立起來，

因此認同一直是社會過程的結果。與此同時，若沒有和那些形
象產生連結，認同便不會出現，而那些形象的純粹存在是沒有

任何意義的。

這樣的觀點一旦被加以表述，看起來簡湞就是陳腔濫調。

然而，若認真看待它，我們可能因此得以從較廣泛的角度提出

一些經驗問題，以及有關認同論辯的一些政治意涵。舉例而

言，作爲一種直接的後果，我們必須將之視爲一種先驗情況，

此情況完全不確定一個人的「自然」特質是否會成為決定此人

之認同的標準，亦即這些特質是否會被認為賦予一個人重要的

生活取向。同樣地，我們也沒有任何普遍的方法，為集體認同

的建立定出一個標準。若以歸屬感來看，母語或空間上的接近

也許關係重大。然而，這種情況如果出現，必然是在經驗了其

他人的觀點之後，所導致的結果，而不是由隔離出來的選擇或

預先的決定所造成的。舉例而言，關於法國與德國之間國家認

同的相互形構，最近有人對此進行探究，而對這兩國之間的互

動及交流進行歷史分析，尤其是那些在十八及十九世紀期間的

互動(Espagne and Werner, 1988 ;有關制度上的相互形構，參見

Zimmermann et al., 1999) 。

72 因此，即使對任何假設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具有固定形式

或內容的假定，抱持一種批判性的立場，也並不會導致我們無

法從歷史和經驗的角度去研究認同的形構過程。相反地，此種

立場使得某個問題得以浮現，該問題一直存在於有關認同討論

的背景中，但其論述取向(discourse-orienting)的特質卻仍有極大

部分是隱藏的。這個問題關乎於人類行動的能力，亦即能動性。

當認同明顯和意義產生連結時，這樣的概念往往帶有引導

行動的功能，同時就隱含層面而言，也意味著侷限了行動。如

此一來，認同就標示出規範的內化(interiorization of norms),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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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較寬鬆的角度來看，即是將意義的各種樣態挪用為行動的

必備資源與條件。相對而言，有關認同的現代主義論述將人類

概念化，認爲人們對他人而言是自主的。因此，將認同理解為

個人自身連續性與連貫性的這種想法，就變成了行動能力的一

項先決條件。

在類比的情況下，各種集體性也藉由它們的認同，「爲它

們自己」確立了存在，並藉此成為集體主體兼行動者。此種現

代主義論述的後來轉化形式，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論辯

的關鍵要素；現今它只受到極少的關注，因此人們很容易忽略

以下兩者之間的平行，其中一方是個人認同的現代主義建構，

另一方則是集體認同的現代主義建構。於是，有一些有關差異

的論述形式便確切強調了此種現代主義觀點的虛幻特質。將個

人（或集體）從其脈絡中突顯出來的這種做法，被視爲一種論述

上的建構，而非對真實的描述。因此，有關主體去中心化的此

項原理，在這些論述中便導致行動的能力消失。

以此種方式概述三種有關認同的論述之後，有關「認同」

之認同的問題（此問題在一開始便已被提出，結果卻延緩至

此），以更爲急迫的形式重現。在這些論述中，除了人類的行

動能力之外，「認同」是否還指涉其他任何東西？或者，這樣

的概念莫不是取代了我們在這一點上原有的立場，並以某種論

述（該概念被視爲此論述的一部分）的角度改變了意義？這種

推測認爲，「認同」指出了有關（個體或集體）人類行動能力的

問題，在我們試圖於社會科學中定位有關認同的概念時，這樣

的推測便提供了第一項要素。

二、認同作為自主或宰制

在以現代性爲中心、有關認同的論述中，這個面向最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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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而肯定地被加以強調。若就其強大的意義來看，能動性被理

解爲一個人賦予自身法則之能力的話，那麼這個人的連續性與

連貫性（即認同），就必須是先決條件。對此種自主能力的強

調，同時是哲學和政治理論中，有關現代性論述的基本要素。

探討現代性的社會歷史研究，大部分也不會跨出此種基礎。充

其量而言，這些研究會探討認同形構所需的社會條件，而聚焦

於某種理念的散佈，該理念認爲，人類生活的法律不是由外部

來決定，而是由人類自己決定的＠。

73 若要假設人類擁有自主性，就必須再假設人類原則上有能

力脫離社會化的脈絡，而認同形構則是在此脈絡中進行的。內

在〔「精神的」(psychical刃或外在〔「社會歷史的」(socio-historical) 〕

條件都無法完全決定人類的行動（參見 Castoriadis, 1991: 

143-6) 。對認同的「現代式」理解，是以能動性為取向的，它不

能假設個人深深「根植」於精神或社會脈絡之中。否則，以「現

代」意義來看的所謂行動，就會變得是無法想像的。

然而，這個以現代性爲屯心的論述，卻無法爲自己提供一

種方法，以確保其自身的有效性。「自主性」的出現無法由經

驗決定，因爲如下情況永遠無法被排除，即各種脈絡因素（若

它們得以被納入分析之中）的整合會解釋特定的人類「行動」。

無可避免地，這個論述持續遭受（不同的）批判，那些批判源自

於以意義爲中心以及以差異爲重點的論述。結果，現代認同的

輪廓再次變得模糊；它退回至自己的「脈絡」當中。

此外，對認同的「現代」取徑，特別聚焦於此種「脈絡」，

而人們的行動正是在該脈絡中展開。就某種意義而言，唯有假
設一位行動者取得自身認同，脫離自身環境後，再反過來對這

@ ：這個襯點也主導了我本人對現代性的社會歷史研究(Wagner,

1994a) 。然而，我並未預設一個現代主義的立場，而是將這種立場視為

分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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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境做出行動，以上的脈絡才得以被創造出來。也是在此面

向上，另兩種論述致力於對抗以現代性爲中心的論述。尤其是

差異理論，強調了人類想要宰制的慾望，同時強調此種做法將

造成他者(otherness)被排除在現代性的範疇之外。過去三十年

來，無數的分析已逐漸塑造出某種過程的形象，在這個過程

中，現代性認同藉由強調差異而建立起來。「現代人(modern

man)」致力於使自己遠離各種不同形式的異己樣態，包括他自

身社會世界以外的大自然、原始和傳統，以及在他自身社會世

界之內的低層危險階級汀女性與瘋狂。

若以上述的批判性眼光去看待認同概念於現代性之中的

崛起，則宰制的相關性將變得顯而易見。因此，唯有透過標示

出各種（不對稱的）差異，並對他者設定界線且將之排除在外，

自主性所宣稱的勝利才會被認爲是有可能出現的。這就是為

何，強調宰制關係的後殖民主義論述、女性主義論述與其他討

論都強調差異的出現。起初，這些討論的重點常在於反認同

(counter-identities)的建立，但最近有個根本問題已變成了關注

的焦點，此問題關乎於認同與差異之間無法逃避的關連性。然

而，若不將自我和他者或是自我與脈絡加以概念化，則那些以

現代性為中心的論述內，在「行動」與「自由」等標題之下進

行探討的問題群，是根本不會成爲主題的。

因此，這種就自主與宰制的面向，針對認同和差異之間的

關係去進行的探索，就指出了我們試圖在社會科學中定位認同

概念時的第二項要素。這裡的「認同」代表了一種論述符號，

表示人們有可能脫離脈絡並和他者分離。

三、認同作為建構或真實

上述兩個有關認同的討論面向，都涉及某個第三面向，即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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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認同之真實的問題。如果認同作為命運而爲人所經驗，它

就應被視爲客觀真實的一部分。但如果它是被選擇的，那它首

先就是一些可能性當中的一個，就其本身而論（還）不是真實

的。如果認同一詞是用以表達人類的自主性，那它就是真實

的；然而，如果我們認爲這個論述是自我建構的，用以論及自

我的自主性與對於他人的宰制，那麼認同就是一項計劃，而非

已知世界的一部分。

至此，我們可明顯看出，有關認同的社會科學概念若要繼

續維持下去，以哲學角度去理解認同一詞時就必須加上某些東

西（至少是模態邏輯以外的東西）。唯有在上述的其中一種模式

中，認同的概念才能與相同性(sameness)緊密連結：如果認同

是一種命運，則單一個人或團體就會由於社會的決定而與自身

完全相同，並且會一直保持相同。然而，此種狹義的社會決定

論，實際上根本再也無法成立。所有其他的概念化過程都帶有

某種理念，認為認同必須涉及將一樣「東西」想像成與另一樣

東西相同，而非和自身相同。因此，認同的形構總是具有某個

計劃的各個面向，並且爲各種取向甚至理論所引導(Berzinsky,

1988) 。若要維護認同，就必須持續不變地維護連續性與連貫

性，或者換句話說，亦即必須持續不斷地將一個人自己的生

活，或是一個團體的生活，詮釋爲一種連續且連貫的生活。每

個認同總是包含至少一種建構要素。如此一來，維根斯坦針對

認同的存在而定下的嚴格條件，就得以放寬。但與此同時，我

們也必須全盤接受隨之而來的開放性與模糊性。

要接受這兩點，首先必須具有某種洞見，即意識到有關特

定認同是想像出來抑或是真實的這個問題，在經驗上是永遠無

法找到圓滿答案的。在每一個個體生活中，都存在著最低程度

的連續性，最基本的即為身體的存在，但也總是有不連續的清

況存在。若要提出有關認同的問題，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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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定的改變是否能被視為存在於連續性的架構中，抑或這

些改變是一種斷裂。舉例而言，對某個人來說，改變信仰可能

意味著他或她決定性地重新詮釋了自己的（同一個）宗教性與

心靈性，但對另一個人而言，這可能代表著他或她和整個之前

的生活及認同產生了斷裂。在集體認同方面也是類似的情況。

即使有可能觀察到人們彼此之間「客觀」的共同性，也不能就

此做出任何結論，歸結道那些人擁有共同的歸屬感。

這些反思將我的論述帶回到第一章所探討的、有關在社會

科學中建構確定性的討論。我當時主張，社會科學具有某種傾

向，即過度強調社會現象的存在與連貫性，因爲這是達致知識

確定性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努力過程中，「認同」的概念扮

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它近期的備受矚目，可能反映出那些岌岌

可危的努力工作已經有了某種覺醒）。「認同」也許較不常用以

描述可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之特徵，但它卻往往為那些現象提供

某種詮釋，認為那些現象的持續性和持久性，勝於它們的短暫

性與易變性。如此一來，「認同」就標示出世界的穩定性，也

間接代表著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確定性與可靠性，這也是我們

致力於決定認同的定位時，所考慮的第三項要素。

肆、認同與其他

一、傾向於概念解體的趨勢

回顧社會科學長期以來，有關認同的那些討論過程，我們

可以發現上述三個面向都具有一個相當清楚的方向。那些論辯

引領我們在以下三個面向中行進：從強調認同的先定

(pre-given) 、命運般(fate-like)的特質，到強調選擇的可能性；從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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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認同的客觀真實，到著重於認同的建構本質；以及從突顯

認同形構導致人們獲取自主性，到突顯宰制的面向。然而，無

論是哪一種情況，一些文獻（例如這本書）都根據那些研究與理

論論辯的過程做出總結，主張我們必須化解這些二律背反的情

況，而不是從第一種立場轉向第二種立場。如果這些討論中的

轉向，確實如我想要展現的那樣，將認同的概念暴露在某種張

力之下，以致認同的概念不太可能維持下去，那麼這是否意味

著我們必須完全揚棄這個概念？

若僅僅展現出我們針對那些現象所闡明的理解是充滿矛盾

的，並藉此拒絕在社會科學中有關認同的研究，這將會是沒什

麼成果的。即使這種現象無法就任何哲學意義而被稱爲「認

同」，甚至在社會科學中，也無法根據人們對許多普遍定義的理

解而被稱作「認同」，但還是有「某件事物」正被加以探討。許

多人在自身的社會化期間，對於自己的人會擁有或發展出一種連

續感，同時對他們自己長期的生命故事也會擁有或發展出連結

感。很多人都能說出他們認爲自己屬於哪個或哪些團體、他們與

該團體的其他成員之間具有哪些共同點，又是哪些東西促使他們

有別於其他團體。「個人認同」及「集體認同」確實出現了。

除此之外，現有的研究確實顯示，那個被指涉爲認同的東

西，能夠用經驗社會學的方式(empirical sociological means)去加

以研究，即使可能在概念及經驗細節上還有許多反對的意見。

這些研究所得既不導向人類學上的常態，也不在現代性與非現

代性之間劃清界線，而是導向了各種不同可能形式的「認同」。

認同可以相對穩定或相對易變，可被認知為既定的或被選擇

的，也可被視爲根植於實質自我，或是傾向於實現一個尙屬未

知的自我。有人甚至可能得出一些主張，認為不同的社會歷史

結構，對於人們生活中特定取向的出現是極爲重要的。

但也正因爲認同具有如此多樣的形式，以致對於它們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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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行的這些探討，也暗示了認同的概念可用更廣義的角度去

看。光是界定出社會科學的智識空間［即其「認知領域」 (sphere

of cognition)］是不足夠的，因爲如此一來，那些傾向於在社會

科學哲學範疇中提出議題的取徑，就會落在這個空間之外。我

們所能觀察到的這個動作，將等同於窄化問題群，同時也等於

否定了許多較晚近研究的關連性，這些研究包含了概念上及經

驗上的發現。相對而言，晚近在理論與經驗上對認同的關注，

則要求我們超出某種被視爲較狹義的社會科學和社會理論，去

進行各種概念化。

至於此種概念在經驗上的可及範疇，則有關人類生活中重 76

要取向的問題，必須和任何有關連續性及連貫性的假定劃清界

線，不以它們作爲假定。否則，所謂的重要取向一詞，就會變

得過於廣義，進而在內容上變得空泛（例如，在生活中徹底與

之前的取向脫離關係，一定會被人們以連續性的觀點加以看

待，因為進行這項脫離的是「同一個」人）。或者，在相反的

情況下，有關連續性與連貫性的假定，將會侷限人們的詮釋，

例如就某種意義而言，那些不符合此概念的重要取向，就無法

被認知爲認同形構過程的一部分。倘若拋棄這些有關連續性和

連貫性的意涵，即意味著「認同」一詞在我們分析人類生活中

重要取向的出現或改變時，便會顯得不適當的話，那麼上述的

結論就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有個問題比術語上的改變還來得重要，即爲何那些

對個人與集體生活取向和他們的社會條件之分析，會打從一開

始就被貼上「認同」的標籤。這個概念取自於哲學論辯，但同

時其原有意義及範疇卻沒有獲得延續，而是（在缺乏明確討論

的情況下）遭到大量修改。在有關認同的論辯中，最大的謎題

並非存在於晚近的研究發現之中，而是在於這個詞彙的採用與

當前的辯護。我們必須根據這個概念被揭露的那些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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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其持續性。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必須再次指出，在討論認同

時，我們同時需要以經驗及哲學作爲起點。經驗後現代主義

(empirical postmodemism)總是伴隨著對社會本體論(social on­

tology)的批判。對後者而言，最重要的理念即認爲事物的認同

是與它們自身同在的。在現代主義思想中，正是這個理念使得

社會科學和社會有可能出現。若概述我在之前討論中所彙整的

三大要素，則「認同」就自我認同與集體認同而言，都代表了

人類行動的能力、進行批判的能力，以及世界的穩定。那三個

面向所隱含的自我連續性，讓「個人」得以建構出來。尤其第

三個面向（前兩個面向也有間接的作用）更促使我們去假設，我

們有可能同樣毫不含糊地建立一個集體的實體「社會」，它的

存在不但是社會理論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道德與政治哲學所

不可或缺的（我在前兩章中曾論及這一點）。

即使觀察到這個方案無法在不受質疑的情況下站穩腳

步，這也不會導致任何「主體的終結」，或是社會性的終結，

抑或甚至是社會世界裡任何可被加以理解之事物的終結。真正

的情況是，某個像哲學自身一樣古老的問題回到了議題中，尤

其被導向社會科學方面，而此問題即關乎於在社會科學哲學

中，進行徹頭徹尾的去本體化(de-ontologization)以及去本質化

(de-es sen tialization) 。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而檢視社

會科學的概念與那些社會現象的時間性之間的關係，這些概念

即旨在描繪那些社會現象的特性（有關下文的討論另請參見

Friese and Wagner, 1999b) 。

77 二、認同與時間性

如果將認同視爲相同性(sameness)的那些主張，乍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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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意義或缺乏實質的話，只要我們將目光從存在(being)的

問題轉向成為(becoming)的問題，那些主張就有了意義。正如

我在上文中試圖證明的，這僅是以下目標的一個開頭而已：我

們必須至少將認同的一部分理解爲一項需要在長時間內實現

的計畫，以便合理化這個詞彙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

有關認同（自我及集體認同）的根本問題，可藉由考量認同

對時間的指涉而揭露出來。那些基本定義只要一個提示便已綽

綽有餘。有關個人連續性和連貫性的問題，涉及了生物學與生

命歷程。若同樣的問題是以集體爲對象，則會涉及有關共同歷

史、共同經驗的理念。認同在構成要素上是時間性的。此種觀

點的意涵，可藉由討論集體認同的例子來加以闡明O 。
只要對集體認同進行傳統分析，便會顯示現今的各個團體

都擁有共同的取向，同時該分析也會從這項觀察得出結論，而

將共同經驗的悠久歷史，視爲當下共同性(present commonality) 

的主因。歷史分析可使後者得到證實，如此一來就能成功將集

體性建構爲一種「文化」或一個「社會」。然而，這樣的推論

卻必須先假設極大程度的歷史恆常性與因果關係，或者換言

之，亦即它會壓抑時間性（參見 Friese, 1993, 1991; Game, 1991: 

21) 。

對於那些已立基於不可能狀況（嚴格來說，應是任何「共

同歷史」）的共有信念體制來說，訴諸於共同歷史的這種做法，

肯定仍舊不足以解釋那些體制的存在與堅實性。相較於任何

「共同歷史」，真正存在的唯有各種不同經驗，每一種經驗都

是獨一無二的。「共同歷史」的魔法，就如同它在國家認同理

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是一項運作，它總是在個別的當下

＠：若要針對個人認同問題而進行有關時間性的類似討論，則必須額

外考慮「主體」 (subject)妁地位，根據現代主義的襯點，主體的功用就

相當淤認同的代言人，它不但保障長期的相同性，也同時成為連續性與

連慣性的主體和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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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中發揮功用，作爲對過去的某種特定再現，並旨於建

立共同性。如果現在的人們彼此之間具有某種親近和歸屬的理

念，上述的運作可能會「有效」。但製造這種效果的，並非以

「共同歷史」形式出現的過去，而是以下兩種人當前的互動，

其一主張將過去視爲共有的事物，另一種則爲了他們自身在社

會世界中的取向，而讓自己被說服並接受這樣的再現＠。

有人可能想要提出反對意見，認爲這樣的解讀忽略了歷史

在社會學分析上的重要性，並讓某種當前經驗主義(presentist

empiricism)佔上風，該主義的支持者一直懷疑過去的可企及

性。這樣的情況，難道不是某個人冒著風險，在缺乏歷史深度，

並絲毫不理解有關行動及社會變遷的歷史可能性之情況下，去

發展有關當下的意識型態與辯解嗎(Jameson, 1991) ？相對而

言，我此處的目的並非否定歷史的真實性，而是更適切地理解

時間性與歷史的真實性。此種取徑要求我們質疑當下的地位，

並反思那些挪用歷史的模式。長久以來，社會科學只賦予此種

反思微不足道的重要性。

78 時至今日，大多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是屬於兩種類別中的一

種，而這兩種類別在面對這項議題時，都是一樣無奈的。不是

對社會世界僅有「不受時間影響的」 (timeless)大致瞭解，就是

訴諸歷史以武斷地解釋現在。在前者的情況下，經驗上的證據

（例如接受訪談時的回答），被視爲當前事實而以共時的角度被

加以分析(synchronically analysed) ，而不去考慮證據的歷史建構

性(historical constructedness) ，以及它們可能有限的持續性。這

是真正的理論當前主義(theoretical presentism) ，它在特質上以現

代主義的樣態出現。相對而言，在後者的情況中，硏究者會選

＠：此種對淤「共同歷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並不代表其相反概念

得到採納，該相反的概念主張，我們能夠自由選擇自己（個人或集體）的

歷史（參見第四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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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地挪用過去以解釋現在。在這個程序中，辨明過去與現在

之間的連續性，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先驗條件。因此，我們就變

得不可能去確定，那些研究結果的連貫性是否為選擇的結果，

抑或確實是過去與現在的行動之間，具有某種因果關係的結果

(de Certeau, 1988; Friese, 1997) 。

表面上看來，這些反思可能只是爲社會研究與社會理論帶

來了更多問題，而沒有指出任何解決方案。對於社會世界的時

間性在知識論上的意涵，我們確實沒有高明的取徑。然而，這

個章節所主張的，顯然並非結束這些論辯。一開始，我指出對

於自我（包括個人與集體）連續性的假定，是現今有關認同之論

辯的關鍵所在，接著我說明了一些和該假定有關的基本問題，

並嘗試辨明該假定為何依然站得住腳的一些原因。最後，我希

望自己已經在社會理論中，確立了對時間性的考量是無法逃避

的。然而，時間性確實已經以各種不同方式，在有關現代性的

論辯中被加以處理，但我尙未充分探討那些方式。在接下來的

兩個章節中，我將試圖做到這一點。





過去的可企及性
鬥

無涉歷史的經驗主義(ahistorical empiricism)與承載歷史的 80

文化決定論(history-laden cultural determinism) ，在分析個人和集

體認同時，都同樣遭遇兩難的情況，上一個章節將這種惰況加

以辨識，顯示出在社會科學中，「對於過去的某種概念是無法

逃避的」 (Abrams, 1972: 19) 。以上兩種方法論都藉由壓抑時間

性以試圖達成任務，儘管它們所採的形式是互相對立的。當前

經驗主義(presentist empiricism)忽視、或甚至棄絕了社會世界的

時間特質，而將探討目標侷限於唯一可企及的時間狀態（即當

下），藉由這種自我侷限的方法，將一種知識論上的兩難情況，

轉化爲一種方法論上的優點。相對而言，文化決定論則訴諸於

過去以解釋現在，如此就透過了知識論上的許可，去塡補解釋

上的空白。在前者的清況中，難以接近的過去，被假定是無關

於現在的，而在後者的清況下，有關過去可企及性的問題，則

提供了某種觀點，藉以推論出過去對現在會造成結構上的衝

擊。

我們在論及過去時所採用的各種不同方式，在此呈現為一

種有關社會科學哲學的議題，因此可被轉譯爲有關現代性的論

辯。現代性的出現，假定時間上有某種斷裂，而這麼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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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是爲了產生現代性及其先行的對應物：傳統。有關現代性的現

代主義論述，預設了這種斷裂；在這種情況下，現在經驗主義

可說是社會科學的一種現代主義方法論。由於不管在何種情況

下，現代性都存在於其和傳統之間的對立境況，同時也是藉由

此境況而存在，因此有關現代性與傳統之間關係的問題，一匱

是現代性論述的一部分。於是，當我們試圖訴諸於傳統［或以

更強力的說法，即「起源」 (origins)］去解釋現在時，此種努力

就變成是在現代性的條件之下，對於過去而做的論述，該論述

強調的是社會生活的根植性。

不同於現代主義者的一般想法，後者的這種論述並沒有隨

著現代性的自由發展而逐漸消逝。它並非在遭逢末日之後，依

然苟延殘喘的一種殘存、一種剩餘（此種想法自身，已展現出

極爲重要、且在極大程度上非理論化的時間要素）。就一方面

而言，現代性論述的一種主要特點，確實是毅然決然地脫離任

何有關「起源」的議題。然而，在另一方面，現代性宣稱自身

已戰勝了關於人類生活的真實根植性，似乎正是這樣的宣稱招

致人們的抗拒。接著，此種抗拒便再次強調起源存在的必要

性，同時試圖爲特定的情況找出並詳細說明這些起源。在以上

兩種形式中，現代性都是透過對「起源」的指涉而被加以界定，

無論對「起源」予以否定還是肯定。在晚近的論辯中，有關起

源的議題，以及試圖解決此議題的種種努力，都和懷舊

(nostalgia)扯上關係，將之視爲哲學上的條件。

壹、懷舊作為當代主題

我們所處時代的智識情境，以雙重否定懷舊的重要性而著

稱。舉例而言，宣稱已無須指涉起源的此種現代主義主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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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反駁並被加以取代，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有關解構的主張，

此主張宣稱已在人類科學的現代主義中，偵測到人們對懷舊的

渴望。接著，解構過程就必須克服這樣的渴望。正如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78b: 27)所寫的，「即使只是爲『存在』 (Being)

命名，也沒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我們必須在不涉及懷舊的

情況下去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必須撇開單純來自於母親或父

親語言的神話，那是思想上失落的祖國。相反地，我們一定要

肯定這一點」。

就相當大的程度而言，在廣義的所謂後現代主義中，懸而

未決的議題，確實是對懷舊的基進化批判，尤其是在那些聚攏

於後結構主義旗幟下的法國著作中，情況更是如此0 。現代性

的自我理解，其實是有所不足的。爲了證明現代性意味著脫離

外在強加的約束、脫離「自我招致的奴隸身分」（康德），因而

豎立起來的那些智識建構，被證明並沒有回應它們自身的緊急

狀態。它們據以建立的基礎，也許隱藏了它們對「起源」的指

涉，但它們主要仰賴的卻是此根源。我們必須跨越此種現代主

義，跨出這個被界定為有效脫離懷舊的一大步，才能夠在尙有

爭議的情況下，將這些分析變成「後現代主義式」的（即使這

些作者當中，有大多數人並不使用這個術語）。

在一些於其他方面頗為不同的作品中，這一大步再度出

現，即使作者們論及這點時所使用的確切術語有所不同，我們

還是可以發現到它的存在。李歐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後

現代狀況》 (The Postmodem Condition, 1984)一書中，提出有關

宏偉敘事(grand narratives)之盡頭的理念，並首先將現代性界定

o·· 因此，菲茨綦(Rita Felski, 1995: 58)描述後結構主義者傾向淤「將
任何對是源單一性的訴求，楮讀為象徵了某種關淤存在的反動形上學

(reactionary metaphysics)」。然而，此覬點正如下文所主張的，還必須加
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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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一種社會形構，仰賴的是可讓其進行自我理解的故事。李歐

塔認爲，此種自我理解是關乎於時間的敘述，描述的是始於某

個時間點之解放過程的進展，同時此種自我理解也預見到，未

來人們有可能完成這項解放的計畫，相較於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有關「社會之虛構意義」 (imaginary signification of 

society)的理念，李歐塔的此種構想，是較為狹隘的。在一個著

名且引發許多爭議的段落中，李歐塔主張，所有既存的此種有

關解放的敘述，已在過去的五十年內，被種種歷史事件所推翻。

真實者即為理性的，理性者即為其實的。「奧斯威玆」

(Auschwitz)駁斥了此純理論的學說。至少真實的犯罪

行為，並不是理性的。無產者即為共產主義者，共產

主義者即為無產者 「一九五三年的柏林、一九五六

年的布達佩斯、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八

0 年的波蘭」［ ．］推翻了歷史唯物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學說勞工們起而對抗共產黨。有關民主

的所有事物是藉由人民而存在，也是為了人民而存

在，反之亦然 「一九六八年五月」駁斥了議會自由

主義 (parliamentary liberalism)學說。如果任由供需法則

自行運作，將能夠帶來全體一致的繁榮，反之亦然·

「一九一一和一九二九年的危機」推軸了經濟自由主

義 (economic liberalism)學說，而「一九七四至七九年

的危機」則推軔了人們對該學說所進行的後凱因斯主

義式調整(Lyotard, 1984: 318)@ 。

82 如此一來，當代情況的特徵是，任何此種普遍敘述的終

@ : Lyotard, 1989a: 318 。李歐塔認為（歷史）事件駁斥了（歷史）理論，
這種看法必須要進一步加以討論，但此處我暫且擱下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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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進而導致相互無法轉譯的語言並存，如此一來，我們再也

不可能去指涉任何起源。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藉由自相矛盾的語言，將美國的現

代性視爲「原版」 (original version) ，並認為這確切是因爲美毆

的現代性完全不訴求起源性及本真性，在這麼做的時候，他明

顯採取了和李歐塔相反的立場，而將現代性（而非後現代性）的

概念加以基進化：

美國是現代性的原版，我們則是經過配音或扣上字暮

的版本。美國迴避了有關起源的問題，它無涉於起源

或神秘的本真性，它沒有過去，咆沒有創建的事實。

一直以來，它未曾經歷過任何原始的時間積累，而活

在永恆的當下。［ ］在美國創立之時，人們希望的

是逃離歷史、建立一個免遭歷史波及的烏托邦

(Baudrillard, 1988: 76 and 80) 。

因此，他認為歐洲（法國）的現代性，維繫了其和起源之間

的連結。與此同時，他也認為和起源的斷裂（抑或是對起源的

否定），是一種當前的可能性，至少在歐洲以外的某些情境下

是如此。

蘭西(Jean-Luc Nancy)在討論「社群」 (community)時，主張

沒有任何一種假定現代性和較早的情境有所斷裂、亦即脫離了
另一個時代的說法，能夠站得住腳。但他改變措辭以表述這個

問題，而聚焦於某些說法上，這些說法假定當前是令人無法忍

受的，並渴望回到和諧的過去。在論及一九三0至一九六O年

代的政治論辯時，他認爲那些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所呈現的形

式往往是一種對「社群」、對「共產主義」的渴望。然而，根

據他的觀點，我們必須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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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從未出現，抑或，若我們確實肯定全人類所經歷

的［ ］社會關係有別於那些我們所熟知的，則依據

遣些不同的社會形式來看，社群從來沒有遵循我們對

其所規劃的路線去行進。［ ］社群絕不是由社會所

摧毀或喪失的，而是在社會覺醒之時，發生在我們身

上的情況，即質詢 (question) 、等待 (waiting) 、事件

(event) 、命令(imperative)(Nancy, 1991: 11) 。

如此一來，有人可能要說，蘭西促使對共同體的追尋「移

位」 (dislocation) ；此種追尋從一渣以來的溯及過往，目前轉而

被置於現今＠。

這項議題在德希達的某種堅稱中，得到最為廣泛、最為強

力的表達，因德希達堅稱，我們必須在不訴諸起源的情況下，

去思考有關哲學的問題群，並在「沒有懷舊」的情況下做到這

點。以上所引述的段落［此段落取自於一篇介紹延異(differance)

的文章，延異是他早期作品的中心思想］，讀起來就像是完全

制止對懷舊的依賴。懷舊在此代表著人們對思想基礎的渴望。

由於此種基礎並不存在，同時也因爲每一項假設此種基礎存在

的假定，都會限制思想的「運作」 (play) ，因此扼制懷舊，似

乎是解構過程會加以表露並接受的唯一制止行爲。

然而，德希達本人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

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他曾經解構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L6v1

-Straussian structuralism) ，並在該理論化當中發現結構取代了不

存在之起源(absent origin)的位子，在做出結論時，他寫道：

@ ：班雅明(Andrew Benjamin, 1997)在「綦礎移位」 (founding dislo­
cation)的概念綦礎上分析現代性，布拉格(Remi Brague, 1999)則將類似

洞見用以分析歐洲的哲學歷史（另參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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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轉而認為不存在之起派是失落了抑或不可能存在 83 

的話，［ ］那麼有關斷裂之即時性的主題，即為在

思想運作中屬於灰暗的、負面的、懷舊的、愧疚的丶

盧梭主義的一面，而該運作的另一面，則是尼釆主義

式的肯定，亦即歡欣地肯定世界的運作，且認為生成

流變是單純無辜的，肯定世界上的跡象是沒有錯誤丶

沒有其實、沒有起源的，而起源是為了人們要進行主

動詮釋才出現的（Derrida, 1978a: 292) 。

哲學立場的此種三重區隔（即結構主義，以我的術語來

說，即為現代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的兩種解讀方式—盧梭主義

和尼釆主義），基本上反映了此處所做論述模式的區別。目前

的追隨者與批判者，都時常將德希達的觀點，以及廣義的後結

構主義（若選擇了尼釆主義的正面肯定），視為對現代主義的第

二項回應。然而，此種觀點不僅沒有在任何對德希達作品的整

體評估中得到證實，甚至還直接受到德希達本人的反駁。「對

我而言」，他說，「我不認爲［……］今天還有任何關於選擇的問

題存在」。這句話相當明確地表示，根據德希達的看法（「我

［……］認爲」），那些立場全都各有道理，同時我們也肯定無法

判斷其中任何一種優於另外兩種，至少在現今的情況之下（「今

天」）、在德希達寫作之時，這點是難以判定的(Derrida, 1978a: 

293; 參見 Friese and Wagner, 1999a) 。或者換句話說，目前還沒

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不涉及懷舊」。

在一九八O年的一場論辯中，李歐塔強調，德希達在批判

哲學模式時，保留了對起源的懷舊。然而，德希達對此作出了

回應，指出李歐塔自己的思想，總是時時刻刻地想要與懷舊劃

清界線。「在堅決想要脫離懷舊時，」他說，「會有種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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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黑格爾邏輯(psychoanalytic-Hegelian logic) 、一種僵化的關

係出現[…...]在你的腦袋中，恐怕還比我有更多的廢舊思想。」

同時，他也宣稱自己並不完全和李歐塔一樣，如此執著於此種

斷裂：「對於懷舊，我曾說我想要和它劃清界線，但我［……］

也為了懷舊而守護一種懍舊。」在做出結論時，他說，「和懷

舊之間的關係總是被規範得很糟糕」，同時也表示「單純而簡

單地摒棄懷舊」，將會使之看來是一種不良的規則(Lyotard,

1989b: 387-9) 。

若進一步觀察，我們將發現此種敏銳的洞察力得到肯定，

目的是爲了對現代性進行整體批判，視之爲所謂的後結構主義

所追求的目標。在試圖解釋《後現代狀況》一書中的論點時，

李歐塔(Lyotard, 1984: 79)主張，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並沒

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後現代性［……］毫無疑問是現代性的一

部分。［……］一部作品唯有先是後現代的，才有可能變成是現

代的。有鑑於此，我們所理解的後現代主義，並非最終會變成

現代主義，而是打從一開始即爲現代主義，同時這種情況是恆

常不變的。」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意圖解放的挑戰

者與任何種類的既定規則及觀點之間的關係一樣。這意味著它

們雙方都承認，掌握霸權的種種規則是存在的，並且擁有某程

度的合法性，但這些規則就形上學而言是無法立基的，同時，

它們也承認我們有可能、也確實需要將任何此種霸權連根拔

起。在此，我們便對兩種現代性有了次序上的概念，由於現代

性就形上學而言是無法立基的，因此它們個別遭受批判，該批

判因為隨著此現代性而來，所以看起來是「後現代的」，但它

在挑戰既定規則時，卻完全是現代的。因此，任何這樣的批判

都必須採取「脫離懷舊」的模式（德希達針對李歐塔所言），但

唯有在它表述了自身探尋的情況下，它才這麼做。於是，對懷

舊的否定變得具有時間性，冏時我們也變成在質疑和肯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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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掩護下拒絕 84 

了懷舊，而非終止有關懷舊的討論，這種做法使得相關的討論

復興，而懷舊的倡導者也意識到此種復興。這些倡導者對於是

否要展開任何強烈歷史化的論辯有所猶豫。然而，他們想要在

社會哲學的現代主義中，找出某種對懷舊的渴望，撇開他們的

要求是否有效不談，相當明顯的是，他們的這種渴望必須被置

於一九六O和七O年代的社會智識脈絡來看。在這段期間，此

種現代主義，以及其所屬的社會形構，似乎是不受質疑，且不

可能遭受任何批判的，而該社會形構是組織化的，同時與技術

官僚的現代性有關。如果這些文獻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在此種

現代主義中，確切地找出隱藏起來的廢舊渴望的話，那麼我們

的下一步，將必須是探究此種現代主義式懷舊，亦即探究另一

個先前藉由否定而將懷舊主題化的過程。

貳、懷舊作為現代性的古典議題

德希達、李歐塔與其他人所訴求的「脫離懷舊」，必須連

結到「脫離傳統」，即現代性論述的特徵。正如上文所述，現

代主義論述在社會理論與哲學中的界定特質，便是其意在藉由

脫離脈絡以達成目標。該脈絡有多種不同的解讀方式，取決於

所欲探討的主題。然而，所有這些脫離脈絡的不同方式，都同

樣具有時間面向(temporal dimension) 。現代性試圖與之保持距

離的東西，停留在過去；或換個略為不同的說法，那個缺乏距

離的狀態，即為過去的狀態。這是哲學歷史與歷史社會學試圖

將現代性的出現，在歷史時期中找到定位時，共同遭遇的著名

難處。所有已被提出的各種不同日期與時段，都有種可加以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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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重要性，即使這些重要性往往引發爭議，而這些時間從十

五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都有。然而，更重要的還是這項追尋

自身，亦即試圖去追溯歷史上脫離脈絡的那一刻。幾乎沒有任

何有關現代性的當代討論，能夠不涉及這點的（相關例子參見

Bauman, 1991: 3-4; Berman, 1982: 16-17; Giddens, 1990: 1; 

Habermas, 1985: Chapter 1, 取自 Koselleck, 1979; Toulmin, 1990: 

5-6) 。

如此一來，就有種想要找出斷裂的共同議題出現，此議題

比斷裂自身的確切本質還來得重要，遑論整體的一致性了。因

此，對於現代性的思考，總是有種明確的標記，即在概念上清

楚地區分之前與之後。在不將此論述過分延伸的情況下，我們

也許可簡略地看一下此種區分在社會歷史論辯中所採的形

式，該論辯所處的領域，介於歷史哲學，以及關乎於整個社會

形構的社會學之間O 。

社會政治思想早已辨識出社會形構的各種主要形式，並旨

在提供有關各種政權的類型學。然而，自十八世紀晚期以後，

此程序取得了明確的時間意涵。亞當斯密分析商業社會時所採

的開展方式，是以某種封建農民社會(feudal-agrarian society)的

85 背景作為對比，此種社會被視為商業社會的前身＠。幾十年之

後，在黑格爾與孔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歷史哲學的完整部

署。在稍後十九世紀的進化論之中，有種歷史取徑變得極爲普

遍，該取徑認為商業社會是分階段發展的。此取徑運作時，總

是在現今與其緊接的前段時期之間作出重要區隔。接著，十九

o ：社會學的自我理解，經噹立綦淤歷史哲學與歷史「宏覬社會學」

(macro-sociology)的此種差別之上，即使並沒有完全成功地克服這個問

題。在下一個章節中，我將更詳鈿地探討這個問題。

＠：引發爭議的是，他的分析是否得自淤當代某種差異的啓發，該項

差異指的是，那個時代蘇格蘭低地的早期工業，以及高原的鄉村特質之

間的差異；參見 Stafford, 1989 。有關時間上的遠離，參見 Fabian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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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時，目前所謂的古典社會學，便以一種基本概念進行運

作，即在概念上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作出區隔。此取徑形塑

了主要概念，例如涂爾幹作品中的機械及有機連帶(mechanic

and organic solidarity) ，以及托尼斯(Tonnies)作品中的社群和社

會，好讓這些主要概念反映並呈現出此一分界線＠。在一九五

O和六O年代的現代化理論中，此種區隔被加以形式化，同時

被轉譯爲一種關於「發展」的全球性脈絡，而該發展是人們所

預期並渴望的。

在此，我並不打算根據史料證據，討論在社會形構之間進

行強硬區分的這種做法是否適切。至此，更為重要的是，依據

二分法來將肚會歷史時期概念化的這種做法，導致人們必須採

取一種評估的立場，將現今與過去對立起來。懷舊之所以成爲

社會理論（尤其是現代性的社會理論）的一種態度，以上做法即

為主要原因0 。正如費思基(Rita Felski, 1995: 38)所說的，「懷

舊變成了現代性的自我形構過程中，一項不斷出現的引導性主

題。」

爲了進一步探討此態度，我們必須辨明那些論及歷史上所

謂斷裂的各種可能方式，以及論及此斷裂所造成的社會時間

(socio-temporal)二分的各種方式。首先，社會學中有一股潮流，

@ ：參見 Abrams, 1972 。值得一提約是，齊美爾(Georg Simmel)重新

分析此種區隔，使其在現今得以明確運作，尤其是在女性與男性的社會

世界之間運作；有關批判性的討論，參見 Felski, 1995 。

f>: 參見 Shaw and Chase, 1989, Mazlish, 1989, Tester, 1993 ;以及早期
的 Nisbet, 1959 and 1969, 以暸褚社會理論的相關討論。在社會理論的
大部分歷史中，絕大多數的社會理論學家皆為西方人，因此意味著現代

的西方現今，必須與想像中的西方過去，或是其他非西方所在（即非現

代社會）的現今對立是來。然而，此種二分法反過來也同楳有用，例如

十九世紀時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政治苛英事件，那些骨英在

西方的現今找到他們美好生活的形象，並將該形象用以和自身的情況作

比較。感謝卡亞(Ibrahim Kaya)針對此議題和我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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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截了當地肯定此種斷裂，以及隨之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現代

性。根據某種理解社會學領域的方式，該潮流確實是這項學門

的主流。這條思想路線始於十九世紀的進化論與涂爾幹早期建

立學說的著作，並延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功能論及現代

化理論。在此種思想的較早形態中，現代的斷裂被視為理性的

發展，而在較晚的形態中，則被視為功能性優越的革命性主

張。在嶄新情境的新危急性得到承認的同時，此種社會學主要

否定懷舊，並宣稱在無關懷舊的清況下運作＠。

其次，有種社會學思想的傳統，承認現代斷裂同時是不可

逆且值得嚮往的，但認爲我們必須、也可能（此可能性是有原

則的）重新調整社會，使之往和諧之路邁進，而此種和諧狀態

早在現代性來臨之時就已失衡。我們在此傳統中發現黑格爾與

托尼斯的身影，同時也發現哈伯瑪斯(Jurgen Haberrnas)與杜罕

(Alain Touraine)等當代思想家的存在。在此，我們可進行深一

層的區分，區隔出那些設想著真正的嶄新和諧狀態者，以及那

些意在不同緊急狀況之間尋求平衡的人，此種平衡的界定是頗

為負面的。前者諸如黑格爾，設想在不同的緊急狀況之間達到

根本的調解，而後者最大的希望，則是病態現象(patholog民s)

消失（哈伯瑪斯），以及控制解離(dissociation)（杜罕）。後者也將

此種平衡加以概念化，認為它在歷史上是有可能存在的，也可

能出現在持續不變的現代情境之下。其他人，尤其是馬克思，

則設想一種更深層的斷裂，此斷裂是達致調解的必須條件，而

目前引發爭議的是，此種未來的斷裂當時被設想成將會在世界

＠：雎然透過解構的動作，可能顙示出懷舊在功能主義中，只是比在

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內得到更好的鳴藏而已，但他們對淤此種思考模式

的興趣缺缺，卻指出了德希達與李歐塔在概念上的弱點，即前者缺乏有

關現代性的明殯理論，後者的弱點則在淤其現代性理論中，科學技術語

言遊戯(scientific-technical language game)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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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時發生©。在前者的情況下，懷舊受到人們（理性的）控

制，而根據後者的清況，懷舊則被轉化爲烏托邦式的渴望。

以社會學及社會哲學中的第三種立場來看，現代性的起步 86

與發展，都或多或少遭到強烈譴責。在較強硬的形態中，保守

的社會思想不僅拒絕接受現代性，甚至還認爲它是可逆的。在

遠遠更爲矛盾的情況下，諸如韋伯 (Max Weber) 、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以及當代的泰勒(Charles Taylor)等思想

家，都認知到現代性是不可逆的，其不可逆性尤其立基於其各

種吸引力，特別是它在個人自由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但他們也看到危險和威脅的存在，一旦

那些成就所造成的道德與政治結果在社會上散佈或普及，就會

導致以上危險和威脅產生。從這個立場來看，某種對現代性的

非保守批判產生了，並具有強烈的悲劇式懷舊(tragic-nostalgic)

特質。

泰勒在評論「現代性之隱憂」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時，

提供了一個晚近範例，讓我們知道此種主張是用什麼方式以時

間性用語被加以詳述的，並聚焦於種種損失，視之為現代斷裂

所造成的結果。泰勒發現了當代現代性的三個關鍵議題，即道

德與社群的支持、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良好政體的可行性。他

用以下說法來形容這些議題：「我們藉由衝破較古老的道德藩

籬，贏得了現代的自由。［……］透過廢疑此種秩序，現代自由

產生了［……，］一直被稱為世界的『除魅』 (disenchantment) 。

自它出現以後，事物便損失了它們的一些魔力。」對自然的敬

0: 有關「現代」社會理論與政治哲學是否以「世俗化」 (secularized)

之宗敎概念來運作的問題，一直是德國在襯念與哲學歷史中妁一項關鐽

議題，參見 i.a. Lowith, 1949, Taubes, 1991, Blumenberg, 1985 以及現在的
Assmann, 2000 。這個問題在晚近有關宗敎的後結構主義論辯中再次出
現，參見 Derrida and Vattimo,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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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也逐漸消退，「一旦社會不再有神聖的結構，一旦社會安排

不再立基於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願之上［……］，那麼從今以

後派上用場的衡量標準，就是屬於工具理性的。」最後，「一

旦參與行動(participation)消減，一旦那些作爲其手段的周邊關

聯衰退」，政治上的自由便會喪失。泰勒將現代性的三種隱憂，

以及隨之而來的三種恐懼歸結為「一種意義的損失，道德範疇

的消退［……，］面對橫行的工具理性，各種黷然失色的目的

［……，以及］自由的損失」 (Taylor, 1991: 3-10; 粗體爲筆者所

加；另參見 Habermas, 1981: 447 有關 Weber 的評論）。

泰勒的描述是個最近的例子，說明了某種概念化過程，該

過程最晚於邁入十九世紀時發生，此描述也可能是黑格爾的概

念首次獲得全面表達，該概念認為某種「不快樂、且內部分裂

的意識」，試圖「真正回歸到自身，或和自身得到調解」 (Hegel,

1977 (1807]: Chapter B IV) 。若套用超過一世紀之後的一項公

式，其特徵也可說是強調「不滿」 (discontents, Unbehagen)與現

代性之間的關係(Freud, 1985) 。必須強調的是，抱持此觀點的

大多數思想家並不拒斥現代性，即使只因爲它是無法逃避的。

更確切而言，他們在進行分析時，把重點放在社會生活的特質

上，這些特質都已因為現代性而變得無法達致。因此，該解釋

假定這些特質在現代斷裂尙未出現前的某段過去，曾經被達致

或至少是可達致的，同時它們也不能被遺忘。於是，正是這樣

的解釋使得自身抱持某種態度，亦即對懷舊抱有一種未獲滿

足、也無法得到滿足的渴望。

87 雖然這三種針對現代性的社會學觀點明顯有所不同，但它

們都將此種懷舊納入考量，或甚至確實創造了［智識理論

(intellectual-theoretical)］懷舊出現的真正可能性。此種現代主義

的主張製造了某種二分法，導致一旦現代性看來沒有達到其承

諾，對過去的懷舊就變成一種可能出現的態度。然而，唯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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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觀點承認懷舊的可能性，而且，它甚至未採用「懷舊」

一詞，因爲在現代性虛構意義的支配下，此詞帶有「落後」

(backwardness)的意味。第二種觀點意識到懷舊的可能性，但卻

藉由平衡或調解的動作，將它推論至考量範圍之外，亦即透過

智識上的建構去做到這點，這些建構無法完全消除根本上是二

分的(dichotomical)概念化過程所造成的裂縫。第一種觀點的支

持者，無論在哪個面向都明確否定懷舊，但這是因為他們在建

構過程中，將「傳統」與「起源」完全置於現代性的範疇之外，
理由是這種斷裂基本上是已經達成的。在這種情況下，裂縫是
存在於他們與其他人的概念化過程之間，但這種近乎明確的否
定，卻也給了懷舊一種定位，即處於此種理論化之外。

對我們的脈絡而言，這些立場的E述共同性比它們的不同
點來得重要。戰勝、平衡與渴望的過程，不僅採用了有關現代
性與傳統的二分法，同時也從（無法逃避之）現代性的觀點，創
造了一種和傳統之間的決定性關係。這三種立場共同佔據了某
個位置，即位於現代主義社會哲學與對其的第一種回應之間，
並帶有某種平衡的立場，刻意地採納一種使用兩種模式的二元

論(dualism) 。它們共同擁有一種概念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現

代性藉由一種對斷裂的明確理解，而被連結到起源上；與傳統

之間的關係，被認為是完全可理解的。

對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的第二項回應，正好挑戰了此觀點。

該回應聚焦於時間和歷史的概念，這些概念參與了概念化的過

程，同時此回應也旨在質疑「斷裂」自身的含義。它開啓了廣

大空間，容納各種不同的方式，用以構想「現代性」與「傳統」

之間的關係，而非利用以上的概念作為解釋的工具，以將「現

代性」和「傳統」之間的差異加以概念化。

我們可以說，這種思考模式始於尼釆(1972 [1874]）針對「歷

史對於生命的利弊」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 ，所



璽l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做的「不合時宜的沉思」 (untimely meditation) 。在這篇文章中，

尼釆辨清三種主要方法，用以建立歷史與現今之間的關係，並

試圖評估這三種方法各自對現世生活所造成的衝擊。他以批判

歷史決定論和進化論作爲起點，此種批判是十九世紀智識生活

的主流，尤其是在德國，因而他時常被解讀爲贊同一種較不沉

重的歷史觀點。與其鼓勵人們從過去當中汲取現今的各種可能

性，還不如鼓勵他們撇下歷史的包袱，以解放現今生活的力

量。此種解讀相當適切地將這篇文章置於尼釆在一八七O年代

所處理的問題脈絡之中。然而，稍後對之再進行解讀時，卻有

不同且較廣泛的詮釋可能性浮上檯面。藉由辨明各種連結過去

的方法，尼釆開啓了過去與不確定性之間的連結。他否定過去

和現今之間具有任何單一的決定性關係，而不僅是抨擊將此種

連結加以概念化的過程，亦即歷史決定論。同時，他並非毫不

含糊地贊同脫離過去。他要求主動、且有創意地連結到過去，

而非刻意創造個人自己唾手可得的過去。

88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諸如海德格(Martin He這egger) 、班

雅明(Walter Benjamin) ，以及稍晚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等思想家，都認可這種做法，同時對之進行相當程度的釐清與

強調＠。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德格和班雅明在早期作

品中，便已基進地質疑過去的可企及性。海德格(1978 [1916]: 

427)強調「過去時光的質化他者」 (qualitative otherness of past 

@ ：相關理念可以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有關實用主義傳統的作品中找到［也能淤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

法國的作品中找到］。我之所以忽視這些作者，是因為我專注淤另一些

作品之上，那些作品直接對此時間t生面向的晚近復甦造成衝擊。然而，

頫而易見的是，有某個問題因此產生了，此問題關乎實用主義在社會理

論化模式地圖上的殯切定位，這也是我旨在探討的問題。我只有在第－

章探討知識論問題群的時候提及這個問題，希望未來我能較明榷且廣泛

地處理它。感謝喬漢思(Hans Joas)針對此蟻題和我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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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即意味著過去就其本身而言，對現今來說必須是永遠

無法企及的，而只能透過現今的評估去與之連結0 。班雅明延

續了海德格的觀點，接著發展出有關歷史進程的概念，他在其

論文「論歷史的觀念」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最終表達

了這種概念。一九一六年時，他已經指出「歷史時刻的決定性

力量，無法藉由任何經驗的過程去完全理解，或是全然集中在

經驗過程內。反之，一個在歷史術語中完美的過程，在經驗上

是相當不確定的」 (Ben」amin, 1996 [1916]: 55) 。他在一篇文章
中，談論處於技術複製性(technical reproducibility)時期的藝術作

品，並論及「傳統的破滅」(the shattering of tradition)(1978 [1935]: 

439)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漢娜．鄂蘭讀了卡夫卡的作品，

並對政治哲學的選擇進行反思，隨後將現今描述爲一種「過去

與未來之間的鴻溝」。現今是一種開放的時刻，此時思想和行

動都能夠介入，並解放人類，讓他們不會認為自己困在過去與

未來的對立狀況之間，這兩種狀況從相反方向逐漸接近，沒有

留下任何空間（參見 Friese, 2001b) 。

如果採納此種觀點，則那三種對現代性的社會學取徑，沒

有一個能站得住腳。正如某項有關斷裂的現代主義觀點所暗示

的，現代性不再是沒有時間性的，而是從歷史中分離出來。但

它也並非如一些現代性的批判者所認為的，就任何強烈意義而

言，透過對傳統或「起源」的依賴，而連結到過去。這兩種詮

釋也不能簡單地彼此連結，而建構出某種對平衡的需要。柯哲
列克(Reinhart Koselleck, 1979)將「時間視域的開啓」 (opening of 

the time horizon)' 描述爲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出現了一種區別，

此概念並不將過去明顯地與現今及未來區分，而哲學及社會學

中的現代主義觀點則常常這麼做。反之，此概念開啓了它們之

0 ：凱吉爾(Caygill, 1994)在這方面將海德格與班雅明加以比較，我

將之引用淤此。現在另參見 Friese 2001 b 。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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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某人在時間內的定位是含糊不清且無法確定的，這

一點再也無法避免，也不能以推論方法將之排除在外了＠。

與此同時，這些考量讓我們得以進一步闡明後結構主義者

針對現代主義所做的批判，對於那種假定「脫離傳統」並藉此

進行的現代主義，該批判要求的是「脫離懷舊」。眾所周知，

後結構主義以不同方法引用了尼釆、海德格和班雅明的思想，

同時也在較小程度上引用了漢娜·鄂蘭的思想，這些思想家都

改變措辭去敘述有關歷史時間的概念。有鑑於這一點，我們現

在可以認知到，以上所討論的「後現代主義」，是如何變成現

代性的基進化過程的。首先，它要求戰勝某種渴望，這種渴望

源於現代主義思想的二分基礎。因此，它強調、而非否定現代

主義對脫離動作的訴求，同時，它也不轉頭回復與傳統之間的

關係。其次，它卻有別於現代主義對現代性所做的理論化，而

＠：在歷史上，此「時間視域的開啓」被定位在啓蒙運動，以及十八

世紀晚期革命運動的時期中。概念歷史學家已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此

時期在政治語言上經歷了一場徹底B9轉變。然而，根據此襯點，現代性

卻似乎侷限淤政治現代性的某種特定形式（另參見第二章）。相對而言，

布拉格(Remi Brague, 1998) 已主敖，「歐洲」殯實的建構過程，可以連結
到某種哲學追尋的被取代過程，此哲學追尋是在歷史時間中追尋超源。

從宗教及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歐洲的超源都外在淤其自身。歐洲綦督

敎認為自身「次淤」 (secondary)猶太敎；而歐洲的政治與哲學也認為自

身「次淤」它們的希臘是源。由淤不可能在自身內部找出或提供任何綦

礎，因此導致持續的追尋與開放性變成了歐洲的特徵，永恆的事物（哲

學宗敎的）和短暫的事物（社會歷史的）也因而和彼此產生連結。雖然有許

多反對意見可針對布拉格約主張詳鈿提出，但布拉格大大拓亢了有關

「西方」特徵的論辯，以及有關「現代性」歷史定位的論辯。舉例而言，

他的立場有助淤歷史化德希達對哲學的批判，因此便修改了後者的範

疇。他的立場也連結到其他描繪現代特徵的嚐試，例如佛洛伊德對「靈

性和理智」 (spirituality and intellectuality)之出現的興趣(Bernstein, 1998; 
Freud, 1967) ，同時也連結到晚近卡奇亞里(Massimo Cacciari)和德希達所

做的常試，即寫出歐洲的「地理哲學」 (geo-philosophies) 。我在接下來

的第五章中，將回頭探討以上第二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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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認爲該脫離動作有效地將社會形構從時間和歷史中抽

離。正是在此種意義上，蘭西在以上的引文中，試圖將「社群」

的問題轉換爲一個現今的問題、一個有關現今緊急性的問題，

而不是將這個問題揚棄，或是在已經失落的過去中尋找「社

群」。

然而，有如所有批判一般，後結構主義依然是以其所批判 89

的對象著稱，這也是上文所引述的，德希達與李歐塔之間論辯

的核心。現代主義社會思想和解構過程，在依循兩種斷裂（脫

離傳統與脫離懷舊）的其中一種路線進行發展時，針對探討中

的「起源」做出一般性的宣稱，若再次套用德希達的話，即爲

「單純來自於母親或父親的語言」，或是「思想上失落的祖

國」，又或是其他的任何東西。後結構主義提供了對現代主義

的第二種回應，無論是現代主義還是後結構主義，都無須、也

無法指出那些起源的位置，因爲這兩種主義的基本態度，就是

要否定這項追尋的有效性。然而，承認懷舊（即使承認時所用

的名稱不同）的社會思想卻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這些形式

尤其根據這些思想追尋起源的場所，將自身加以區隔。任何有

關懷舊的進一步探究，都必須將渴望的此種多樣性列入考量。

因此，我們將看到，當代人踴躍地對懷舊進行雙重否定，就一

方面而言，這表示「某種有關過去的概念」是無法逃避的

(Abrams, 1972) 。另一方面，懷舊的特定形式與迫切性，則源自

於其自身產生時的歷史脈絡。

參、多樣渴望

懷舊關乎損失。現在我們必須提出更具體的問題：損失的

是什麼？為什麼達致它曾是那麼重要？抑或，時至今日依然如



璽l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此重要？另外，爲何它再也沒辦法加以達致？基本的假定是，

有某種原始狀況是我們現在已經脫離的，我們雖然渴望，卻再

也無法觸及它，這也是各種不同思考路徑的共同看法。這種看

法往往涉及斷裂的概念，此種斷裂發生於過去，目前的狀況是

一種分離的狀態，是一種有所缺的情況，因此也遭受損失，而

「懷舊」則是一種渴望，渴望回到較早前的情況。在沒有任何

野心想要建立體系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分辨出各種不同的方

法，這些方法都可用以找出備受渴望的過去。

最廣義而言，有一種宗教宇宙論(religious-cosmological)'

渴望整個世界和平。因此，套用本書第一部分的主題，這種渴

望所指涉的過去，是知識具有確定性的過去；是政體統一的過

去；在這段過去的時期，自我是毫髮無傷的整體。在宗教術語

中，這也是上帝給予保證的時候。各種各樣有關墮落(the Fall) 

的故事，都是對懷舊的宗教式表達，同時也是一種克服懷舊的

模式，即讓人們得以透過救贖回到墮落以前的狀況。然而，渴

望一種和諧的世界共融(being-one-with-the-world) ，並不必然要

帶有任何明確的宗教意涵。在浪漫主義中，懷舊是一種回應，

用以對抗某種行動，該行動試圖促使擁有思想與意志的主體去

脫離世界，而這即爲啓蒙運動的特徵。十八世紀時，對崇高造物

主的想法，以及對世界各種奇妙事物的敬畏觀感，不但必然和宗

教概念及古典希臘哲學有關，也爲此種單一性(oneness)提供了新

的表達。於是由此而來的感受也被稱爲魅化(enchantment) ，其相

反的概念「除魅」則源自於古典德國文學，並於一世紀後被韋

伯轉化為社會學的一個主要概念。

90 在重新思考身處世界(being-in-the-world)的單一性，以及損

失這種單一性的過程中，人們排除了哲學宗教的議題。有關欠

缺和損失的經驗，脫離了其主要的詮釋，也就是哲學宗教上的

詮釋。這一步最終促使上述經驗得以重新進入各種不同的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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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詮釋方法很重要地包含了一種方

法，我們可稱之爲工具性的，而這種方法允許我們去「處理」

(treat)經驗，去與之達成協議。

打從十七世紀開始，懷舊就進入了醫學詞彙之中，成爲描

述某種疾病的技術用語，這種病是在人們長期遠離家鄉時發

作，而且這種遠離通常是被迫或是半自願的，例如那些軍隊士

兵的離家。這種論辯在十八世紀時愈演愈烈，並在十九世紀上

半葉達到高峰，也有許多相關文獻廣泛出現。自那以後，它開始

沒落，最終於十九世紀末從醫學論述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懷舊，

或是以較不技術性的字眼來說，即為鄉愁(homesickness, mal de 

pays or Heim weh) ，被視為起因於離家，同時，只要將那些士兵

送回家，這個病確實大多可以治好(Chase and Shaw, 1989; Roth, 

1992) 。尤其是在此種連結中（即懷舊可以呈現在身體上，且有

醫療上的實踐），有關損失的論述變得足以和哲學宗教論述（此

論述是關於「世界共融」的損失）有所區隔，進而促使另一種

對問題群的取徑出現。同時，此取徑與前者的相近，也足以讓

它認清所處理的議題是類似問題群的一部分，並確實能讓這兩

種論述重新連結起來。有關此種關係的討論，可用以進一步探

討這個問題群。

根據醫學論述，，懷舊明確是一個人的身體狀況與經驗。它

是可觀察得到的，同時只要認清其病源（即離家），即可以將之

根治。因此，就隱含層面來看，此論述引入了「家」與「在家」

(at-home-ness)的觀念，並將這兩種概念作爲對這個疾病，以及

其發作場所的對立觀念。表面上，懷舊指涉的是空間上的距

離，一種因爲身處不熟悉地方而產生的陌生感。在文學的範疇

中，我們確實可以觀察到一種時間上的轉移，從早期對空間面

向的強調，轉變到後來對時間距離的強調。然而，這種區別打

從一開始便已模糊不清，這是因爲懷舊指涉了人們跨越時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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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time-space)的行動，亦即跨越他或她一部分的生命歷程。人

們所渴望的、對另一個空間的經驗，總是已經過去，缺乏家的

空間，即相當於缺乏一段過去的時間。

十九世紀的學術性醫學文獻，試圖盡可能精確地說明病人

所欠缺的是什麼，才會造成這種疾病產生。羅斯(Roth, 1992: 275) 

在概述這項論辯時，指出「家庭、故鄉與最早的記憶」 (family,

native soil and earliest memories)似乎是懷舊情感的基本對象，從

而確實創造出一種對許多人而言關乎於童年與成長的單一時

91 空(unitary time-space) 。晚近的人類學研究以傳記式的觀點，同

樣辨識出此種失落的感覺。這些研究的指涉點，即爲「原始記

憶的地點」 (site of original remembrance) ，或是「原來的空間」

(the original space)(Friese, 1996: 60, 75) ，這也是現今定位性思考

(orienting thi血ng)總是回歸的指涉點。

爲了要產生此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就必須有種脫離原來空

間的事件或過程發生。邏輯上，有人或許想要主張，如果人們

持續留在他們的故鄉，和家人共處一地，或是當他們這麼做的

時候，就不會產生懷舊的感覺。然而，就是在這點上，此處的

討論以帶有歧義的方式，與先前討論自我的章節產生連結（參

見第三章）。正如我們所見，第二項論辯的現代主義社會心理

學趨勢，將認同形成的過程連結到社會化過程，並預期在某個

時代中，將會出現一種獨立的、穩定的認同，這種認同爲個體

所專有，因而有別於其他家庭成員的認同。此種認同就其本身

而言，就是形構現代的、自主的主體之先決條件。現代自我在

本質上和分離有關。相對而言，在有關腰舊的論辯中，分離在

人類當中創造了一條分界線，使得他或她渴望某種當前處境以

外的事物。自我的「懷舊」概念與某個願望有關，即希望該分

離過程從未曾發生，或是可加以顛覆。

然而，雖然醫學上確實有將懷舊的病人送回家，便治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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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思鄉病的成功例子，但是就原則上來看，在分離之後，他們

並沒有回到「之前」的時間空間。人們回到的地方，總是與之

前離開的地方有所不同。冉克雷維(Vladimir Jankelevitch, 1983) 

在討論「不可逆性與懷舊」 (irrevers伽lity and nostalgia)時，即

以此點作為引導主題。冉克雷維強調時間性(temporality)構成人

類生命的本質；時間不僅是人類的存在方式或存在模式；更是

他們的存在自身，他們「唯一的實體」 (only substantiality) 。然

而，時間無法依照人類的意願被加以操控；它的不可逆性讓我

們徹底無力。面對這種情況，人類找到了兩種方法用以彌補自

身的無力感，即空間性(spatiality)與智慧(intelligence) 。前者解

釋為何對於過去某個時光的渴望，會變成一種欲望，讓我們想

要回到過去曾待過的某個空間。「但最重要的是，有限的存在

是一種流動的存在，其流動性部分彌補了其有限性：有限的人

在各個地方之間來去的這種行動、將自己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

一個地方的這種移動，艱苦努力地彌補著它所缺乏的無所不在

性(omnipresence) 」（Jankelevitch, 1983: 17-18) 。至於後者，正如

我們在前面幾個章節中所討論的，有助於理解爲何哲學與科學

中的概念化過程透過壓抑時間進行運作。「我們在各個地方丶

以及各個概念之間，被賦予了最大的行動自由」 (Jankelevitch,

1983: 18) 。然而，我們無法克服時間的不可逆性。「不可逆性

代表著我們先驗的無力感，唯有在想像中，我們才能戰勝這個

無敵的對手」 (Jankelevitch, 1983: 70) :起源總是無法企及的（範

圍較廣的相關討論，參見 Prete, 1992) 。

就某種程度而言，佛洛伊德這位作者可說是爲現代性社會

哲學重新概念化了不可逆性的經驗，抑或換句話說，他將此項

經驗轉化爲一種有關人類狀況的公理。如此一來，與「家庭、

故鄉和最早的記憶」（羅斯）分離的那種感覺，就轉化爲一種驅

使的動機，致使文明的歷史進程成爲一種方法，用以克服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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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或至少彌補那種失落。「寫作本是缺席者的聲音；我們

所住的房子是用以代替母親子宮的，母親的子宮是第一個住

92 所，人類極有可能依然渴望回到那裡」 (Freud, 1985 [ 1930): 

279) 。然而，這種說法卻取代了經驗說。和冉克雷維相比，它

較為明確且肯定地將若有所失的經驗，轉化爲一種驅動力，並

將之連結到一種投射、一種現在對未來的取向。值得一提的

是，早在十九世紀時，此種懷舊上的取代動作已處處可見。

一八三二年，就在一八三0年革命剛結束之後，布瑞特

(Pierre-Urbain Briet)指出，故鄉並不必然就是一個人所來之處，

也可以是情人所在的地方、自由所在的地方，或是以慨念術語

來說，「任何他能夠找到原則的地方，那些原則符合他個人較

不世俗的偏見，並讓他得以作爲一個人來生活」（引述自 Roth,

1992: 275) 。於是，我們在此發現了一種有關渴望的概念，一

種被轉化為其他東西的顯著鄉愁。和真實起源之間的連結可能

被切斷，欲望也能被轉化成一種對未來的渴望，而未來被界定

爲可達致的。

幾乎在同一時間，醫學上的論辯開始指出，懷舊作爲一種

疾病，可能正逐漸消失。「幸運的是，懷舊的情況一天比一天

少［……］。所有觸及文明的事物、使人類趨於完美的一切，促

使人們去理解其個人的角色、其在共同工作中的角色，同時在

啓迪其心靈之時，也使其內心衝動屈從於理性」 (Morin 引述自

Roth, 1992: 278) 。醫學實踐者首先將這項論述立基於某種觀

察，他們觀察到該種疾病的頻率正逐漸遞減。然而，他們並不

抗拒給予這種發展趨勢一個解釋，這個解釋雖有許多面向，但

所有面向都聚焦於一種較高文明的來臨。更好的教育將讓人們

得以克服對故鄉的依戀，並認知到身處現代的種種好處。一般

而言，新科技將創造一種新人類、一個自我依賴的個體，同時

也是「共同工作」 (common work)的自覺參與者。與此同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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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與通訊科技，也將讓人們即使在其他地方過著現代生活，還

是能和他們的故鄉保持聯繫。

在此醫學論述中，應該可以輕易辨識出社會理論一項核心

主流的論證模式。舉例而言，對道德「個人」所從事的「共同

工作」的指涉，預示了涂爾幹有關社會分工的理念，涂爾幹認

爲此種分工創造了有機連帶。整體而言，連結到過去的懷舊，

在此藉由反對傳統與現代性而被加以取代，根據該反對意見，

「現代」社會（契約社會和自由意志社會）的可及範疇，將有關

過去的經驗眨抑到較低的地位，而在所有重要面向上將之加以

取代，因此成功戰勝了它。於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傳統，將自

身建構爲一種有關時間性的現代主義論述。

然而，早在十九世紀時，就有批判者指出，此種戰勝方法

沒辦法在不導致重大損失的情況下成功。雖然現代性有所成

就，但這些成就永遠無法完全彌補人們曾有過的種種依附。同

時，如果現代性的成就之一，就是讓懷舊的渴望消失的話，那

麼這種消失本身，就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懷舊雖會帶來種 93

種痛苦，但它有種強烈的感覺是所有現代的情感依附無法提供

的。羅斯(Michael Roth, 1992: 279)稱此種態度是「為攬舊而懷

舊」 (nostalgia for nostalgia) ，就第二個術語字面上的意義而言，

指涉的是那種疾病。然而，我們可以用類似方法，去詮釋我們

在此章節開始時，於當代後結構主義中所發現的爲懷舊而懷

舊。對現代式渴望(modernist longings)的解構帶有某種風險，即

可能導致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渴望，就是在這點上，為懷舊而懷

舊的情況便產生了。

一方面將懷舊視爲一種經驗與一種疾病，另一方面則探討

哲學理論上的懷舊，此種平行論述帶來了兩種結論。首先，它

肯定我們在現代論證中對空間的認同，此論證與過去有關。對

所有「起源」的指涉，包括語言、母親的身體、兒時經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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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故鄉，都創造了某種論述，其特徵爲某種實質基礎。然而，

我們的簡略描述，也已證明該基礎可能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因此，試圖克服人類生活根植性（此根植性被視爲一種約束）的

這項努力，旨在解開任何對過去的實質連結，並就此產生一種

現代主義論述。任何現代式當前主義(modernist presentism)的不

足之處，都可以在反對並超越以上觀點的情況下指出。簡言

之，此雙重動作雖然沒有確切地回到起點，卻顯示出該議題是

無法逃避的，這是因爲它的各種解決方案都無法令人滿意、因

為解決方法的可達致性總是具有開放的本質，也因爲我們無法

在這些多元的解決方案中找到優越的取徑。

其次，這兩種論述的平行，讓我們回歸到某個問題上，此

問題關乎於兩種現代性取徑之間的關係，其一是歷史經驗取

徑，另一個則是哲學取徑，雖然此處的問題是以較基進的形式

出現。經驗傳記(experiential-biography)中也有關於「起源」的

議題，且和哲學上的此種議題並存，而雖然這些論述之間的連

結極少，它們卻展現出極爲相似的結構。也就是說，位於另外

兩者之間的社會歷史論述，鮮少明確地論及起源，這是因爲正

如上文所主張的，它已發展出與過去之間的一種確定關係，即

使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接下來，若要使不確定性回歸到

有關社會歷史的論述中，就必須在歷史中找出懷舊與其對應部

分（即起源的認同）的特定形式，而且在這麼做的時候，不能壓

制經驗面向，也不能否定哲學論點的引入。

肆、歷史時光中的懷舊

上述討論已將十九世紀鑑定為懷舊成爲醫學討論中心的

時期，在這段期間，懷舊也變成批判現代性的第一種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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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開始時，二十世紀早期，尤其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的那兩段時期，被呈現為一種特別的時段，當時在哲學、

文學以及社會和政治思想中，都有人提出主張，認為與過去之

間的關係必須被加以概念化，藉以視之為根本無法確定的。現

在我想要回到這兩個關於論述的觀察上，並將它們連結到廣義

歷史社會學的一些要素。我將試圖證明，對現今的我們而言，

對「起源」的指涉，具有某種特殊意義與重要性，此種特殊意

義是根據我們對過去的詮釋、而非決定而來。在我開始討論之

前，必須先指出此種嘗試的一些特質。

首先，我會「據理」支持此種重要性，但我不會提出完整 94

的論證或決定性的證據。任何有關過去的敘述都建構於現在，

並試圖理解現在，這項討論也不例外。同時，有鑑於先前的討

論，此建構只能是各種多元可能詮釋的其中一個：它的說服

力，只能根據它看似合理並被接受的程度去加以衡量。其次，

雖然「對我們」一詞也只能被理解成身爲這項主張之發表對象

的「我們」，但這卻是充滿疑義的，尤其是當李歐塔(Lyotard,

1989a)強烈質疑此種「我們」是否真正存在之後，更是如此。

我確實主張，這種「我們」是存在的，大部分是「我們歐洲人」'

而且我認爲，即使是李歐塔，也是以這種「我們」爲基礎進行

討論的®。然而，在此我遵循並接受李歐塔的說法，即這多半

並非「能」做些什麼的「我們」，而是「不能」或「再也不能」

做些什麼的「我們」。這種集體性因為其過去的經驗，及其對

過去經驗的詮釋而失去了能力。而我們現今的特定需求，正是

源自於此種情況。因此，第三點是，我是從某個特定的歷史角

度，並爲了某個特定的時期，也就是「今天」，來提出這項主

®：歐洲（和綦本上面方）的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學者，依然極少認知

到，歷史時刻有可能（也確實很．像）是以相當有別淤其他親點的做法而被

加以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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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這一點至此應該幾乎是不證自明的了。

在提出這些開場白之後，我想現在我已能主張，目前我們

指涉起源的方式，和過去兩個世紀中，歐洲歷史上的兩大重要

事件有關O。首先是十九世紀歐洲大規模移民潮所造成的附帶

狀況，以及國族主義的崛起，其次則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長期

戰爭，包括軍事戰爭及內戰。對歷史學家以及對過去有興趣的

其他每一個人來說，這些事件是相當耳熟能詳的，但這並不是

說這些事件爲他們所經歷。為什麼要特別把這些事件拿出來

談，並認爲它們形塑了我們敘述過去的方法呢？

爲接下來的論證鋪路：這些事件的任何一項，都徹底改變

了某些人看待過去的方式，或甚至是可能看待的方式，那些人

包括曾親身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或是緊跟在這些事件發生之

後存在的人。肯定的是，並非所有的改變都朝著同一方向進

行，對於過去的全新觀點，也並非只有一種解讀。但有種新的

論述形態產生了，此種形態是作爲一個空間，包含了某些不同

的可能立場，但卻有一個共同的框架將它們連結在一起。在每

一種情況下，此項改變都以雙重行動去進行。就一方面而言，

歐洲人口經歷了如此大量的實際移動，以致此經驗不由得成爲

一種要素，形構了對歷史與社會的新觀點。另一方面，這些事

件也是智識歷史上的事件，透過智識歷史，應用於過去與現今

社會世界的概念裝備，得到了重塑。這些事件標誌著思想的移

位。最後，可能也最重要的是，這兩個事件之間有股張力存在。

此關係由其自身的時間性所決定，因爲其中一個事件在時間上

先於另一個事件，但此關係並不會在時間性當中自我耗盡。第

o ：我刻念將事件一詞以相雷廣義的角度加以使用，用以描述因具有

某種構成上的共同性，而連結在一超的每個事件，或是－紐事件，即使

這些事件本身可能跨越相噹表的一段時間。噹用的另類術語，亦即過

程，令人將歷史時間理解為一種流動，這似乎是不夠的。



第四章過去的可企及性

一項事件是有關損失的經驗，有某種旨於回歸的概念化過程對

之加以回應。第二項事件則表示了某種洞見，洞識了前者在概

念可能性上的損失。此種洞見起自於對損失的全新體驗，這種

經驗目前伴隨著此損失自身的概念化過程而來。抑或換句話 95

說，即第一個事件所主張的，為第二個事件所撤銷，李歐塔會

稱之爲「駁倒」 (refuted) 。但因爲該撤銷動作仍然缺乏蟻題(sans

issue) ，即沒有自身的主張，因此第一項主張不可能被撤銷。

此主張依然存在，指出了一種無法逃避性，亦即我們不可能將

之否定。

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尤其關乎於人類大量的移動。對經濟

與社會的歷史，以及工業化社會的社會學而言，從鄉村移往城

市，以及從農村的生活方式轉變為城市工業化的方式，早已是

主要的研究目標與指涉物。但是，在這些行動的影響下，數以

十萬計的歐洲人紛紛跑到北美去，這是因爲他們對自身於舊世

界中的未來感到絕望，同時／或是希望在新世界裡能有較爲

美好的未來。這些移民全都離開了他們的原始經驗之地，且

往往是永久的離開，並知道他們不太可能回去了。在此脈絡

之下，兩種懷舊的形式，即作爲一種疾病，以及作爲一種對

現代性的批判，就同時出現了，而針對懷舊所提出的補救方

法也出現了。

早在十九世紀以前，就有種概念廣爲人知，即認爲人們會

因為他們在出生地的共同原始經驗，而彼此連結。然而，直到

經歷移居國外的那種重大經驗之後，這個理念才被重新改寫，

以國族主義的外觀，成爲社會及政治生活的主導取向。這種現

象在概念上的革新是雙重的。首先，原來的空間已得到延伸，

超越了任何可能的經驗性質，而進入某個民族國家的疆界中，

該國家則是由語言所設想出來的。此種改寫若要顯得有說服

力，許多移民者就必須實際上待在「家鄉」，即使他們在經驗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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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遭逢許多重大改變®。其次，原始「經驗」的空間之所以被

放大，是爲了同時作為社經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容器。歷史的革

新派觀點，見證了現代性伴隨著創造有機連帶的分工，而以工

業社會的形式被加以制度化，也看到它隨著日益無所不包的政

治權利，而以民族國家的形式被加以制度化。那些遷移的人們

將成爲此新秩序的成員，因而擁有自主性，但也是一種嶄新的

社會化個體。

此建構提供了促使懷舊消逝的一種雙重基礎。就一方面而

言，人們不需要渴望過去，因為現今已在所有面向上取代了過

去，另一方面，也因爲重新書寫的過去依然出現在該國家的生

活中，可用以當成自己從未離開的家鄉。國族主義是對某種恐

懼的回應，該種恐懼擔心現代性會導致人們「無家可歸」

(homeless) 。國族主義進而將主張扭轉過來，提供了一種方法，

讓人們得以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建立新「家」（參見 Wagner, 1994a: 

Chapter 3) 。儘管歐洲的現代性確實因爲此種概念化的幫助而得

以組織起來，但在二十世紀卻有種情況愈發明顯，即此種藉由

國族主義而建立起來的重新置根動作(re-embedding) ，非但沒有

提供解決方案，反而只是取代了更根本的問題群而已。接下來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長期戰事，無疑證明了沒有任何解決方案存

在。

96 崇高的國族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背景條件，然而

這場大戰，卻詭異地在重申這個十九世紀的國家自決原則時畫

上句點。擁有後見之明的人們認知到，雖然希望愈來愈渺茫，

但那條一度展開、取代懷舊的路途卻因此得到延續，而這並不

僅是因為受到納粹主義與殲滅歐洲猶太人之計畫的影響。巴爾

＠：但此種重新概念化的過程，也在兩者之間創造了一條新的分界

線，一方是搬到「同一個」國家的工業區者，另一方則是遷移到「其他

.:1也方」者，尤其是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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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半島上的民族戰爭，爲這個故事寫下最晚近的一章。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戰卻開始了一個相反的故事，這個故事關乎於所

有傳統的崩毀。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對許多觀察者而

言，這場大戰就意味著完全不相信「現代性」有可能是在本質

和平且進步的路途上邁進，同時這也表達了某種無法否定的洞

見，即認為「現代性」有可能包含了前所未有的恐怖事物。俄

厰大革命標示著兩個時代之間的分水嶺。就一方面來看，它採

納了十九世紀的異議傳統，亦即以馬克思主義去解讀工人運

動，另一方面，它也導致某種政權產生，該政權所自詡的計畫，

是要徹底消解社會聯繫以及這些聯繫計劃好的重組行動。在兩

次大戰之間的那些年（此時的後見之明除了長期停火之外別無

他項），則見證了兩種主張之間的日益對立，其一以國家為基

礎，另一個則立基於階級之上，它們主張將現代性組織起來，

因為此現代性已證實比其倡導者所預料的來得更搖晃不定且

充滿危機。在德國的國族主義基進分子決定發起利己的鬥爭之

後沒多久，納粹政府就重新發動了戰爭，並輕率地利用戰爭對

付歐洲的人民，其中包括了德國本國內一大部分的猶太人，以

及整個歐洲的猶太人。當此戰爭在二十世紀中葉結束時，中歐

已完全不可能訴諸於傳統。這整個時期所累積起來的經驗，爲

某種哲學論辯的崛起提供了歷史背景，此論辯是關於以上所述

的傳統崩毀。與此同時，此種傳統的崩毀也遠遠跨出哲學論辯

的範疇，而在範圍廣大的實踐當中得到表述。

目前在藝術、文學與建築學之中，此表述一般被貼上現代

主義的標籤，雖然它並不總是和有關傳統崩毀的理念完全連結

在一起。更確切而言，此種盛行的理解方式，是根據從傳統中

解放的過程去詮釋現代主義的。繪畫領域上的現代主義，被認

爲起始於印象派，經由表現派和立體派再到抽象派，這種過程



璽l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因此被詮釋爲一種解放，藉此無須去再現一種可感知的真實。

文學領域上的現代主義以類似方法，藉由一位可辨明的敘事

者、發展中的人物自我，以及一種日常的文法和語法，而連結

到傳統敘事的崩毀上。所有這些傳統都以程度不同的基進手

法，在二十世紀早期的文學中被加以打破。最後，建築學也打

斷了與再現之間的關係，此再現指的是，透過各種形式的裝

飾，來再現建築物主人或居住者地位與權力的過程。現代式建

築學認爲功能比再現來得重要。

我並不想以任何重要方式挑戰此種將那些現代主義視爲

解放過程的普遍詮釋。這肯定是它們的本質，也是它們恆久的

貢獻。然而，此觀點卻可能低估了這些行動發起者在走上這條

路時，自認不得已的程度，之所以不得已，是因爲其他方法已

97 不復在，或是已無法被接受。此觀點可能忽略他們的一種被迫

感，此種感覺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他們並非自己選擇要從再

現的要求中解放出來，而是因爲別無選擇。雖然有一些重要的

例外，但在此脈絡中值得一提的是，各種現代主義的許多倡導

者一直是「移位者」（雖然形式不盡相同），亦即從自己成長的

地方遷移出去，或是被迫流亡的人。正如紐約現代藝術館(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以原典化方式所展現的，繪畫的現

代主義歷史，是關於移民和流亡的歷史。正如那些展示畫的說

明所指出的，在絕大多數的清況下，一個人取得公民資格的國

家、出生的國家與死亡時身處的國家，並非同一個地方O 。

雖然所有這些現代主義的起源，基本上在於工業化、都市

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之後，但卻處於極權主義、組織性

＠：諷剌又悲哀的是，某種「傅統」的指青，即認為那些畫家沒有提

出亻達康l1...有機的模式去再現世界的這項指責，卻燈實是眞實的。然而，

這項指責沒有認知到，世界矛盾」也將自己與那些傳統的再現模式劃清界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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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屠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之前，但後者的經驗

標示出更深一層的基進化。在智識生活中，有兩種回應脫穎而

出，顯得特別重要。在政治哲學中，一些來自歐洲大陸的思想

家對極權主義的來臨加以詮釋，認爲它展現了，某種形式的自

由主義無法避免地成為了現代社會的基礎哲學，此種哲學帶有

對人權與價值的承諾，這些思想家包括柏林(Isaiah Berlin) 、波

普(Karl Popper)和托曼(Jacob Talman)（另參見第二章）。在這方面

最著名的論述，肯定是柏林略為委婉的請求，要求優先採納負

面的自由而非正面的自由(Berlin, 1969) 。必須一提的是，所有

這些思想家，尤其是柏林與托曼，都對政治哲學實質上較豐富

多樣的選項心有所傾，同時他們也不草率地揚棄那些選項（參

見 Horowitz, 1991) 。看來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柏林與波普都在

英國定居，因此將他們自己重新根植在某個脈絡之中，此脈絡

在哲學上是分析性的，在政治上則是自由的。根據他們的觀

點，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所有較爲實質的政治哲學，一旦成爲

政治秩序的基礎，就容易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儘管它們的智識

發起者全都擁有崇高意圖。在經歷過類似經驗幾次之後，再沒

有此種實驗看來是可被允許的了。

在較廣義的社會哲學中，有種相關的論證採納了較為基

進的形式。它特別指涉企圖殲滅歐洲猶太人的計畫，而非較

廣泛地指涉極權主義。同時，它也從這項人類歷史上的特別

事件中，歸結出所有可用以進行再現的語言已經失落。這是

阿多諾的智識軌跡，他先開始評論，在待過奧許維茲集中營

(Auschwitz)之後不可能做出詩歌，進而談到否定辯議(Negative

Dialectics) ;李歐塔也有類似的思考路徑，從他早期有關奧許

維茲集中營的寫作開始，直到產生某種理念，從而認爲歷史

反駁了所有有關解放的敘事。諸如策蘭(Paul Celan) 、李維

(Primo Levi) 、柯夫曼(Sarah Kofman)等作家，在經歷此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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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其一生都爲某個問題所擾，即語言與再現的可能性，而

這個問題雖然可被暫時壓抑，卻注定會持續困擾我們(Friese,

2000) 。

有鑑於社會與智識歷史上的這些觀察，並爲了超越它們，

我們可以採取一種做法，即重新詮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歐洲社

會發展。主流的觀點認爲，社會世界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爲止，逐漸建立其現代、組織化的形式，

這個過程是與工業化、都市化、理性化（不僅透過現代科學，

也透過官僚體系進行），以及民主化同步進行的。雖然這些過

程當中，有一些比其他來得進展快速，也有一些在某些社會裡

98 進展得比在其他社會來得快，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一切都加速發展，在一九六O年代以前，在西北歐與北美已隨

處可見社會政治現代性的影子。雖然有許多歷史研究對一九一

四至四五年這段過渡期進行探討，但這段時期依然確實僅是一

段過渡期，就概念上而言並沒有取得任何舉足輕重的地位。舉

例而言，社會政策的歷史，經常從世紀交替之際的「早期戰爭

狀況」中跳脫出來，一直到一九五O和六0年代時發展「成

熟」。根據社會科學的自我理解，一八九O年之後的「古典」

與「新古典」時期在一九六0年代時的「現代」社會科學得到

了延續。經濟及社會的歷史察覺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時大量生產

(mass production)和組織化工人運動的崛起，也見證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於該巒生基礎上所建立的經濟秩序，也就是組織

化商業資本主義(organized corporate capitalism) ，或稱「福特主

義」 (Fordism) 。

在兩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所發生的事件，其重要性充其量

在於阻擋了西方世界的社會替代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有蘇維埃

社會主義與納粹主義。時至今日，那段時期的智識和政治活動

多半是以某種方式被加以詮釋，即根據它們與這些重大替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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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間的關係。然而，若我們願意相信標準觀點的話，則即使

這些方案與其他替代方案之間的鬥爭，是多麼劇烈且爭議不

斷，但只要確定了其會勝出，西方現代性似乎就會重新展開其

成功的歷史軌跡。相對於此種觀點，我主張將此鬥爭本身，以

及其所造成的損害（較不嚴謹地說），視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歐洲社會成形的主要原因。因此，現代化之路並沒有得到

延續，而是產生了一些從某個歷史經驗中集體得出的結論，雖

然這些結論的特定結果並非當初所計劃的。

若抱持此種另類觀點，則必須認爲一九一三至五O年代間

（這些是歐洲長期的統計序列中，標準的指涉日期），歐洲社會

發生了極重大的社會轉變。之前的社會可能包含了之後社會的

起源，但在重要面向上，他們卻是不同的祉會形構。舉例來說：

有兩種社會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其一是以家庭作爲支持的強大

連結與高程度的生活水平，用以支應社會中的殘餘風險

(residual risks) ，另一種則是整全的福利國家，存在於徹底商品

化的社會中。「古典」社會科學構想出有別於「現代」社會科

學的社會連結與社會秩序可行性，同時這兩種社會科學也以不

同的方式提供證據。一個擁有財力、可大量生產基本投資和散

貨的經濟體，有別於將大量消費連結到大量生產的經濟體，因

此，前者能夠將生產模式類化(generalize)~ 。主導一九五O和

六0年代建築，且創造了無表情城市的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 ，不只意味著新即勃主義(Neue Sachlichkeit)的普及，也是

一種受制於相當不同標準的風格®。

顯而易見的是，任何此種有關社會生活轉型的主張，都很

慟：漢椰·鄂蘭在〈人類的境況〉 (Human Condition, 1958)一書中，
探討工作與勞動的部分，已展現出對此種轉變的頫著認知。

~ : Friese and Wagner, 1993 ;也感謝孟克(Daniel Monk)和我討論這項

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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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發爭議®。支持連續性的論點，並不會僅因爲有人強調

差異性，就變得無效。確實，我完全不否定連續性的力量；更

99 確切而言，我旨在強調戰後歐洲社會一個為人所忽略的特質。

回到之前的討論，此特質關乎於起源的喪失，並已為人所察

覺，現在此特質已全然不是哲學或宗教宇宙論的議題，而是關

乎我們是否有可能真正去指涉日常社會生活中的「習俗道德規

範」 (morality of custom)（參見 Rose, 1993: 55-6 中有點誤導性的

討論）。這並不是說，有如貝爾(Daniel Bell)所認爲的，二十世

紀早期的前衛現代主義(avant garde modernism) ，在一九六O年

代以前，已經成為一種「沉澱文化」 (sunk culture)' 一點一滴

滲入大眾之中，而是說所有既成的、判定真善美的方法，被強

制破壞了兩次，首先是被二十世紀初政治與軍事的大規模動員

破壞，接著是遭到極權主義、戰爭和集體屠殺的破壞。同時，

這些破壞的方式足以讓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倖免於難。戰

後重建的大量物質需求、在戰敗國社會中實施的重新教育方

案，以及在解放國社會裡抗爭鬥士與通敵者之間沉默的嫌隙，

都導致此種受難經驗在戰後時期依然長久持續＠。在不想過分

強調這點的清況下，之前的主張應足以針對那些有關傳統崩毀

與起源喪失的理念，賦予一種社會歷史的意義，此意義是超越

傳記體與哲學意義的，因此也可說是位於這兩者之間的。

＠：同時也必須注意的是，我在描述時所用的背景意象，是取材自某

些社會（例如德國社會），甚菸其他社會（例如英國社會）的，這些不同點

確切地指向不同的歷史經驗·和它們的詮釋過程 0 若要更詳盡地比較討論

歐洲各個社會，就必須區別出它們的斷巢與連續程度。

@ ：在《現代性之社會學》 (A Sociolo頲 of Modernity, Wagner, 1994, 
Chapter 4)一書中，我已經討論過現代性自我註銷(self-cancellation)的傾

向，認為它根本存在淤有關自我規範的自由概念之某些社會意涵中。因

此，討論的焦點在淤現代性多種自由形式的自我註銷。若沿考這種思考

路線行進，我們可能會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累積經驗，見證了維織化

現代性當中，一種相關的自我註銷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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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接受此處所提出的廣義社會歷史主張，便能從中得出

重要的概念洞見。首先，雖然正如以上所證明的，現代性思想

的特徵是創造懷舊的可能性，但就其本身而言，現代性的本質

卻並非懷舊的，而是懷舊的渴望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這些形

式無須並存，甚至無須出現。將懷舊的形式分為傅記經驗的

(biographical-experiential) 、社會歷史的(socio-historical)以及哲學

的，雖然可能粗略，卻開發了某種路徑，讓人們得以針對現代

性（或就此事而言，即資本主義）有關傳統崩毀的傾向，以及其

所引發的、抱有懷舊渴望的世代，進行更具體且分化的探究。

因此，就隱含層面來看，即使是德希達所訴求的「不涉及懷舊」

的現代性，原則上也是可構想出來的。懷舊在現代性之中本來

就有存在的可能性，但它並非由現代性的來臨所裁定。

相對而言，一旦此種考量指向某種路徑，而對我們當前的

狀況進行具體探問，則情況就會變成：有種懷舊的當前形式存

在，形成了當代歐洲自我理解時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無

法爲人們輕易揚棄的。此種懍舊與晚近歐洲歷史的特定歷史事

件有關。原則上，我們有可能否定，那些事件對我們當前的狀

況而言具有支配一切的重要性；隨著人們開始將我們與過去的

關係界定成不可確定之後，我們便得以做出以上否定。然而，

人們試圖做出任何此種否定或忽略時，這些嘗試確實都很有可

能產生某種回應，即要求我們必須賦予那些歷史事件核心重要

性。這就是晚近歷史學家所爭論的議題，也是修正主義

(revisionisms)所探討的內容；這些爭論的出現，可以放在現代

化樂觀理論的背景上加以理解，該理論宣稱已經一勞永逸地確

定了與過去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確定了對它的詮釋。

雖然如此一來，在賦予這兩項討論事件重要性時，還是有

很大的餘地有待加強，但我們卻可較無疑慮地反思，這些事件

確實已經對傳統、流失與懷舊的概念，添加了某種全新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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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意義。現在，當我們針對傳統和損失進行思考時，這項意

義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00 在此我不可能指望提供一個完整的論證，以主張我們在現

今條件下重新思考懷舊的概念時，以及在今日提出某個論及過

去的方法時，必須將那兩個歷史事件的具體性納入考量。之前

的描述也許已足以表明，創造一種論及此過去的敘述，是必然

要完成的一件事。此論點是以過去在兩種脈絡之中的雙重訴求

作為依據，一方面是在連續的（且持續強烈的）國族主義中，被

訴求為一種溯及起源的方法，另一方面則是在所謂的全球化過

程（包括經濟及文化面向）中，被訴求為一種據稱可清除過去瓦

礫的方式。與此同時，此種訴求雙重且充滿矛盾的本質，也降

低了某種可能性，即我們較不可能達致任何一個狀似有理並可

接受的、關乎過去的敘述。抑或換句話說，有某種偶然性存在，

要求得到某種當代的說明。

伍、添寫：現代性與流亡

有鑑於這些反思，當前的需求是將懷舊的概念加以拓寬，

以吸納那兩項歷史經驗。這是一種雙重的緊急性：要將這兩種

經驗納入考量，也要在個別超越它們其中之一的情況下，去評

估這些風險。超越這些經驗是無可避免的一種做法，因爲這些

經驗是不一致的，就某種重大意義而言，它們甚至是彼此對立

的。十九世紀國族主義的經驗，在面對早期現代性及資本主義

的根除效果(disembedding effects)時，試圖重新創造起源的意

義，而二十世紀的經驗，則證明了前者的滲敗，並造成前所未

有的強烈失落感。如果，目前的我們是生活在這兩種情況發生

之後的話，那麼我們就會傾向於重新概念化那些損失，認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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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在現代情境的流亡下所造成的必然狀況，同時認為懷舊是

某種必須加以克服的東西。

那麼結論是否應為（這是確實有可能的）：我們將十九與二

十世紀的經驗理論化為一種移民和流亡的普遍化過程，同時以

此種方法來界定我們目前的情境？如此一來，類化的流亡就確

實是延伸現代性經險之後的現代性情況，而我在一開始時所描

述的那種訴求（即訴求脫離懷舊的現代主義形式），在此種情況

下就站得住腳。於是，探索當代人類境況的基礎將得以建立起

來，此種探索的關鍵在於以如下形式結合在一起的流亡，即作

為一種個人經驗、社會歷史面向的一種現象，以及哲學思考的

一種條件。

為了做到這點，我們必須將流亡經驗的各種面向分解出

來，並將它們連結到雙重的歷史脈絡與哲學追尋之上。因此，

在第一種情況下，就會有個離開的時刻，或是被迫離開的時

刻。特別在文學作品中，這種經驗一直是有關存在經驗的持久

主題，在離開之時，人們對世界的觀點將會經歷根本的變化，

因為某種先於個人自身存在的安全感消失了。那裡是某人的出

生地、某人從無到有的地方，那裡的各種基礎總是已經適當地

建立起來，既不須要也不允許人們去徹底懷疑或質詢。當失去

這個地方，尤其是當某人被驅逐或是感到自己被驅逐，而非自

願離開時，這樣的經驗常被描述為失去了某種本體上的安全

感、失去了信心，而不再認爲世界有如先前一般可以接近領。

尤其，人們的境況也面臨威脅，有可能失去其存在的時間性。

一旦對既定事物的安全感消失，曾經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

~:相關的晚近論述，參見 Papastergiadis, 1993（我在寫作這本書時，

Papastergiadis, 2000 面世了，書中持續探討這個主題）， Kristeva 1991 ;感
謝史截摩(Yannis Stamos)幫助我針對此議題進行研究，並與我進行相關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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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變得無法再加以依靠。

在哲學論述中，流亡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內涵，但它們全都

有個共同點，即質疑有關實質根植性(substantive rootedness)的

論述，此種論述首先是含蓄而普遍的。流亡傾向於懷疑世界的

104 此在性(thereness) ;它引入了意識中的分裂。在此議題較晚近

的形式中，我們發現了有關現代性分裂的概念(Rose, 1992) ，或

是將現代性視為一種移位的概念(Ben」amin, 1997) 。舍斯托夫

(Lev Shestov)沿著類似路徑，暫時撇開重要的差異性不談，而

認爲生命的要素與離家有關。卡維爾(Stanley Cavell)提到，「人

們的任務，和海德格所發現的相反，並非學習如何居住，而是

學習如何離開、學習拋棄」。德希達(Derrida, 1978a: 292)在其所

謂的盧梭式詮釋中，將詮釋的動作解讀爲一種跨出文本的行

動，即「一種流亡」。米蓋爾(Christian Miquel, 1992, 1996; Du­

fresnois and Miquel, 1996)在其晚近作品中，極為廣義地將流亡

描述為人類的處境。雖然這些作品之間有許多不同點，但它們

都同樣試圖將存在的經驗連結到某種哲學追尋上，認爲這是人

們有希望理解流亡的唯一方法，這項嘗試就流亡一詞的廣泛意

義而言，是存在主義式的®。

正如晚近的作品一樣，這些觀點可和以上所討論的兩種經

驗加以比較。移民脈絡（主要是十九世紀）的特點是，當時的這

項決定，意味著在真正的建國時刻離開這個國家。人們離開的

時間點，正是國族主義意圖以重新置根的方式，提供解決懷舊

的補救方案之時。比起其他時候，十九世紀時的歐洲移民行

®：這個現今的脈絡固然重要，但此種方案不慮誘使人們去認為它們

所指涉的經驗是晚近的經驗，此經驗關乎淤現代性，無論現代性一詞所

帶有的時間意涵為何。我們可以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 (Tempest) 中，

找到一個經典的、 l1..依然最引人注目的、用以描述那種經驗的方式，馬

克思很可能就是從這部作品中，得出某個概念，即所有固態的事物都會

在空氣中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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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愈發代表著去一個非家園的地方生活。而流亡經驗（主要

是二十世紀）的特點是，它意味著在政體本體宣稱重建之時，

被驅逐出境，而這個時刻後來也意味著傳統的結束。正是在此

種背景之下，許多加起來足以構成社會歷史經驗的傳記經驗，

取得了一種強烈的哲學內涵，此內涵即對某種論述的可行性表

示質疑，該論述堅稱人類的存在具有實質的根植性。

在第二種清況下，此種質疑便引發了對全新答案的追尋。

在此種質疑出現後，答案就再也不可能與之前一樣了。它們一

定要有別於既往的答案，這些答案在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否定

的無法避免性之間來回擺蕩。當我在上文中提出一些要素，以

重新詮釋二十世紀的歐洲歷史時，已經闡明了此種自相矛盾的

情況，因而現在我想要透過至此所發展出來的論據，簡略地重

申這項主張。

遠離所有那些看似已知且自然的事物，可以讓思想得到解

放，藉此從不同角度去思考世界。那些空間性烏托邦的共同要

素，在於它們都是根據作者的意願和企圖去加以建立的，而那

些烏托邦位於他處的這項事實，讓此種建構得以進行。在前往

單純建構過程的路上，沒有經驗和觀念構成任何阻礙。因此，

作爲遠離(distancing)形式的移民與流亡，有助於在社會理論和

政治哲學中建立現代主義論述，這種論述，確實是藉由避開或

根除任何有關脈絡的資訊與特別資訊，才得以成立的。在哲學

歷史上，主流形式爲思想上的實驗，例如那些笛卡兒所採納的

實驗，以及較晚近羅爾斯的實驗。然而，我們可以假設，遠離

的真實經驗，讓人們更能做好準備，以從事此種形式的思考活

動＠。

＠：長久以來，有個關菸智識角色及批判可能性的論辯持續進行，這

項論辯討論了遠離所造成的結果，參與論辯的包括較早的曼海姆

(Mannheim)和伊利亞斯(Elias) ，以及後來的李歐塔與華徹(Walzer) 。某個



璽l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105 若他們已經歷過的那種遠離經驗，是那些新答案一個相當

形式化的特質的話，那麼我們可能進一步探問，是否可依據這

項基礎去談論它們可能擁有的本質。有兩種可能性就此產生。

首先，離開的經驗有可能改變與其他人之間在社會連結上的性

質，至少在整個社會或政體的層面上是如此。威廉斯(Raymond

覇lliams)將流亡的經驗與反叛的經驗做比較：「在拒絕接受其

社會生活方式的這一方面，流亡者和反叛者一樣絕對，但流亡

者並不與之搏鬥，而是選擇離開。[…...通常，］他會持續處於

流亡狀態中，無法回到他已拒絕或已拒絕他的社會之中，但也

同樣無法與他所抵達的社會建立重要的關係。」威廉斯主張，

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原來所在，就有些東西是無法挽回的。社會

連結無法以和之前同樣的存在方式重新建立起來；自身周遭世

界中的各種社會關係與意義，也無法再獲得同樣的密度。

有時候，對移民的評論甚至會提及徹底失去賦予意義的能

力。結果，涉入(involvement)的可能性也傾向隨之消逝。遠離

可能具有的解放效果，變成了否定的無可避免，而且以規範性

的角度而言，變成了犬儒主義(cynicism) 。來自各個國家的移民

者，在失去那些起源之後，變成了「不再有權力的人，上帝的

推動力在他們身上已經枯竭，因此他們漂洋過海來到充滿否定

的偉大大陸，在這裡人們的意志會宣稱自身是『自由』的，以

將整個世界的靈魂拖垮」 (Lawrence, 1987: 77-8) 。

此種取向是一種可能的後果，但並非必然的。至少還有另

一種有系統的可能性存在，此可能性立基於身在他處的經驗，

甚於立基在離開自身起源的經驗之上。對身在異鄉的人而言，

論點對一些襯察者而言，是批判性立場可能出現的條件，但對其他人來

說，卻變成對社會生活問題群的遠離，因而直接導致枯燥無味的結果。

我們可以進行類似討論，去探討學術實踐（此實踐噹被視為是無須行動

的）和其他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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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主動進入，而非身不由己地進入某個社會世界時，所遭遇

到的經驗，可能會因為結果不如預期而產生失望的情緒。對這

些人來說，這種感覺可能位於懷舊的根源，也可能在於想要回

去的願望，對那些流亡者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正如冉克雷維

所指出的，根據此種考量，不可能回到起源的這個事實，可能

變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這種感覺也可能將自身轉化，而認

知到自己經驗了互不相容世界之間的對抗過程，同時或甚至更

重要的，認爲自己經驗了零碎化過程寸幷貼過程，以及不再相

互服貼的「社會事物」。就此種意義而言，這樣的經驗可能導

致人們採納某種論述，該論述強調遠離與重新置根同樣是不可

能達成的。取而代之被加以強調的，是世界的非實心本質

(non-solid nature) 、其多樣性和可能性，以及其內任何立場的相

對性。

在《盧瓦－謝爾的對話》 (Conversations dans le Loir-et-C力函

一書中，克洛岱爾(Paul Claudel)的其中一項主張，是將美國描

述為「暫時性的、始終要重來的。［……］但奇怪的是，」他補

充道，「看到人類當中有這麼多人處於此種不穩定的狀態，既

戰戰兢兢又緊張兮兮地生活在這個屬於流亡和等待的國家。」

克洛岱爾在此引用的流亡概念，是關乎於從歐洲移民至美國的

歷史經驗，但他的使用方式卻超越了那些熟悉的內涵，那些內

涵即關乎於失去的起源，以及一個無法變成新家園的目的地。

流亡「此種不穩定的狀態」，已經變成恆久的存在，以及整個

文明的一項特質。我們大可假設，該指涉在此已並非獨一無二 106

地指向真實存在的「美國」，而是指向某種嶄新情境，在該情

境中，「絕大多數的人們」一般都能找到自己。對歐洲意識而

言，在哲學上引進美國的經驗，就有如對本體論的實際批判。

同時，這似乎意味著告別了舊時的哲學與歷史，此種含意被多

數人視為無法接受的損失，但有時也受到某些人的歡迎，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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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大解脫。但美國的經驗也能在不同的解讀下，不被視為有

關人類境況之所有哲學的終點，而被視為其真正「現代」的轉

變。美國現代性的存在，似乎讓未來變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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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學的經典人物中，韋伯(Max Weber)是唯一同時掙 107

脫歷史哲學的前提，以及進化論基本假定的人，然而，他也是
唯一想要將古老歐洲社會的現代化過程，設想爲肇因於一種理
性化之普世歷史過程(universal-historical process)的人」。這是哈

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1981: 207)於《溝通行動理論》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一書中，對韋伯進行探討時的開場
白。接著，他強調他認爲韋伯的成就之一，是「從歷史哲學那

裡贖回了抵押品，同時也釋放了被歷史哲學所拖累的十九世紀

進化論」 (Habermas, 1981: 209) 。哈伯瑪斯以批判的角度，重新

建構了某欞轉移，該轉移從立基於理性與進步的啓蒙運動歷史

哲學開始，一直到韋伯的比較歷史社會學(compara ti ve如storical

sociology) ，之後哈伯瑪斯主張，有關社會長期發展的問題，包

括這些社會在歷史中的方向感問題，都可以「透過經驗科學」

去再葭處理。他說，這個「問題是，現代社會的崛起與發展如

何能被構想為一種理性化的過程」 (Habermas, 1981, 223) 。

哈伯瑪斯清楚一個事實，即在他寫作之時，已有無數的反

對意見出現，否定此種方案的可能性，而他必然曾試圖將這些

反對意見納入考量。自從哈伯瑪斯寫作《溝通行動理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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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且整體而言，肯定並未變得較有利於（當

時哈伯瑪斯還在思考， 1981: 223)哈伯瑪斯一九八O年代早期

的觀念。有種智識論辯愈來愈屈服於反對的力量。該論辯最主

要包含了所有歸屬於後現代主義名下的論點，以及大部分中程

和短程的社會研究與理論化。我在本書前幾個章節中所進行的

討論，也反映出某種懷疑態度，雖然我尙未論及有關歷史方向

的特定問題。

但與此同時，有種思想（重新）崛起，此思想假定有種可理

解的歷史定向性(historical directionality)存在，而不太理會此定

向性在哲學上的存在條件。羅逖(Rorty, 1989: 68; also 1998)曾試

圖敘述「自由制度與習俗的興起」，而福山(Fukuyama, 1992)則

試圖復興有關「歷史終點」的觀念（此復興行動招致過多論

辯），這兩項嘗試都是該思想的一部分。新現代化理論

(neo-modernization theories)認為全球化丶工業化與反身性是現代

性新時代的標誌，並爲此種歷史的詮釋提供了社會學上的基

108 礎。若與哈伯瑪斯的取徑相比，這些觀點雖然和該取徑一樣，

對進化的趨勢感到興趣，但這些觀點對於社會的發展，不僅遠

較前者來得直率地樂觀，它們還轉移了焦點，從「社會理性化」

(societal rationalization)的整全概念移開，轉而強調自由與個人

主義。由於我自己的觀察迫使我必須放棄這些取徑在理論與規

範上所展現出來的信心，因此我希望在之前的章節（尤其是前

一個章節）中，我已證明了有關歷史方向的問題是無法完全逃

避的。然而，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必須要大幅改變。

此章節將提出審慎建議，用以進行這樣的重新考量。此章

節的開展，將聚焦於（以較不嚴謹方式去理解的）比較歷史社會

分析中的一項特定事件。在進化論大為盛行的時期（進化論認

爲歐洲自身站在歷史的最前線）之後，緊跟而來的是另一種歐

洲思想，該思想發展出一種驚人理念，認爲有一個在許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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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歐洲來得優越的社會存在，因此，這個社會也比較進步。

這個社會指的是美利堅合眾國(the USA) ，一般簡稱「美國」，

而這種論述是在二十世紀早期興起的O 。有鑑於此比較觀察，

我們可回溯上一章添寫中所討論的假定，即延伸之現代性的境

況，應被理解成是移民與流亡經驗的類化。一般人並非認爲人

類通常根植於某種社會文化脈絡，然後從該脈絡之中得到種種

價值和取向，而是認爲人類通常脫離了任何此種脈絡。根據許

多歐洲人的看法，這正是美國普遍的情況，這種情況也產生了

一種嶄新且截然不同的社會。此章節將描繪歐洲將美國的形象

發展成某種未來的過程，同時也將利用此種分析，去重新描述

種種反思歷史方向的方法。

壹、美國的形象（1) :他者或起源

「美國意味著許多事物。首先，它是難以企及的［……］，

一個不讓別人碰觸的神話。[...…]它是行進中的未來、是豐

盛、是各種視野的無限空間，它還是瘋狂的喧囂擾攘，充斥著

各種傳奇象徵」 (de Beauvoir, 1963: 28) 。自被發現以來，「美國」

就佔據了歐洲的意識。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許多前

輩後輩（包括移民者、旅行者、作家與哲學家）一樣，認爲「美

國」這個地方，無法在概念上真正加以掌握，然而，也許正因

為這個原因，它緊緊抓住了他們的思緒和努力。

在過去兩個世紀或甚至更久以來，尤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

之間，美國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方式便已成爲歐洲反思現代性的

對象。在歐洲，肯定或拒絕現代性都是經由對美國的觀察加以

o ：雖然我將要引述的某些看法，所指涉的是整個美洲，但我主要

關心的意象是北美的途象，尤其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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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的。與此同時，歐洲用以檢視美國的種種方法，也展現出

一系列的形式，這些形式讓社會理論能夠用以思考現代性條件

下的社會世界。

對歐洲人而言，美國打從被發現的那一刻開始，就是與眾

109 不同的。有別於亞洲及非洲的情況，那些所謂的「發現者」意

外發現美國時，並未預期那裡會有任何東西或任何人。亞洲和

非洲的居民「一直以來（似乎）早已」爲人所知；因此，他們在

人類的歷史中，「一直以來早已」佔有一席之地。相對而言，

美國的土著看來是徹頭徹尾的「他者」，人們甚至沒有預期到

他們有可能存在(Pagden, 1993; Todorov, 1982) 。或者，有如多年

後勞倫斯(D. H. Lawrence, 1962: 17)在重新探討這項主題時所

言，「現在我們必須學習以差異和他者的角度去進行思考。地

球表面上有個陌生人，我們即使再努力嘗試，想要自欺欺人地

說他是我們當中的一分子，就和我們完全一樣，也還是徒勞無

功的。我們與美國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想像的鴻溝［……］。現

在的真實情況，即爲無法轉譯的他者」＠。

自此之後，這種根本異己性的形象，就從未真正消失過。

然而，當歐洲的定居者幾乎將土著滅絕，並摧毀他們的社會

時，這種形象曾被加以轉化＠。從那時開始，就出現了一種美

國社會，雖然它也許還是和歐洲社會有根本上的不同，但至少

它是一個可讓人進行討論的社會。我們也許依然無法徹底瞭解

它，但它再也無法完全逃開歐洲的種種範疇。

最早貫徹始終試圖讓「美國」對歐洲意識而言變得可企及

＠：這個有關他者的歷史論述，並未受到大多數較晚近的後殖民討

論所關注 0舉例而言，蔭依德(Edward Said)的（柬方主義）（Orienta/ism,

1979) ，在談論歐洲與美國對柬方的看法時，並未將二者清楚分開。

@：有人可能會問，對綦進他者的假定是否並非促使該種族滅絕行

動發生的原因之一，雖然我們永遠無法找到一個殯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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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即為洛克(John Locke) ，雖然他的嘗試並未得到真正的開

展。他暗示道，當時美國普遍的情況，就有如自然狀態，亦即

人類秩序尙未由社會契約建立起來之前的狀態：「因此，全世

界起初都是美國」，他在《政府論次講》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一書中提出這項說法O 。

此形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看來極有說服力。黑格爾

認為，美國社會尙未真正進入世界歷史之中；這是一八二二年

的事，當時距離美國獨立宣言的發表，已過了近半個世紀。他

在《歷史哲學講義》 (Lectures on the Ph1Josophy of祏story)中，

將世界細分為「東方的」、「希臘的」、「羅馬的」，以及「日耳

曼的」部分，而僅在討論美國本質的上下文中，簡略地提到「新

世界」，同時他最感興趣的是美國的地理特點。黑格爾的主要

努力，在於將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再度置於歷史洪流中，而對他

來說，此洪流的起源不容置疑地來自希臘與基督教(Hegel, 1996: 

87) ，因此，發生在大西洋彼端的基進狀況，就逃過了他的思

慮＠。洛克與黑格爾都認為美國是有點遲來的社會與歷史起

8 : Locke, 1966: par. 49 。對淤洛克在此一面向的詳盡討論，相對
而言較少，其中一個例子參見 Lebovics, 1986 。對淤此傳統，參見霍

布斯的評論：「在美國許多地方的那些野蠻人［…］根本沒有政府」

(Hobbes 1996 [1651]: Chapter 13, par. 11) 。

＠：然而，他已願意相信，美國是一片「有吸引力的土地，也是未

來的土地，但尚未與我們產生關係」 (p. 96' 粒體為筆者所加）。籬逖

(Richard Rorty, 1998: 20-2)在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協助下，有創意

地解讀黑格爾，而將其立場顳獲過來。對羅逖／惠特曼而言，黑格爾

說了一個有關「自由之成長」 (the growth of freedom, p. 21)約故事，在
這個故事當中，美國是終點。黑格爾宣稱他自己讖身事外的這個事

實，他們可藉由文化主義（身為歐洲人的黑格爾湿身事外，但「我們

美國人」卻是濃身其中的）去對之加以鮮釋，也可藉由一個非當強大

的歷史哲學（處淤十九世紀早期的黑格爾湿身事外，但我們這些較晚

出生的人卻湿身其中）去解釋。由淤羅逖的研究〔他將此研究稱為有

赦化意味的哲學(edifying philosophy）〕範疇較廣大，因此這兩種鰭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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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它主要的用途在於提供一個比較的角度，用以反思社會和

政治生活的起源。

這是美國在社會哲學中的首個主要形象。美國對世界上那

些較先進的區域，展現出它們自身過去的圖像。就其本身而

言，美國可能便具有重要性，因爲它讓歐洲的思想得以驗證其

有關社會生活基礎的概念，而此種起源上的基礎，是思考秩序

與歷史時的必要元素。然而，此重要性也是有限的，因為一旦

開始對起源的思考，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能夠得自於「美國」

了。這是一個被遺留在後的舞台。

貳、美國的形象（2) :純粹的現代性

當時有一段時間，歐洲人並未真正看出任何理由，理解為

110 何美國的存在應該促使他們去轉移歷史的中心。然而，隨著美

國對歐洲的影響（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影響）與日

俱增，這項洞見就有了立足點，即發生在美國的事情不只提醒

了歐洲人，事物是如何開始的，而且本質上還是嶄新的、是一

個不同的開始。在十九世紀期間，美國的某種新形象在歐洲成

形，此形象的完整輪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變得顯而易見，就

某種重要意義而言，也正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它才

變得明白清晰。

在歐洲意識中，法國大革命的來臨，使得人們對美國革命

的關注相形失色＠。然而，大多數觀察者未曾認知到的是，美

的地位並不穩定。感謝藍博恩(David Lamboum)讓我將注意力轉向這

一段。

@ : Henningsen 1974: 84 。雖然普世主義的宣稱在進行有關闡述時
頗為不同，但法國和美國智識世界之間的「特殊關係」，尤其應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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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革命造成了一種與政治傳統的斷裂，此斷裂就某些面向來

看，遠比之前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要來褐明確。法國的革命者

在一種著名的社會結構中，將主權的場域、政治的中心，從君

主轉移到人民身上。對美國的革命者而言，這種可能性是不存

在的；當時根本沒有美國人，因此必須先在革命之中、並透過

革命自身將美國人創造出來。獨立宣言充滿了多重意義。就言

說的行動來看，說話的主體必須先讓自身存在，亦即「我們美

國人」。其次，它必須創造出其所訴說的真實事拘，即一個後

來被命名爲美利堅合眾國的特殊政體。第三，它開展了真正的

秩序，讓這個政體變成首個持久的模範，也就是現代共和國（參

見 Arendt, 1965; Derrida, 1986 以及第二章）。

在此立基行動的影響下，美國革命產生了一種新的推力，

讓人們在啓蒙運動遲暮之時，徹底地希望社會知識與政治行動

能夠協調一致。因此直至當時為止，有關人類社會生活的知

識，似乎一直侷限於某項事實，即所有的社會在意識到自己存

在以前，就已擁有歷史了。然而，人們能夠全然理解的，唯有

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東西。美國社會似乎是第一個此先決條件得

以成立的社會秩序，與此同時，此秩序的領袖成員也大半相信

該條件是成立的0 。

以虛無和完全的自我知識作為起點：這些是能創造出美國

形象的基本素材。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這個概念在歐洲的觀

此兩種革命並行的歷史脈絡中被加以理鮮。

f): 哈茲(Louis Hartz, 1964)指涉移民者離開歐洲的歷史時刻，試圖
比較那些歐洲人主要的「定居社會」 (settler societies) ，包括美利堅合
眾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澳洲，那些歷史時刻，成為歐洲意識在殖
民過程中的一種社會歷史上的分梁。淤是，美利堅合眾國被視為一個

凍結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社會，因此其特徵在淤啓蒙運動的樂襯主義

與洛克的個人主義(Hartz, 1955)。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966: 
18) 已經主張，美國殖民者在歐洲時，「以某種方式將民主原則和所有

其他原則分離，而那些原則是他們所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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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當中流傳，而這些特質確實標示出美國與歐洲之間的一些

基本差異。這些差異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也愈來愈爲旅行者

所經驗，但它們卻證實是難以理解的，而且在得到承認時也通

常是猶豫不決的。在此種無法確定理解的情況下，許多歐洲人

都以美國社會和舊有世界相比，再根據美國社會所欠缺的事物

對之進行推論。

美國欠缺歷史，這是許多觀察者都贊同的一點。它是一個

沒有傳統的國家，「這裡沒有中世紀的廢墟堵塞道路，此處的

歷史以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要素作為起點」，這是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於一八八七年時所指出的＠。或者，正如韋伯

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於一九二五年，第一

次世界大戰之後，以較強烈的語氣所說的，它甚至是「沒有歷

史的特別國家」 (the specific country of ahistory)(Weber, 1925: 

80) 。又幾年之後，法國作家杜亞美(Georges Duhamel, 1930: 19) 

在其《來自未來的景象》 (Scenes from the Future)一書中，將美

國肚會描述爲「一個人類要素的集合體，沒有傳統、遺跡和歷

史，同時這些要素之間，除了某些糟透的連結之外，也沒有其

他的連結，而那些糟透的連結是它們的共同工作賦予它們的」。

111 個人主義常被視爲美國的主要社會與政治特徵。黑格爾已

談論過此社會中的個體原子，在這個社會中，特定利益主宰了

一般人的利益。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966 [1843]) 

將美國社會描繪成是專斷的，在這樣的社會中，立基的情境不

得不導向一種立基於自由和平等的秩序，然而，在這種秩序之

下，孤立(isolation)與順從(conforrnity)則會變得無法避免地彼此

(3: Engels 1958: 354（取自一八八七年美國版本的序言） 0 馬克思(Karl

Marx, 1963: 9)也視美國為一種純粹形式；他描述「北美那些自由州屬」
的特徵，認為在這個國家中，「州屬以其完全成熟的形式存在」，這個
國家已「達致完整的政治鰭放」，雖然它並未達致人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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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一九三六年，史波利(William Spoerri, 1936: 7)在對歐洲

有關美國的作品進行廣泛評論時，指出有關個人自由的問題，

已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的一項根本議題，幾乎其他的一切都能衍

生自此議題。

正如失望的移民者萊瑙(Nikolaus Lenau, 1971: 215)在回到

歐洲之後所說的，這些美國人帶著他們「近乎怪異的冷靜沉

著」，完全不受限於某種束縛，而就是那些束縛，導致歐洲人

無法成為自己、以及大自然絕針的主人。最晚是從二十世紀早

期之後，美國的技術進展開始令歐洲人印象深刻且備受驚嚇。

芝加哥的屠宰場和底特律的汽車工廠，是當時人們最常引用的

例子，用以指出美國的重大罪行，此罪行被置於種種標題之

下，例如機械化、標準化、量化，以及沒有分寸的大規模成長，

同時付出了失去所有道德規範的代價。

對歐洲人而言，這個似乎沒有限制的｀在工具理性上的突

破，並不僅是這個年輕次大陸一個單純的相對特質，若不然便

無足輕重；它還是美國的統治原則，同時就其本身而言，創造

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分歧。杜亞美(Duhamel, 1930: 12)像其他許

多人一樣，將歐洲的道德文明和美國的機械文明加以區隔，這

樣的區隔完全仰賴於他所謂的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 。後

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 

1963)將美國稱爲「應用啓蒙運動」 (applied Enlightment)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這句話所帶有的涵意與杜亞美的相比，顯得較

爲正面。

在那些肯定美國以及批判美國的觀點之間取得平衡，這個

主題就其本身條件而言是相當有趣的，但這裡我無法對之進行

全面探討。這裡只需說，「美國」在範圍廣大的低層階級當中

擁有正面的形象，這確實常是因為將移民納入考量的關係，然

而，在學者與記者公開發表的評量中，卻有絕大多數是帶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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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批判性的，且只有一些自由進步派的作者，對相對而言較自

由且平等的美國社會表示興趣O 。

雖然許多歐洲學者在造訪美國時感到相當憤怒，但只要有

個關於兩種文明的理論能夠站得住腳，就沒有什麼勝負未定的

問題；只要與差異保持一定距離，差異就應該是可接受的。當

美國的原則被視為危及歐洲精神時，問題便開始了。這也是歐

洲人日益懼怕之處。這個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存在和與日俱

增的力量，對歐洲的生活方式、歐洲的希望，以及歐洲創造自

身未來的方式而言，會形成一種消耗。這個認為美國對歐洲造

成負面衝擊的概念，可用多種方式加以詮釋；我僅提供兩種，

其一爲社會學的，另一則是哲學上的。

112 社會學的詮釋，強調大規模移民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這

包括人們離開的那些社會，以及人們移往的那些社會。關於前

者，詩人白爾尼(Ludwig Borne, 1868: 108)在德國一八三0年的

革命失敗之後，一直爲「誰移民？」這個問題所擾，他給了自

己一個痛苦的答案：「一個認爲束縛最難以忍受的人、一個最

愛自由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最有能力為自由奮戰的人。［……］

德國人歷經干辛萬苦和種種危難，漂洋過海去尋找美國，卻不

在自己的家園，以遠遠較爲舒服且安全的方式創造美國，這豈

不是一種令人悲嘆的愚行嗎？」有人可能對海洋兩邊是相對辛

苦或舒服的評估提出質疑，但似乎足以主張的是，歐洲在失去

許多最有冒險精神的心靈之後，其較晚近歷史因而有了改變

＠，雖然這個主張必然是與事實相反的。

O ·．相關例子參見 Schwan, 1986; Trommler, 1986: 671 。有關歐洲對
美國的看法，相關的論逑不計共數，這些論述噹當聚焦淤特定國家，

主要是法國和德國，也旁聚焦菸特定時期，範圍從十九世紀早期直到

現今。有關那些最晚近的、帶有進一步指涉的論述，參見 Mathy, 1993; 
Kuisel, 1993; Schmidt, 1997 。

＠：一個世紀之後，梵樂希(Paul Valery, 1951: 85)淤一九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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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收的社會所造成的相關影響在於，創造了流亡者的社

會（延伸自 Williams, 1961 ;另請參見 Kriegel, 1972: 93 and 95; 

Lawrence, 1964: 3) 。正如我之前主張的，若社會連結無法以相

同於其在被消除之前的存在方式，被重新建立起來的話，則作

為移民者社會的美國，必然會缺乏社會連結的那些要素，而那

些要素就會證實是無法挽回的。有時候，我們甚至可發現此主

張以更強力的形式出現，一樣試圖指出某件無法挽回的東西：

在沒有根、沒有歷史、沒有自身傳統的情況下，美國沒有能力

創造任何東西，而它正好在長期移民潮的過程中崛起，這表示

人類的創造力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枯竭。因此，在《羽蛇》 (The

Plumed Serpent)一書中，勞倫斯(D. H. Lawrence, 1987: 77-8)安排

萊斯利(Kate Leslie)去懷疑「美國是否真是偉大的死亡大陸，因

而對歐洲、亞洲甚至非洲的『是！』，都意味著某個偉大的

『不！』」

在此我們從社會學的詮釋，轉移到哲學的詮釋。「歐洲科

學的危機」於一九三五年時由胡塞爾(Edmund Husserl)提出，但

其實從較早的幾十年前開始，它便已為人所察覺。這項危機在

十九世紀的進展中擁有歷史定位；十九世紀見證了專業科學學

門的興起，也見證到任何能將那些學門連結在一起的哲學逐漸

消亡（參見第一章）。但不僅如此，同樣在一九三五年時，海德

格(Martin Heidegger)與其他人（但不包括胡塞爾）一樣，在其《形

上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一書中指出，這項危機

在地理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從形上學的觀點來看，」他說，

這項危機同樣支配了俄國和美國，「人們同樣對不受約束的科

技產生一種不幸的狂熱，普通人也組成了同樣深不可測的組

針對此論述提出了一個正面的對應論述。如果歐洲文明隨著納粹主義

的來臨和另一場戰爭的迫在眉睫，而傾向淤自我毀滅，那麼其殘餘部

分將會在美國得到保存，因為美國畢竟是歐洲文明的產物。



璽l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織」。當「時間就只是速度、瞬時性和同時性的時候，當時間

成爲歷史，已經從人們的此在 [Dasein(being-there)］中消失之

時」，那麼「精神上的腐朽」 (spiritual decay)就會往前跨進一大

步，而「困惑茫然及不安全感」也會在歐洲大有進展O 。

當歐洲人察覺到，他們所認為最衰落的人類境況，就美國

人的經驗而言卻變成近似於達到屋史目的(telos)時，他們感到

愈加困惑不解。尼釆的一些讀者刻意將美國人當成是《查拉圖

斯特拉如是說》 (ThusSpokcZarathustra)之中的「最後的人」 (last

men) ，即使尼釆本人並未給予任何此種暗示：「『我們創造了幸

福』—－最後的人說，並眨著眼睛。他們已經離開了生活困苦

的地方：因爲人需要溫暖。［……］誰還想當統治者？誰要服

從？兩者都是極大的負擔。沒有牧人也沒有牧群。每個人要的

東西都一樣；每個人都一樣。」 (Nietzsche, 1968:'Vorrede', 

par.5; 另參見 Fraenkel, 1959: 23; Mathy, 1993: 214) 。科耶夫

(Alexandre Ko」eve)甚至將黑格爾的看法顛倒過來，認爲歷史的

終結在於二十世紀的美國＠。

4D : Heidegger, I 983: 40-1, 50 。對胡塞爾和梵樂希而言，歐洲並不
是一個地理政治學的實體，而是「精神的」實體，對後者來說，甚至

是一個「功能的」實體。因此，他們可以將美國這個「英國領土」 (the

English dominions, Husserl) ，包含在歐洲的範圍內。另參見 Derrida,

1989: 120-4 。

@ ： Ko拉ve, 1969: 161 。羅逖(Rorty, 1998)對美國的襯點，是黑格爾
／科耶夫理念的才史雜形式，某些人可能也會説它是他們理念的後現代

主義形式。它採用了該主張的形上學形式，而認為後形上學

(post-metaphysical)階段已經來臨，他在其他」也方曾這麼説(1989: 63) : 
「西方的（原文如此）社會與政治思想，可能已得到它所需的最後一個

概念革命」，並指出此革命發生之處。黑格爾本人已經預期到，蕾美

國已接近歐洲的境況之後，就會想要建立一個王國。有闊美國隨著時

間流逝，逐漸接近歐洲情況，而將自身「歐洲化」 (Europeanizing)的

這種概念，淤.::..十世紀早期也曾為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969)所

用，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幾乎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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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人也許會說，無論此種主張真正的意思爲何，它 113

們都採用了一種歷史哲學模式，這種模式是當代社會學與哲學

已幸運戰勝的。即使是這樣的觀點，也無法讓我們卸下重擔，

我們還是必須試著將此種思考模式，理解爲西方社會比較歷史

社會學(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的一部分。但這些模式

遠不止關乎於歷史而已；正如我將要證明的，它們提供了各種

可能性的關鍵，讓我們能以各種不同方式去理解西方社會。稍

後我必須回過頭來，更加完整地詮釋此歐洲思想自身背後的社

會哲學態度。首先必須要考慮此推論的形式結構，以及隨此結

構而來的、某種有關美國觀點的形式結構。

撇開所有的變化形式不談（這些形式非常多），此歐洲主張

立基於兩項基本假定。首先，它假定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相

比，甚至和所有的舊世界(Old-World)文明相比之下，都擁有某

種基進的異己性。有如我在一開始所提的，正是在此種意義

下，面臨未知時的那種最初驚訝，將永不會消失。其次，歐洲

的觀點假定，美國文明就技術經濟和社會政治層面來看，具有

某種有原則的侵勢，但這種觀點也同時假定，美國文明若以道

德哲學的層面來看，則處於劣勢。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主張，

同時涉及了社會學與哲學，而對於人們是如何得出此種觀點

的，仍然有待證明。

如果我們將至今為止，我所提供的有關美國特性描述的

要素放在一起，便能整理並重新集合這些基本要素。我們可

將此觀點中的「美國」稱為當前主義的(presentist) ，即缺乏歷

史與傳統。正如托尼斯(Ferdinand Tennies, 1922: 356)於一九二

二年，針對美國的民意進行寫作時所言：「它對舊世界的知識，

以及有關自身文化基礎的知識，是頗爲不足的；因此，它有絕

大部分是活在當下，以及未來的再現過程之中，而那些再現也

完全取決於當下。」美國也是個人主義的(individualist) ，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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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彼此間除了那些他們自己創造的連結之外，就沒有任何

關係了。美國同時也是理性主義的(rationalist) ，即是說，它沒

有任何規範與價值，只是不斷增強在工具上的支配，並致力

於有效率地使用手邊的一切，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托尼斯

(Tennies, 1922: 357)再次簡潔地表達了他對美國民意的看

法，這裡他借用了韋伯的理性概念，認為美國民意是「國家

精神的根本表達」：它是「『理性主義的』［……］其理性是傾

向於為那些意在達致外在目標的手段所佔據的」。抑或以勞

倫斯(D. H. Lawrence, 1962: 28)的話來說，美國「總是能深思

熟慮，在實際執行時總是有算計，迅速、敏捷，單槍匹馬，

就好像機器一樣。」最後，我們可稱美國是所謂的內在論者

(immanentist) ，即它拒絕接受任何有關共同較高目標的概

念，包括任何超越個人生活、並可能給予這些生活定位與方

向的事物。

以上這些特徵是一連串的，每個單一特徵都指涉所有其

他特徵，而非僅是互不相同的特徵被列舉出來而已。個人主

義和歷史的欠缺之間具有直接的關係，而歷史可能是共同性

的來源；工具理性主義的出現，可說是由於缺乏任何共同較

114 高的目標所致。若要試著進一步濃縮這個意象，我們可以

說，歐洲人所認知的「美國」，在完全沒被污染的情況下，

實現了自主性和理性這兩項現代主義原則。美國是純粹的現

代性。

這是美國的第二種形象。至此，我可能必須額外強調，我

所指涉的並非美國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而是歐洲人所以爲的

美國形象，這些歐洲人大部分擁有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

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但此種描述無可避免地提出了兩個相關

問題：美國人對他們自己的社會創造出什麼形象？歐洲人所塑

造的各種形象又如何連結到美國的社會與歷史之上？由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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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完全規避這些議題，我將針對人們可能回應的方向做出提

可°

美國有些自我形象，大部分與歐洲的觀點不謀而合，雖然

這些形象大多沒有規範意涵。哈茲(Louis Hartz, 1955)有關美國

政治傳統的描述就是其中一例；米勒(Henry Miller, 1947)名爲

「空調夢魔」 (air-conditioned nightmare)的描繪，是另一個確實

贊同歐洲對美國之評價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由一位

差點成爲移民者的人寫出的。然而，大部分美國的自我形象

是與歐洲的看法（至少）互補，或是相反的。美國人可能認爲他

們自己擁有歷史任務，該任務確實立基於原始契約；認爲自

己持續在建立各種社群；同時，他們可能認爲超驗主義

(transcendentalism)是他們真正特有的智識傳統之一，而不依附

於工具性與實用主義的世界觀®。

至於有關美國歷史和社會的更複雜問題，有許多針對歐洲

觀點的反對意見已經出現，並且持續出現中。這個觀點確實很

容易遭受質疑。有人可能指向美國的宗教性，該宗教性使得有

關世俗化過程的社會學理論，看來就像是「歐洲例外主義」

(European exceptionalism)的個案研究。抑或，有人可能強調，

移民社群的持續存在，將美國變成了一個擁有許多社群的社

群，而非一個擁有許多個人主義者的社會(Walzer 1990) 。而美

國人對歷史的執著，並非僅是宣稱那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沒

有歷史，就足以解釋的O 。

匾：身為美國當代最有趣的哲學家之一，卡維爾將自己視為原生智
識傳統(autochthonous intellectual tradition) 的一部分，愛趺森(Ralph

Waldo Emerson)即為此傳統的主要代表人物。
o ：這裡無法對文化比較妁進一步發展進行探討，該比較包括「實

踐」社會本體論與政治哲學，亦即美國人及歐洲人以行動和爭論動員

起來的那些學説 0 有關淤此種分析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參見 Lamont

and Thevenot,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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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化」、歐洲現代傳統

以及未來的透明度

若要假定此種不受任何污染的純粹現代性是存在的，就必

須更確切地肯定歐洲的狀況，尤其當某個目標是識別出各種可

能的抗拒行動時，更須如此。於是，有關美國現代性的虛構故

事，發現自己和同樣虛構的歐洲文明描繪，相對而立。

相對於美國人（homo americanus)冷冰冰的自由，歐洲人（根

據他們的自我理解）被連結到歷史與傳統之上；他們是國家記

憶的一部分，他們自己也這麼覺得。歐洲人仰賴的是某個熟悉

環境的各種標誌，這些標誌提供了安全感。如果像席琳

115 (Louis-Ferdinand Celine) 《暗夜旅程》 (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 1988: 169-214 ;參見 Mathy, 1993: 63)一書中的美國旅者

巴爾達木(Bardamu)那樣，失去了這些標誌，那麼隨之而來的就

是失去意義，以及感覺到空虛。美國的自由是一種靈魂深處的

恐懼(soul-fear) ，逃避自己，逃避真正的自我，而不是得到解放

去追尋某種事物，歐洲人對於這種逃避已有概念，也有所經

驗，而美國人恐懼的是思考，並以革新取代了經驗。 (Spoerri,

1936: 47) 。

在一個類似的相對位置上，哈非德(Adolf Halfeld, 1927:37; 

引述自 Schwan, 1986: 9)形容「美國是一個機器人(machine-men)

的國家，它從某個成功的基本原則中得出具有攻擊性且不足取

的規範秩序，並剝奪了生命中永恆的秘密」。他將這樣的美國

與「歐洲的人物世界」相比，認爲在歐洲，「有種社群的精神

［……］根植於普遍的習俗內，這種精神讓音樂說話、讓石頭變

成有意義的形象，也讓生命充滿了千姿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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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一種視域將個人根植在時間之內，並促使他們和其

他人接觸，人們便無法接收任何偉大的信息，也無從認知自己

必須接受的任何偉大挑戰。然而，杜亞美主張，美國的生活就

缺少了這種視域。根據他與其他許多人的看法，這就無怪乎唯

一從美國土地上冒出來的哲學，只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

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而已，這種現象確切證明了，若

缺乏任何精神性，便會使真理降級為實用性，同時也證實了機

械時代的貧瘠枯燥(Spoerri, 1936: 121; 有關歐洲對實用主義的

反應，參見 Joas, 1993: Part II) 。

這裡還有第三程形象，但這並非美國的形象，而是歐洲人

爲了他們自身的社會世界，根據他們對美國的認知所發展出來

的對立形象(counter-image) 。美國人強調現在，歐洲的生活則根

植於歷史；美國人是個體原子，歐洲人則是社群成員；美國人

為目的所驅動，歐洲人的取向則來自價值；美國人崇拜工具理

性，歐洲人則有感於精神與靈性。

重要的是，當歐洲對世界以及自身文明，建立起這個特別

形象之時，正好是其某種不曾明言的確定性遭到動搖的時候，

這種動搖是無法挽回的，而那種確定性關乎其社會與政治生活

的形式。正如之前所主張的，這時刻即爲二十世紀早期，也正

是人們經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餘波之時。這並不是說，歐

洲意識在這之前從未經歷過強烈震撼，諸如宗教戰爭或法國大

革命等即是，然而現在的惰況是，歐洲內部在迅速發展的工業

化和都市化脈絡中震撼連連，與此同時卻有一個他者存在，且

看來並沒有遭逢同樣根深蒂固的危機。除此之外，此他者的文

明，似乎展現出較爲優越的社會組織形式。根據歐洲的某種論

述，那些表面上明確且可辯明的概念（這些概念關乎某個提供

取向的共同歷史、某個人們必須追尋並實現的真正自我，以及

某個要求實現自身的更偉大任務），在面對美國的真實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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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加以闡明，而在美國，這些概念似乎沒有一個是派上用場

的。

這不折不扣地意味著，歐洲的思想陷入了困境。自笛卡兒

之後，歐洲在哲學中的自我形象，就一直是現代性的；在政治

方面則是自法國大革命以後；在藝術方面，則是自落選者沙龍

(salon des refuses)成功之後，或是任何人們想要提出的重要日

116 子以後（相關例子參見 Valery, 1957) 。而現在，歐洲必須為其自

我描述，採納一種有關傳統的論述。「有關歐洲的傳統論述」，

同時也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稱的「有關現代傳統的論

述」，於焉而生＠。

對整個致力於提供自我理解的智識體系而言（此體系藉由

找出人們在世界上的定位以達到其目的），這項改變造成了各

種影響。舉例而言，在較早期的主張中，歐洲常被用以和世界

上其他地方作比較，歐洲在此是作為一個精神的區域，在這

裡，神話已被罷免，反思成爲主宰。另一方的亞洲尤其常被用

以和歐洲比較，它通常代表著作為哲學前身的神話。這個立場

顯然已不再站得住腳（雖然很明顯地，它從未真正站穩腳步）。

由於現在的亞洲在美國這一方面，已和歐洲站在同一陣線，因

此它也被重新加以評估。在克洛岱爾(Paul Claudel)的《盧瓦—

謝爾的對話》 (Conversations dans le Lo扛－et-Cher, 1959: 146-7)一

書中，其中一個人物認爲亞洲「和起源相通」；亞洲構成了「重

力(gravity)與豐盛(plenitude)的極端，致力於抵消某種行動和虛

無的極端，而此極端是在另一頭的美國自我創造出來的。」在

40: Derrida, 1991: 32 。梵樂希(Paul Valery)的「精神危機」 (La crise 
de l'esprit, 1957)是此種取徑的典型例子，其典型程度可能甚淤德希達
所願意承認的。有鑑淤此，有關世界上非歐洲／非美洲拖區（例如日

本和韓國，或是那些回教國家）之現代性的當代論辯，必須用以和歐

洲淤兩次大戰之間的自我反思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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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意象中，歐洲似乎在神話般的亞洲與現代性的美國之間，

扮演了平衡的角色，而不再構成任何前線。然而，比起較早前

歐洲因自覺而宣稱的現代性，這種立場遠遠地更難以描述。

這個有關傳統、歷史、精神與認同的論述自身，並非是傳

統的。它是一種徹庭現代的現象，是針對某種社會的、而非僅

是智識的經驗所做出的回應，這種經驗關乎於現代性的某個不

同變體，而此變體是歐洲人所不熟悉的。我們可說此變體於邁

入二十世紀之時，開啓了某種論辯，該論辯關乎現代性的種

類，或是多元的種種現代性，時至今日，此種論辯已得到較成

熟的發展。表面上看來，似乎此種論辯若要出現，就必須先對

現代的自我理解有所威脅。除此之外，此論辯完全沒有發揮其

潛能，卻持續僵持在某個單純的對立情況中，在此種情況下，

對某個特定現代性變體的抗拒，以抗拒現代性自身的形式去加

以呈現，而該現代性變體，則被視爲不斷擴張，且正在歐洲展

開殖民統治。

那些歐洲人所面臨的問題是，當時沒有和平共處這回事，

而只有如今天一些政治科學家所說的「文明的衝突」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更糟糕的是，對他們而言，此衝突的結果看似事

先決定好的，至少在那些二十世紀的政治條件下是如此，而那

些條件都傾向對美國有利。美國的個人自主性與工具理性原

則，將無可避免地轉譯爲技術經濟上的優勢。至少，只要人們

必須接受一種基本上平等的大眾社會，以及個人自由民主

(individualist-liberal democracy) ，上述原則就會進行轉譯，而人

們所接受的這兩點，將會助長人們對物質對象較低俗的慾望，

並妨礙人們集體試圖在此種過程中應用道德約束。根據歐洲人

的看法，這就是美國模式的技術經濟與社會政治優勢，轉譯成

全球道德哲學之衰退的方式，此衰退意味著，立基於道德和傳

統的生活方式已受到侵蝕。於是，歐洲便受到「美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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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ization)的威脅。正如杜亞美(Georges Duhamel, 1930: 

245-6)所言，「在我們的土地上［……］有很多區域已被古老歐洲

的精神所遺棄。美國精神一點一點地拓展殖民地，一下是這個

省分，一下是這個城市，一下是這棟房子，一下是這個靈魂。」

117 也就是說，當某個「純粹現代性化爲真實」的形象，以及

其相對形象，即「舊世界就此失落」，已完全清晰顯現的時候，

這個相對立場自身就只能變得是有問題的。無論「美國」確切

的意義爲何，我們總有可能展現出，它就地理上而言，並非原

本所意指之處。對歐洲的國土來說，美國所宣稱的個人自主性

原則和理性優勢原則並非是完全異國的，同時美國社會自身，

也不能被認爲是不受任何文化傳承沾染的。而無論歐洲人試圖

賦予自身的是何種起源認同，每一項適度可信的此種敘述，都

必須確切包含某種現代性的要素，亦即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被圍困的歐洲人投射於他處的現代性。「美國化」的概念，
是許多那些歐洲人所選擇的解決之道，用以解除此理論僵局：

他們試圖說明，歐洲曾是完整無缺的，但美國的影響已摧毀了

歐洲的精神真理。

於是，「美國」變成了社會理論與社會哲學歷史中的一項

事件。就一方面而言，美國的崛起代表了現代性的來臨，這即

意味著，現代性的分裂(diremption)已變成一種無法逃避的情

況。另一方面，此種分裂被化爲一種二元論，而「美國」就被

置於此二元論的某一邊。我已經說過，歐洲社會理論的歷史，

可依據「美國」在歐洲意識中的相對存在，去重新加以解讀。

黑格爾與馬克思寫作之時，美國還只是個隱約的存在。因此，

在強調兩個彼此對立的社會生活傾向，是有可能協調一致的時

候，他們兩人所遭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少。在十九世紀末時，「美

國」以強者之姿進入歐洲的思想。韋伯見證了工具理性的崛

起，並間或將此種過程指涉爲美國化，此過程導致社會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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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共識(moral consensus)完全不可能出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美國」在歐洲的呈現出現了

一種嶄新的自然性，明確二元的社會理論化出現了，例如在哈

伯瑪斯(Jtirgen Habermas)或杜罕(Alain Touraine)的作品中就可

見一斑。具誤導性的地域隱喻現在已經消失，但某種理論形式

卻維持了下來，此理論形式將工具理性，對立於本真性及根植

性的各種複雜形式。哈伯瑪斯與杜罕都歸結出，當代社會生活

中的各種社會連結具有雙重性，並認爲想要達致一個單一的整

全形式，是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由於他們旨於闡明各種

規範性的必需條件，以推動某個有關可行現代性的方案（若根

據哈伯瑪斯的規劃，即為有關肚會理性化的方案），因此他們

以各種方法，將某種可能性概念化，即人們有可能平衡各種相

互矛盾卻又同時存在的必需條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社會理論，在將「美國」以及伴隨此詞彙存在的殘餘歷史哲學

驅逐出它們的場域之後，它們也失去了伴隨著「美國化」概念

而來的歷史觀點，而該觀點讓人們至少得以探詢歷史的各種可

能方向。

有個概念在許多面向上是構想欠佳的，此概念認爲，未來 118

不僅位於時間前方而不可知，同時也位於空間中的某處而有可

能被瞥見。然而，若「美國」僅是用以指涉一種談論社會連結

的方式，而「美國化」僅是指涉該社會連結形式擴張趨勢的話，

這項討論有可能早已胎死腹中了。有可能就此意義而言，介於

兩次大戰間的那些作者試圖說明，無論我們身在何方，現今在

另一處總會有個「美國」，是我們必須與之產生聯繫的。杜亞

＠：相關例子參見 Weber, 1975: 7° 由淤「新赦倫理」(Protestantic ethic) 
的一位主要見證人是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因此韋伯的這篇重

要文章可被解讀為對美國化的研究；參見 Henningsen(l974: 91-3) ，他

也注意到黑格爾作品中對該項主弳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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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Duhamel, 1930: 36)曾生氣地試圖向他的美國對話者解釋，戰

前（他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切都比現在清楚且美好，並

讓後者回答：「我們不再身處『戰前』，而你也不在歐洲。」

肆、理性個人主義和歷史的方向

這個「『在歐洲』可能就有如處於『戰前』狀況」的說法，

明確指出在空間與時間的比較之間，具有某種含糊不清的連

結，此連結在我對美國的形象進行討論之時，一直處於背景

中，作爲一種將歷史方向概念化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此說

法不僅暗示了空間和時間的關連，同時也具體表示，「在歐洲」

意味著落後，而那個無論我們想不想要的未來，則是位於他處

0 。顯而易見的是，此空間—時間的比較，是在擬定某項議題

（因爲這具有危急性）時一個相當無奈的方法，該議題關乎於現

代性對人類境況所造成的後果。然而，之前我對美國在歐洲的

形象所進行的分析，讓我們得以辨識出特定的宣稱，這些宣稱

有關於現代性與肚會連結的性質，且隨後關乎於歷史的方向，

而這些宣稱是可以詳加檢驗的。

純淨與淨化的觀念提供了關鍵，讓我們得以將美國在歐洲

的形象解讀爲對現代性的各種詮釋。現代性作爲自主性和支配

的此種雙重想像意涵，在那些形象中清楚可見，但這兩個詞彙

在用於對美國的觀點時，卻被賦予非常具體，且狹隘得多的意

義。前者僅被詮釋為個人自主性，後者則被詮釋爲工具支配，

或是工具目的理性(instrumental, purposive rationality) 。抑或換句

話說，「美國化」的假定，可重新詮釋爲「個人化」和「工具

., :此外，雎然這項特噴明颜導因淤杜亞美寫作的時間，但這句話

也指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約經驗或後果，改變了人類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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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這兩項理論的結合體。如此一來，問題即在於，此特

定解讀要如何連結到對該雙重意涵的較普遍詮釋®，而爲了簡

略起見，我將此解讀稱爲理性個人主義(rationalist individual­

ism) 。

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化模式，理性個人主義是（抑或仰賴於）

一種現代性的理論。它假定某種自主性的存在；人們是有意志

的，而且原則上都能根據自己的意志去行動。在此基礎之上，

該理論將人們不斷努力以期達致目標的此種迫尋，視爲理性的

表現。根據啓蒙運動哲學，理性個人主義採納了一種結合自由

與理性的形式，作爲其社會理論的基礎。如此一來，它便緊密

地連結到對自主性與支配的支持，視此二者爲現代性的雙重想

像意涵。

然而，理性個人主義並非僅將自身侷限於現代性之內，而 119

是對於現代性提供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詮釋。自主性和支配（自

由與理性）作為提供意義的詞彙，自身是不夠具體且模稜兩可

的，同時作爲一種雙重概念，它們之間也是充滿張力的。現代

性的社會意涵，是人們可自由加以詮釋的。舉例而言，自主性

可以主要根據個人範疇去加以理解，但也能被解讀為集體自決

過程(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理性和支配能夠先以目的丶

工具的範疇去加以認知，然後是程序的範疇，但它也能連結到

實質的議題。然而，這些有關矛盾狀態的說法（個人／集體，

工具—程序／實質），顯然並未完全捕捉到各種詮釋的豐富可

能性，它們甚至不必然是陳述這個議題最好的方法。相對而

言，理性個人主義始於一項毫無疑義的決定。其社會實體即爲

® ：為了將特定性及一般性的關係加以概念化，就必須開放空間，
讓有關歐洲現代性的理念，即使在面對「美國」純粹形式的現代性時，

也能夠站得住腳。更廣義而言，此做法將各種不同現代性有可能出現

的這種理念，引入到比較歷史社會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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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而這些人的行為是符合工具理性的®。

若現代性作爲自主性與支配的此種想像意涵，不將此種特

定詮釋加諸於固有的理論基礎之上，那麼我們也許還會質疑，

是否有社會歷史上的理由，可用以假設此特定詮釋很可能被採

納。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此答案也會同時指出現代

性歷史中的方向，而未來也會變得稍微透明。

在社會理論的歷史中，基本上有兩個這樣的理由已被提

出，且通常是以另類解釋的形式出現。首先，若沒有任何力量

阻礙人們去採納此詮釋的話，此詮釋就很容易被加以採納，因

爲它較爲優越。這個理論帶我們回到啓蒙運動時自由與理性的

結合（已於第二章探討），此種結合被轉譯為個人主義和理性主

義的結合。此種解釋模式是極度功能性的，同時就其本身而

言，在社會學上是同義反覆的(tautological) ，這是因爲唯有透

過觀察那些確實被採納的安排，才能具體地說明「優越性」＠。

相反地，第二種主張認為，此種特別的、對現代性的個人理性

主義式詮釋會得到採納，是因爲既定的掌權者，有能力將之系

統性地加諸於社會之上。這些掌權者可能是國家菁英，而對他

們的人民施加官僚理性化(bureaucratic rationalization) ，以及一

種「政府性」 (govemmentality, Foucault)的個人化政權。或者，

他們可能是經濟菁英，是新興的布爾喬亞(bourgeoisie)與資本階

級，而將資本主義理性(capitalist rationality)和個人化的商品化

(individualizing commod山cation)加諸於工人身上。這些理論中

＠：除此之外，這種對現代性的特殊「美國式」詮釋，蹌然宣稱自

身是純粹的，但它無法自圓其說。這是針對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

理論化而提出的批判，淮我不打算在此探討這項蟻題。

＠：此功能性的兩種形式並存淤社會思想的歷史中，一個將焦點湿

菸個人功能性，另一個則聚焦淤社會功能性。通帝只有後者被貼上功

能主義的標籤；而那些對功能主義的批判（例如 Giddens, 1977) ，也大

多聚焦淤此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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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豐富的一種，結合了上述兩種解釋模式。因此，支配的團體

有可能強行施加某個新的安排，因爲它也提供了整體理性上的

利益，即某種已被經驗的優越性。這是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已

增加的生產力而提出的主張，也是韋伯所提出的理由，用以支

持官僚體系的形式法律(formal-legal)基礎。

直至今日，這兩項方案帶出了現代性的社會理論，因此它

們也在本章一開始所引述的哈伯瑪斯論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固。它們確實也以兩種不同的方法，提供了某種歷史方向

感。前者與後者的一些形式，都有關於歷史目的論，此理論唯

有在（短暫地）阻礙那些優勢安排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才

有可能對經驗歷史的條件開放。因此，它們包含了一種較強烈

的歷史哲學，其強烈的程度超過大多數當代作者（包括我自己）

所願意接受的。然而，後者的解釋也能被加以歷史化，而主張 120

那些團體的實際掌權是一種偶發事件，那些團體正是此特定現

代性詮釋的實行者(Mann, 1986 採納此種推論模式）。雖然這些

團體對權力的掌控可能相當強而有力，但當時的歷史還是有可

能在未來變成偶發事件。然而，我們的論證無須在此畫上句

點。我們可在後者的這個論證架構中，引入一個額外的要素，

匈：當哈伯瑪斯認為那些對現代性的批判，綦本上提出了單一面向
的理論化學說時，他大大忽略了有關個人化的理論。這並不完全令人

意外，畢竟此理論帝噹只是以「原子化」 (atomization)的形式，作為

單一面向理論化妁結果而被加以提出，並加上一些諸如「個人的衰退」

和「機器程的齒輪」等慣用語。才目對而言，較晚近的現代性理論，在

對某個自我實現主體的較廣義理解中，覬察到個人的復甦(Bauman,

Berman, Giddens, Toulmin, Touraine 以及其他）。此種復甦即使以各種
不同用詞加以表示，也還是後現代性社會學（相對淤哲學）的一個主要

範禱。哈伯瑪斯必然是在此潮流出現以前提出論述，這便足以解釋，

他何以並未察覺位淤現代性想像念涵核心的這個綦本張力。然而，無

論在任何情況下，〈溝通行動理論）的制度.::..元論(institutional dualism) 
都避免將這個核心問題化，並試圖借助淤某個過強的實質本體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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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此特別的、對現代性的理性個人主義式詮釋是如何自我

施行的，該要素是將社會政治歷史連結到智識歷史之上。此方

法認真看待「何者構成『基本社會理論』基礎」的問題(de

Tocqueville, 1966) ，而在某些地方、某些時空下，其他人更樂

於採納此種方法。

若要爲上述問題尋求答案，就必須迅速審視理性個人主義

的歷史。此思想首先出現於社會契約理論，當時霍布斯(Hobbes)

在其《巨靈論》 (Levjathan)一書中，毫不含糊地提出此種思想，

其後諸如孔多塞(Condorcet)等思想家，在法國大革命的脈絡中

也重點式地發展此種思想，將之作爲基本的理論取徑。史密斯

(S皿th)的道德哲學與後者並行，在經濟範圍內爲理性個人主義

提供一席之地，此取徑也啓發了馬克思。此思想廢除了某個獨

立的道德政治哲學之各種要素，而在邊際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時於經濟思想中被加以基進化，進而引發此領域今

日的主流思想，即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皿cs) 。如上

文所述，在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文化批判者發

現，有種理性個人主義的墮落形式，是大眾社會中普遍盛行的

態度，尤其是在北美洲的社會，而此種形式，是以原子論與順

從論的結合形態呈現的。韋伯雖不是此思想的典型支持者，卻

為此種思想奠定許多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理性選擇理論

發展成我們今日所知的形式，並從經濟學領域，擴展到其他的

社會科學之中＠。

有了這些歷史指涉點的幫助，我們便能找到所需的各種要

素，用以理解某個方法的脈絡，此方法即爲特殊的、對現代性

捕找現代性的動力，而該本體論現已讒明禁不是「時間的考驗」。

@：根據此理論支持者的看法，理性選擇理論的眞正歷史直到二十

世紀中葉才開始，但偶爾也有些洞見被發現，看透更久遠的根源或「前

身」 (predecess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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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個人主義式詮釋，用以進行自我施行的方式。我將預期

某個普遍主張的出現，並將之置於各種脈絡中。理性個人主義

有可能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以社會理論之姿崛起並獲得接

受，或甚至自行施行。我所謂的沒有對手的情況，是指對於現

代境況的其他詮釋，雖然原則上可能存在，卻是無法企及的情

況。只要所有其他的此種詮釋都迫切需要訴諸更強大的社會前

提，抑或換句話說，比起個人理性主義詮釋，它們需要更實質

的社會先決條件的話，那麼上述沒有對手的情況就可能出現。

現在要將這個理念連結到現代性的意涵：若不想將自主性純粹

詮釋爲個人自主性，就必須有個前後一致且穩定的集體性，抑

或至少有各式各樣豐富的社會方法可用以和他人產生連結，包

括單一的他人以及他人的網絡。如果不想將支配或理性以工具

性措辭去加以詮釋，就必須有其他實質的價值取向，這些取向

同樣必須是和他人共有的，如果不是，至少必須是可傳達給他

人，且能為他人欣然贊同的（參見 Wagner, 1994a: 14, 31-3) 。如

果此看法能夠廣被接受的話，下一個任務將是找出在什麼樣的

條件下，那些其他的詮釋會變得難以或無法企及，以致上述沒

有對手的情況出現。

非常抽象而言，那些條件會在社會形構遭到毀壞時盛行， 121

尤其當那些破壞是迅速且有力的時候，同時，那些條件也會在

建立或重建社會形構時盛行，尤其當此項事件是在受到壓力，

或是在多樣的源由下發生的時候。在上述這些情況下，人們被

認為是自生自滅的，即和其他人沒有實質關係，同時「理性」

是他們唯一可安心取用的資源，這是因爲其他資源都被預先假

定，或多或少是爲他人所共有，或是爲他人所認知的。毀壞可

能起因於強行施行的社會改變，例如歷史上就曾有透過資本主

義革命，或是透過建立官僚體系國家機器(bureaucratic state 

apparatuses)去進行的，此處的推論和馬克思及韋伯的不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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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現在它必須也將極權主義考慮在內＠。然而，社會形構

的毀壞也可能經由戰爭和革命而發生。必須一提的是，理論化

的個人理性主義模式，在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以及十八世紀種

種革命的脈絡中取得了早期的突破性進展。在那些情況下，似

乎沒有其他方法可用以思考如何回歸到和平與秩序。

歐洲國家體系(European state system)在西發利亞條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中建立起來，法蘭西共和國(French Republic) 

也在法國大革命之時成立，這兩項事件明顯是建立或重建社會

形構的例子。然而，整體的歐洲意識認爲，在某些事件當中，

人們擁有足夠的（即使不是豐富的）實質資源，可用以重新建立

社會秩序。以稍後的歐洲觀點來看，美利堅共和國(American

republic)的建立卻遠非如此，而這項建立是西方政體建立的主

要案例。正是從這一點上，我們可回頭探討美國在社會理論上

的重要性。

大致而言，二十世紀早期歐洲針對美國形象而做出的歷史

宣稱，認爲有種個人理性主義現代性已在美國建立起來，並認

爲該現代性的某些特質，致使它從美國開始擴展，進而會以類

似方法改變歐洲。這裡的「美國」並非指涉一個可在地域上找

到的社會，而是代表一種特定的生活形式。若我們遵循我所謂

的社會學主張，此種生活形式的出現則可追溯至移民經驗。此

＠：這是十八世紀以後，批判性傳統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尤其是

某個從德國覬念論(German idealism)到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的傳統。根據這些批判性概點，這些傾向明顯迪同時遭到診斷與譴

責，而批判性理論的任務，正是辨識出導致它們出現的條件，或是致

使它們出現的力量，並意圖挑戰它們。碁本上，理性選擇理論提供了

那個襯點的倒轉形式。若它有歷史面向（通當是沒有）的話，它就能廣

泛接受馬克思與韋伯有關個人化和理性化的敘逑，然而，它卻會頌捲

此段人類歷史的進程，視之為理性(Reason)的進展，而不會對這項發

展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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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被視爲與人們想要拋棄歷史包袱的意願有關，也同樣關係

到人們不可能以同樣強烈的方式，連結到某個自身遷入的社

會，相較之下，人們和原先便已存在的社會之間，連結的方式

便有力得多。如果正是移民與流亡的經驗在社會學上說明了

「美國」的特點，那麼對於理性化和個人化的傾向，就他們在

別處被觀察到的程度而言，就能普遍連結到此特定條件。

如此一來，我們就有可能為某個歷史方向，發展出一種經

驗歷史形式的主張，此主張不再仰賴歷史哲學，因在該哲學

中，這樣的取徑已受到合理的抨擊。此推論必須訴諸某個現代

性的存在經驗理論(existential-experiential theory) ，該理論所包

含的概念，關乎作爲移位過程的現代性，也關乎作爲流亡經驗

的現代性。就一方面而言，它將聚焦於社會生活歷史深度的遞

減，此現象導因於社會持續的重組(recompositioning) ，而社會

的重組則是由於空間的流動性增加了。另一方面，它也會強調

單一個人的過度負擔，因他們不僅肩負著重組自己生活的任

務，也要爲自己即將成爲其中一分子的社會世界，重組指導性

的各種架構。

伍、社會理論和現代性的經驗 122 

然而，一個對現代性的存在經驗取徑，是否的確會證實以

上觀點呢？若進一步觀察，我們可發現此觀點立基於某個有關

社會連結的假定，該假定反映出社會理論現代主義

(socio-theoretical modernism)的簡單二元論，以及對此理論的第

一項回應，此回應在歐洲有關美國的形象中得到重現。根據此

觀點，（根據歷史或傳記）人類可能「原來」 (originally)就完全根

植於社會脈絡中，此脈絡爲人們的自我認同與行動動力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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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根源。然後，根據傳記和歷史經驗，此根植性將會因為

各種事件而產生動搖。一旦此種情況發生，人們在重新定向時

便只有一個方向可走，即朝著個人自主性與工具性支配而去，

亦即因為遠離了脈絡，而逐漸從理性個人主義的角度去觀察世

界。此種重新定向若要全面發生，也許真的只有在生活及歷史

上發生基進突發狀況之下才有可能，如此一來，所有較次要的

事件可能會爲一些實質連結留下空間。然而，就理論上而言，

此種較次要的重新定向，只是某個摸索過程(tatonnement)的中

間階段而已，該摸索過程的目標，是將理性個人主義變成一種

實踐社會哲學(practical social philosophy) 。

此種思考雖看似足以令人信服，但卻有理論上的瑕疵，因

此對傳記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而言，它都具有誤導性。根據本

書從頭到尾所使用的措辭，我們可以說，此推論的問題在於，

它所採用的社會理論地圖過於單純。地圖上只有兩個極端，而

是否從一端走向另外一端，取決於某種程度的理論需要與歷史

需要。於是，將移民和流亡境況加以類化的結果，就是在任何

集體人類當中，更難達致共同的承諾，而人們是希望在某項評

估上達成協議的。這樣的承諾在歷史上之所以能夠達成，在分

析下能看作是因爲人們的參與有限，且人們願意將長期的過去

界定爲共同經驗所導致的結果。在多元現代性的條件下，這些

特質已變得不為人所求，或是不太可能出現，抑或二者皆是。

於是，某種傾向變得具有份量，亦即在那些評估用語中，尋找

並採納那些在應用時最不含糊、且在各種不同經驗下最能溝通

的用語。雖然這兩項標準都須要更詳細的討論，但此主張是用

以支持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結合的。

我們可針對此種推論發展出一項規範性批判。首先，若要

廣為採納此種推論，就必須大幅減少評估的各種可能模式。由

於此種推論是在一個多樣世界的迫切需要下提出，因此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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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將會導致多樣性的消失。有社會理論化遵循了某個傾向於

理性個人主義的論證路徑，憑藉著預言自我實現的效果，而有

助於實現由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所組成的社會世界。它將進一

步減少我所謂的歷史深度，而主張揚棄更多實質上豐富的評估

模式。有關歷史是朝著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方向邁進的這個理 123

念，很可能成為一種不幸的可能性，此理念在社會理論的歷史

中，以各種不同方式自我重複。社會形構毀壞和重建的時刻迅

速交替，從這點已足以看出沒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除了基於規範的拒絕之外，還有概念方面的問題。

或者更確切而言，此推論還有一種概念上的錯誤是可被偵測出
來並加以彌補的，至少就原則上可以。有些在進行重新概念化
時所需的要素，確實可以在歐洲對美國的觀察中找到。舉例而
言，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86: 31 and 39)描述自己當初

曾對美國博物館的做法大爲震驚，他認爲那是對歷史的否定，

同時也是玩笑式地將歷史片段化，另外他也對美國將娛樂世界
歷史化的做法大表震驚。他明顯套用了歐洲人所熟悉的美國意

象，而將那些娛樂世界形容爲「在不恰當地認知到毫無深度的

現今的產物」。但接下來，他看出了某種需要，即必須「公平

地採用此美國現實，作爲一種批判性的試劑，以檢驗歐洲品味

的意識」，因後者一向以慣於將歷史本質化而著稱。他主張，

對於人類社會生活歷史性的理解，不應僵持在兩種對立模式之

中，一邊是美國的「贗品聖殿」 (shrines of the Fake) ，另一邊則

是歐洲的「真品聖所」 (sanctuaries of the Genuine) 。因此，他拒

絕接受理論上的二元論，該理論只要另一種思考模式（說明歷

史的本質）變成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會強行轉移到某種有關祗

會時間的思考模式上，這個時間在此是指「毫無深度的現今」。

類似的運作模式可能在另一種對立情況中出現，即介乎於

美國的原子化個人，和歐洲立基於社群的眾人之間。沙特(Sar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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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30 ，另參見 Sartre, 1968)在其旅遊雜記中，試圖找出現在

人們所謂的「美國認同」 (the American identity) 。他借用托克維

爾的看法作爲起點，該看法認爲個人主義與順從主義是同時出

現的：「每一位美國人在面對美國主義時，都會有所焦慮；他

的焦慮包含了某種矛盾心態，就好像他同時問自己：『我夠像

美國人嗎？』以及『我要如何才能逃避美國主義？』」但接下

來，沙特進而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身在美國的人，同時是這

兩個問題的答案；而每一個人，必須獨自找到這些答案。」若

要肯定這兩個問題的有效性，就必須拒絕某種選擇，此選擇的

一方是有關自由的抽象概念，另一方則是有關社會與文化隸屬

的強大慨念。抑或，正如較晚近時蘭西(Jean-Luc Nancy)所言：

自由不能被理解爲「僅是一種脫離因果(causality)或命運而『自

由』的狀況，而［應該是］注定要處理這兩個問題的狀況O 」。
當人們從有關歷史、社會與命運的問題所造成的負擔中，自我

解放出來時，這些問題並不會消失；但它們的本質改變了。我

們的當代境況具有兩種特徵，一是無可避免地從批判性角度同

時指涉起源與認同，另一則為同時指涉基進想像與投射過程的

自由＠。此種說明有潛力開啓某種概念上的二元論，該二元論

尾隨著美國經驗的崛起而來，主宰了有關現代性的社會理論。

124 認爲流亡構成現代性的這種觀念，不應被誤解爲僅是一種

~:蘭西(1990: 162-3)續道：這再次意味若，歷史是存在的恰當闡

述，我們注定（這是「自由」）要將之思考並／或處理為因果和／或偶

然、過程和／或事件、必然性和／或自由、無旁和／或永恆，以及單

一性和／或多元性等等。」另參見海勒與賚爾(Heller and Feher, 1988: 
14-43, esp. 41)針對某種「現代」需要而提出的意見，該需要即為必須
將偶然性轉變為命運。

＠：在論及愛趺森時，卡維爾(Cavel!, 1989: 10)提到：「我對世界的
評斷，表達出對自我的追尋，但並非追尋特定自我（就好像它代表了

我）的特定狀況（婦且稱之為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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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上的命題，而此命題關乎流亡清境愈益普遍的散佈情況。

更確切而言，這個觀念改寫了有關遠離脈絡的現代主義基礎概

念。它承認遠離的可能性，但不再認為遠離的結果是處於較高

的平面上，而現代主義假定此平面隸屬於一種範疇不同的秩

序。進行遠離的動作之後，人們會發現自己身在他處，處於不

同的脈絡中，但卻是在同一個世界裡。他們並沒有得到原則上

較優越的洞見，而是不同的觀點，以及一種經驗的累積。因此，

從遠處取得的經驗與知識，並不必然是一致的。流亡並不必然

會將人們轉變為個體原子，或是致使人們傾向於在所有的努力

過程中，採納一種工具理性的態度。遠離的經驗是多元的。由

於此種可能性而導致的人類經驗豐富化，是現代性受到恰當讚

賞的特質之一。這點是現代性做出解放承諾時一項不可缺的要

素。

此種解放的條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各種形式必須能夠根

據可能性，而非必要性去加以檢視。那些可供選擇的政治與道

德評估用語增加了＠。與此同時，無可避免地，毫不質疑便對

任何特定用語賦予承諾的程度減少了。現代性和現代個人「在

經驗到標誌著確定性的那些最終標記消失之後，得以自行建立

起來；［……］它們的消失致使某種冒險開始，此冒險持續受到

其所激起的抗拒行動所威脅，在此項冒險中，權力的基礎、權

利的基礎，以及知識的基礎全都備受質疑」 (Lefort, 1986b: 

179) 。列弗特繼續描述現代性的特徵，而補充說明它是「一種

真正的歷史冒險，因爲它可以永無止境，也因為可能性與可想

像性之間的界線變得愈來愈模糊」。這便是現代性社會學的任

@ ：就這方面而言，博柬斯綦(Luc Boltanski)和泰弗諾(Laurent

Thevenot)有關證成模式的作品，其重要性幾乎是無可估量的；尤其參

見 Boltanski and Thevenot, 1991,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1999, Lamont 
and Thevenot,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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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在。由於沒有一種現代制度是一旦鞏固起來，就能永遠解

答所有問題的，因此爲了找出適當答案而產生的那些歷史鬥

爭，有可能導致各種不同現代性出現，也導致那些界線的位置

出現變動。我們有可能看到，某個以歐洲觀點去檢視「美國」

的研究出現，（相當含蓄地）作爲此種有關現代性之比較社會學

的起點，同時也是有關（現在所謂的）現代性多元形式之論辯的

起點。

分析那些現代性的不同種類時，我們完全不確定，自己會

不會發現一種時間性的移動，即從較大的歷史深度、集體承諾

與實質價值移往較小的程度。若我們認真看待這最後兩個章節

所提出的、對歷史時間的重新考量，那麼歷史深度就永不會是

唾手可得的。若要讓它變得真實，就必須對之加以利用。爲了

對抗某種經常損失可輕易企及的共有實質資源之「傾向」，人

們總是可盡其所能，有創意地讓此種資源重新變得可以利用，

並重新創造它們。畢竟，過去與未來之間還是留有一道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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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無法確定的歷史性

口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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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推論採納一種雙重模式的立論方法。就一方面來

看，它提出並討論了社會理論中的一套議題。就此意義而言，

它沿著概念或哲學的路徑行進。另一方面，它也透過在歷史及

脈絡上不斷改變的方法，將這些議題設立起來，而對每一項議

題進行探討。就此意義而言，它是沿著經驗或歷史的路徑行

進。這兩條推論路徑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第一章有關知識確定

性的討論中，一個主要且明確的部分。然而，在進行有關歷史

和哲學關係的論辯，或是有關經驗議題與超驗議題關係的論辯

時，我一直避免偏向這兩個主要立場的其中一個。在接下來的

那些章節裡，我試圖停留在此雙重模式中，並依據論證和其呈

現方式的特性去轉換重點。

但是，讀者諸君可能會有種印象，覺得我好像偏向某個觀

點，即認為哲學概念總是歷史性的，這樣的印象並非是全然錯

誤的。在本書中，我貫徹始終地意在指出各種概念出現時的社

會歷史和語言脈絡，以及那些概念試圖處理的脈絡。過去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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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在論述的「概念歷史」或「系譜學與考古學」之中的作

品，已經提供不少洞見，這些洞見所提出的證明過於強而有

力，以致它不允許任何人支持哲學與社會理論之中，某個去脈

絡化的、自稱普世主義的學說。相對而言，傾向去脈絡化過程

〔 decontextualization' 我稱之為「遠離」 (distancing）〕的這項行

動自身，是一種推論工具，可用以重新詮釋某個被界定爲有問

題的特定情況。

然而，我希望顯而易見的是，這個亻頃向歷史化的行動，並

非旨在藉由訴諸那些論述外部的社會政治歷史或語言歷史，以

解釋或甚至理解哲學與社會理論中的論述形構。。我不認為智

識上的發展以某種方式反映或預示了歷史的進程。將人類歷史

視爲一種「進程」 (course)似乎是不恰當的，人類試圖詮釋歷史

的嘗試，也並非僅以衍生的方式連結到歷史。更確切而言，那

些嘗試可被理解為問題化過程，即辨識出問題群的過程。由於

問題會重複發生，因此一項詮釋可能往往只有在處於某個脈絡

之外時，才能證明是有用的，而這項詮釋則是在該脈絡之內、

爲了該脈絡之故才被加以闡述的。於是，概念與情境之間的關

係是開放且無法確定的，那是一種指涉的關係，可能指涉概念

129 在某種清況下、爲了那種情況而出現，也可能指涉概念在某種

嶄新情況下被加以應用。

貳、可描述的多元性

試圖重新思考各種概念的脈絡特質，而非將其自身設立為

主要的研究目標，此種嘗試是詳述本書主要理念的一項先決條

o ：此種嚐試的不足之處，最近在有關解構與歷史分析之間關係的論

辯中，被詳鈿地加以論證；尤其參見 Attridge et al., 1987; Derrida, 1990 。

不幸的是，無論是哪一方，都極少論及鮮構對歷史和社會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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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雖然要做出任何簡略的摘要都是一大難事，但我將試著把

這些理念歸結成兩個步驟。首先，本書旨於傳達某種理念，即

社會理論與哲學必須和一個多元的論述形構共同運作，該形構

之中的所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時它們當中沒有一個可完

全由其他要素所取代。

時至今日，有某個理念已是老生常談了，即社會科學中的

取徑、學派或典範都具有多元性。這是在有關社會科學的反思

中，一個相當普遍的想法，那些旨於並希望對於社會世界找到

一個真實洞見的人，對這個想法表示哀悼，而那些認爲各種理

念的開放競爭是保障知識進步的重大因素者，則對這個想法大

爲讚賞。然而，我想要指出的多元性，卻絕非一種有關並存現

象(co-existence)的軟弱、寬容多元性＠。更確切而言，我指涉

的是，我們在追尋一種處理社會世界關鍵議題的恰當方法時，

所做的各種努力之多元性，我也指涉一種負載理論的多元性，

它承認對關鍵議題的單一、優勢答案，常常是無法達致的。與

其說有種正確的「取徑」可用以處理問題（就好像一台飛機逐

漸接近跑道準備降落時所循的路徑），還不如說有一種理論空

間存在，而多元的答案就位於此處。

在本書中，我由始至終將這個空間描述成三角形的。在回

頭探討此空間中三個突出立場的特色前，我必須強調，此空間

不必然是三角形的，且這不是由於任何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

之故。就一方面而言，這是因爲比起我已提供的、有關此空間

的描述，可能還有其他更好的描述。我只希望我的描述被加以

評斷時，讀者是以我所指出的內容作爲評斷依據。另一方面，

若讀者諸君覺得我的論述還算有說服力，則目前的這個三角格

＠：此種亢容的並存現象肯定也有其必要性，但往往隨之而來的，是

一種漠不關心的實踐相對論(practical relativism of indifference) ，而這是
我們永遠必須加以對抗的，因為它將會導致人們避免去提出決定性的問

題，而那些問題關乎社會科學的所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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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可能只是此理論化空間在這個時間點上剛好形成的輪廓

而已，抑或重要的是，它是出現在這個反思現代性經驗的時

間點上。此經驗經歷了歷史上的變化，有關此經驗的思考過

程也是如此，而其所導致的一個可能結果便是此理論化空間

的輪廓。

我已選擇將現代主義描繪成此空間內的中心立場，它主導

並組織了另外二者。根據之前所採用的空間隱喻，另外兩種社

會與政治思想的模式，已被呈現為是從兩個不同方向，以批判

性用詞連結到現代主義之上的。但這兩種模式並非僅在批判性

的回應下從現代主義脫離出來，它們所陳述的某些面向，是傾

向彼此的，雖然它們並未彼此融合在一起，或是變得可彼此化

約。

舉例而言，某項有關自我的論述，對於自我的單一性表示

質疑，而此論述中對差異性的強調，和另外一個論及「相同」

主題的論述產生共鳴，該論述堅稱，若考慮到意義的多元性，

就能在自我的理解上，打開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如此一來自我

130 就具有實質的根植性。然而，這兩種模式依然無法彼此化約，

這是因爲有關差異性的概念，無法在有多種可用以產生意義的

方式存在（這些方式皆存在於社會文化中）時，窮盡自身，而是

指向一個更為基本的開放性，此開放性關乎於所謂的認同。知

識上的宣稱，訴諸人類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某種前哲學或前科學

的根植性，這樣的做法也能以類似方式被視爲和「科學」概念

的解構有所共鳴。然而與此同時，前一種模式傾向於肯定在科

學知識的範疇內追尋起源，也贊同去追尋科學知識的起源，而

後一種模式則旨在攤開此追尋有問題的本質。第三，在提出必

須「重新思考政治性」的這項提議中，存有某種政治再現，對

於此政治再現的批判，包含了一些重要陳述，這些陳述關乎於

某項論述中的實質嘗試，該論述意在讓原本單薄的自由政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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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豐富。但那些批判重新處理基本議題（尤其是神學議題從政

治議題脫離出來的這項歷史性動作，以及政治學上擴大引入他

者性的此種做法）的方式，已無法在社會歷史中，找出任何政

治秩序的實質基礎。

在此系統性的描述中，這兩項模式彼此間的不可化約情況

變得顯而易見。然而，這種說法可能會反過來顯得第三個立場

優於前兩者，尤其因爲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有了第三個立場的

出現，這個三角形才得以形成。根據採取前二者其中一種立場的

那些人的看法，第三種立場即使不會變成虛無主義(n血lism) ，也

可能會變成相對主義(relativism) ，因爲它帶有總是和這些用詞

扯上關係的風險。

雖然肯定的是，若要承認任何理論立場和其他並存的立場

之間是不可化約的，就必然要包含某種程度的相對主義，或是

較好的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 ，但現代主義者對這些用詞所做

出的預示性回應(apocalyptic reaction)' 卻沒有得到證成。此種

帶有極高對抗性的回應採用了觀點主義，而假定對於那些不同

理論立場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提出任何說法。只要人們能夠

處理有關觀察角度的問題，此觀察角度即觀點崛起之處，那麼

觀點主義就能擁有完全不同的形態；它會變成各種相關與可能

相關觀點的多元論。這三種模式在一個共同空間內運作，這個

空間也許尙未得到完整的描述與界定，但它至少是可描述且可

界定的（有關這樣的嘗試，參見 Ginzburg, 1998) 。如果那些觀點

每一次所提供的答案都是相對的，那麼它們首先與問題相對。

於是，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時，即使這些問題在不同模式中以

不同方式被加以措辭，還是會顯示出社會理論模式之間的密切

性，儘管因為它們之間無法調和，而常常無法在各個語言間被

完整翻譯出來。

試圖以此種關係用詞去談論有關知識、政體、自我、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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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來的問題群，是爲了讓這些問題之間的共同性顯現出來。

此種嘗試的本質之一，在於必須選擇某種特定的語言，將此嘗

試自身闡明，而這個語言接下來，可能證明是無法化約爲一個

或多個（甚至可能是全部）其意在令它們彼此連結的詮釋。然

而，這個語言也許能夠成功證明那些詮釋之間的密切性。

若有人有意願，也可將這裡所提出的分析，解讀為對德希

達(Derrida, 1978a: 293)所謂某種任務的特定描述，該任務即爲

131 在社會科學場域的各種詮釋模式之間，「構想出某個共同基

礎，以及此無法化約之差異性的延異」。這項分析提出，進行

此任務時所採納的取徑，必須處理兩項議題：首先，我們試圖

理解的是什麼？這個問題指向討論中的問題群。我們的預期

是，即使各種語言依舊無法互相調和，這些問題群之間還是可

能有某種接近性與密切性，而這是在我們僅僅關注答案的分歧

時，無法加以想像的。其次，我們是在何種情況下提出問題？

這個問題指出，論述智識(discursive-intellectual)的時刻可能具有

某種共同性（或是可理解的差異性），這個面向若處於一個去脈

絡化的分析中，同樣也可能是無法想像的。那些答案之中的變

異，可能是來自於評估緊急性時的變異，此變異自身也許可加

以分析，而非被視爲先驗上無法逾越的。

參、持續存在的問題群

就本質而言，社會理論化關乎於人類社會生活所遭遇到的

主要問題群。那些問題群被實化爲出現在特定情況中的問題，

也是必須找到解決方案的問題。人們針對有疑義的情況做出回

應時，其方式有賴於對該問題的詮釋，以及該問題需要被處理

的迫切性。就隱含層面而言，這意味著任何解決方案的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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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能僅在任何一個理論化領域中被決定（無論該領域是如

何地被加以概念化），而完全忽略當時的情況、對迫切性的詮

釋與評估。由於「在抽象概念中」、在時間之外，沒有標準可

用以從多元的答案當中進行選擇，因此答案的可達致性，必然

持續是一個在理論上懸而未決的議題。

相對於有關此種基本多元性的看法，訴諸於問題群的共同

性，以將各個理論化模式連結起來的這種做法，預先假定了我

所謂的、那些問題群的無法逃避性。在進行總結評論時，這是

第二個我想要回頭再提的、我在進行推論時的中心理念。知識

的確定性、政體的可行性、自我的連續性、過去的可企及性以

及未來的透明度，在此已被視爲未來社會思想必須論及的問題

群；我們是無法將這些問題拒於門外的。若沒有進一步說明，

這樣的主張將不容易得到接受。

一如往常，有關窮盡性(exhaustiveness)的議題將會被提出

來；我必須強調，這裡並不打算提出這樣的宣稱。我希望我已

藉由理論上和歷史上的聯合呈現，證明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假

定，這些問題是無法逃避的，但我並非主張沒有其他問題也是

如此，我甚至並不主張我所選擇的問題比其他問題來得重要。

接下來，有人也許會問，此種無法逃避性是否並非僅是那

些議題的呈現方式所造成的結果。更確切而言，尤其是以提出

前三個問題的方式來看，此種方式中的現代主義理論化，難道

不會促使這些問題被呈現爲核心問題嗎？與此同時，針對現代

主義所做出的第一項回應，是否會假設那些問題的答案總是既

定的，而第二種回應又是否會認爲那些問題無足輕重，或是已

經克服呢？我必須承認，每一種提出議題的方式都必然有所偏

頗；我們不能跨出社會理論化既有的空間，也許僅能將之加以

擴大。然而，處理這些問題的不同方法，彼此並存的這項事實，

證明了這些問題群是持續存在的，而非它們的解決方案或是無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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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輕重性持續存在＠。我呈現這些議題時所用的形式，可能有

許多瑕疵。但在人們有可能提出任何偏頗意見，以削弱這個有

關無法逃避性的基本主張之前，必須先提出進一步的證據與推

論以反對我的主張。

最後，現在我自己可能已提出了某些這樣的證據和推論。

在前三章與後兩章之間，我引入了某種術語上的改變而沒有明

說。在前三個章節中，理論和歷史聯合呈現出有關特定問題群

的三種理論化模式，我超越了此種呈現方式，而對我們目前的

情況以及可能伴隨此情況而來的迫切性，進行了反思。於是，

對這些問題群之取徑的歷史化，就近似於說明，某些理論化模

式可能消失，尤其是那些堅稱實質根植性存在的理論化，而另

外一些模式則可能取得霸權，尤其是現代主義理論化的理性個

人主義形式。然而，我一直自我監督，避免讓自己做出任何強

硬的結論，指出完全的失敗或終極的勝利。雖然某些情況的詮

釋，之所以能比其他詮釋來得有力且具說服力，是因爲其社會

政治及智識脈絡的關係，但是對社會世界進行思考的方式，並

不會因此就失去了它們根本上的多元性。若用別的方式說明，

就不是一種對情況的描述，而是主張某種這樣的改變必然會發

生。

我在那兩個有關時間的章節中，試圖在字裡行間做到小心

翼翼地、為我們自己的時代進行社會理論上的診斷，或者更確

＠：舉例而言，讓我簡略她回到我經噹引述的一個例子，因為其呈現

方式相當清楚明晰。蘊逖(Richard Rorty, 1989)一心追求的目標，可能是
想要證明某些問題是無足輕重的，以呼籲我們將那些問題「抛下」。但

如果我們在談論語言、自我與社群時，唯一需要說明的，只有它們全都

是偶然的語，那麼就哲學面向來看，對淤它們就沒什麼好寫的了。事實

上，籬逖已針對這些問題群寫出許多考作，而且持續在寫著（關淤政體

和知識：分別為 Rorty, 1998a and 1998b) ，這項事實已證明這些問題群是
無法逃避的，甚至從我所謂的、對現代主義的第二種回慮之立場來看，

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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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而言，是根據之前所做的考量，探索出某些方法，以便能夠

進行這樣的一種診斷。我已提出警告，指出評估用語的貧瘠，

將會導致實質的一般性答案欠缺可信度，因此我確實想要說明

的是，這是一個當前的風險。但與此同時，我不考慮那個方向

的任何決定論，而是指向補償的方法。我所提出主張的中心結

論（如果有這樣一個結論的話），在於我們必須讓完整的智識空

間一直處於使用中的狀態，而該空間是由那三種推論模式所界

定的。在思考現代性，並保持完整的智識潛力以處理現在與未

來充滿疑義的狀況時，這都是最適當的方法。因此，關於該如

何詮釋此種特定的問題情境，我們不應預期單是從理論上的許

可，就能得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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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主張社會科學已經顯得無力對現代人類的處境作出批判性的診斷 。 他藉著擷取社會

學家傾囘於模糊帶過的幾倡問題，嘗試讓社會科學在這方面的能力復甦；這些罔題之所

以會被掩蓋，是因為社會學家將它們的答案視為理所當然，或是因為他們預設，這些問

題的答案是超出社會學範疇的 。 前者和無法規避性有關，後者則關係到可達致性 。

本書辨識出五大主要問題，包括我們知識的肯定性、政治的可行性、我們自身的延續

性、過去的可溯性和未來的透明性，而無法規避性和可達致性議題就在這五大問題中浮

現 。 作者展示過去兩百年來人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以及這些問題存留到今日的原

因 。 此書深刻、敏銳而具說服力，對現代性的社會理論和社會學都有所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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